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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与此同时，企业社会责任问题却日益凸显。2005年松花江的污染事件、2007年山西的黑砖窑事件和2008年三鹿奶粉事件，等等，都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因此，如何推动企业社会责任已成为一个重要的社会议题。学术上对这个问题的研究主要围绕企业社会责任的动因展开，认为推动企业社会责任的因素主要来自经济、制度和伦理等方面。其中，经济动因和制度动因是主流的观点，认为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是出于提高企业竞争优势、获取经济利益的考虑，或是对外部制度压力的反应。企业社会责任的伦理动因却往往被忽视，影响伦理动因的因素模糊不清，对企业社会责任行为的影响只限于定性的、简单的和零碎的讨论，但伦理动因对新兴市场却至关重要，值得深入研究。在此，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是：①伦理动因是否已成为我国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主要力量；②明确影响企业社会责任伦理动因的主要因素，分析该因素如何影响企业社会责任行为，其中的作用机理是什么；③对企业社会责任的伦理动因进行实证分析。

本研究首先分析了企业社会责任行为的三种基本动因：经济动因、制度动因和伦理动因。调查显示，伦理动因已成为推动我国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主要力量之一。从伦理动因出发，本研究提出企业高管价值观和企业社会责任行为之间可能存在的关系，运用高阶管理理论分析企业高管价值观影响企业社会责任行为的内在机理，深入剖析在企业社会责任的有限理性决策中企业高管价值观对其感知CSR环境的影响，以及对企业社会责任最终选择的影响，同时引入组织文化的研究变量，建立企业高管的个体和企业行为之间的组织桥梁，探析组织文化在企业高管价值观影响企业社会责任行为中的中介作用。本研究在机理分析的基础上提出研究的概念模型和研究假设，并运用250份有效样本采取层级回归分析和结构方程模型进行实证检验，最终获得了四个主要研究结论：

（1）企业高管的自我超越价值观对企业社会责任表现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但企业高管的自我提高价值观对企业社会责任表现的作用不显著，其主要原因可能是企业高管把企业社会责任作为其提高自身利益的一种手段和工具。对于企业社会责任表现的具体维度，上述企业高管价值观和企业社会责任表现的关系也基本成立，企业高管的自我提高价值观对慈善公益的企业社会责任表现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

（2）组织文化对企业社会责任表现具有显著影响。人本主义的组织文化对企业社会责任表现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竞争导向的组织文化对企业社会责任表现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

（3）组织文化在企业高管价值观影响企业社会责任表现的过程中具有中介作用，但在具体的企业高管价值观和企业社会责任表现的关系上，组织文化承担着不同性质的中介作用。在企业高管的自我超越价值观—企业社会责任表现或分维度表现，以及企业高管的自我提高价值观—企业社会责任表现3（慈善公益）的关系上，组织文化具有部分的中介作用；在企业高管的自我提高价值观—企业社会责任表现1（商业关系）、表现2（环境资源）的关系上，组织文化具有完全的中介作用。

（4）企业资源对企业高管的自我超越价值观和企业社会责任表现的关系具有正向的调节作用。企业资源越充足，企业高管的自我超越价值观对企业社会责任表现的正向影响越显著。但企业资源在企业高管的自我提高价值观和企业社会责任表现关系中调节作用的检验并没有获得通过，其主要原因可能是企业资源并不是影响它们关系的重要调节因素。

本研究的创新之处体现在：

（1）突破之前主流的企业社会责任行为的经济观点和制度观点，跳出“企业社会责任行为—企业财务绩效”和“外部制度—企业社会责任行为”的研究范式，从伦理视角研究企业的社会责任行为并进行实证研究具有一定的开创性，尤其是在新兴市场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

（2）基于企业社会责任的伦理驱动，提出企业高管价值观在社会责任决策中的重要性，建立企业高管价值观和企业社会责任行为的基本关系，并运用高阶管理理论剖析企业高管价值观影响企业社会责任行为的两条基本路径，在这之前的研究中较少涉及。

（3）强调组织文化对企业社会责任行为的影响，并在企业高管价值观影响企业社会责任行为过程中承担中介作用，这不仅在企业高管的个体和企业的组织行为之间建立了组织层面的桥梁，而且构建了企业高管价值观影响企业决策或行为的崭新机制。









第1章　绪论




1.1　研究背景



1.1.1　现实背景

1.企业社会责任的现状堪忧

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经济飞速发展，成绩斐然。截至2012年年末，我国国内生产总值（GDP）达到了51.6万亿元，人均GDP 3.8万元，而且GDP总量在2010年首次超过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

然而，在经济建设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我国企业社会责任的建设却不容乐观。企业不负责任的事件时有发生。国家环保总局在2005—2007年先后掀起三次环评风暴，对许多环境污染严重的违法项目或违法企业进行严厉的查处和制裁。2005年11月中石油吉林石化企业双苯厂发生爆炸事故对松花江流域造成重大污染。在此期间，为了防止松花江流域被进一步污染，吉林省共出动了4万多人次及9000多台次的车辆，10万多人次走上街头对防治工作进行宣传，全省投入的资金达到了7000多万元。
[1]

 2007年震惊全国的山西黑砖窑事件，一些不法窑主以高薪待遇诱骗农民工，或拐骗智障人员到砖窑厂做工，不支付农民工工资、劳动时间过长、劳动环境恶劣，并限制人身自由、强迫劳动。最后政府解救出农民工359人，其中被拐骗的174人，被强迫劳动185人，其中有65人是智障人员。
[2]

 2008年轰动全国的三鹿奶粉三聚氰胺事件，据报道，到2008年年底全国累计免费筛查2240.12万人，累计报告患儿29.6万人，住院治疗52898人，治愈出院52582人。
[3]

 还有，2011年双汇的瘦肉精事件、上海地区的染色馒头事件、京津冀地区的地沟油事件、蓬莱油田的漏油事件，等等。这些事件充分说明我国企业社会责任的现状令人担忧。

2.企业社会责任的关注

我国企业社会责任的现状已引起政府、媒体、学者和普通群众的强烈关注。2002年1月中国证监会、国家经贸委发布《上市公司治理准则》，其中第八十六条要求“上市公司在保持公司持续发展、实现股东利益最大化的同时，应关注所在社区的福利、环境保护、公益事业等问题，重视企业的社会责任”。这是我国首次在部门规章中提到“企业的社会责任”。而之前“社会责任”一词在我国法律法规中还是“空白”，对企业社会责任的规范主要散见于破产法、产品质量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劳动法、环境与资源保护法、税法等各种相关的法律法规中。2005年10月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修改案第五条明确规定“企业从事经营活动、必须遵守法律、行政法规、遵守社会公德、商业道德、诚实守信、接受政府和社会公众的监督，承担社会责任”，这是我国第一次以法律形式明确企业的社会责任问题。这是一个原则性的条款，更大意义上是一种价值取向和行为标准的宣示（黄晓鹏，2010）。2008年1月国务院国资委以2008年1号文件发布了《关于中央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指导意见》（见附录1），要求中央企业充分认识履行社会责任的重要意义，提出了中央企业社会责任的指导思想、总体要求和基本纲要。这是我国第一个由国家部委出台的企业履行社会责任规范性文件，对企业社会责任在我国的推广有重要意义。2011年3月16日，我国“十二五”规划纲要提出，环境和社会因素的重要性，要求企业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2012年3月国务院国资委再次强调，要求大型中央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定期发布企业社会责任报告，并表示正在研究出台《中央企业社会责任管理指引》，激励中央企业履行社会责任。

与此同时，我国证券交易所对上市公司在披露企业社会责任报告方面进行了明确的规定。2006年9月深交所率先颁布实施《上市公司社会责任指引》（见附录1），鼓励上市企业定期披露社会责任报告。2009年9月上交所要求在本所上市的“上证企业治理板块”样本企业、发行境外上市外资股的企业及金融类企业，应在2008年年报披露的同时履行社会责任的报告，同时鼓励其他有条件的上市企业在2008年年报披露的同时披露社会责任报告。根据深交所《关于做好上市公司2010年年度报告披露工作的通知》的规定，纳入“深圳100指数”的上市公司应按照深交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相关规定披露社会责任报告，同时深交所鼓励其他公司披露社会责任报告。据统计，2007年仅有47家上市企业发布企业社会责任报告，2008年增至132家，2009年又翻了一番，达到364家，之后逐年增加，2011年582家，2012年653家。
[4]

 另外，2008年5月，上交所还首次提出了“每股社会贡献值”概念，上市企业可以在年度社会责任报告中披露每股社会贡献值。2009年8月上交所正式发布上证社会责任指数，指数基日为2009年6月30日，基点为1000点，指数代码为000048，指数简称为“责任指数”。

此外，一些第三方机构正在积极地开展企业社会责任的评选，推动企业社会责任的建设。例如《南方周末》的中国企业社会责任评选，第一财经的中国企业社会责任榜评选，联合资信推出的上市企业最佳企业社会责任评选，《财富》（中文版）的中国企业社会责任100排行榜，以及胡润研究院的胡润企业社会责任50强等。

综上所述，企业社会责任已受到社会各方的强烈关注，在推进企业社会责任方面做了一些工作，但推动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和实践仍然是我国目前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

1.1.2　理论背景

1.企业社会责任理念逐渐被接受

学术上对企业是否应该履行社会责任曾经发生过激烈的争论。

反对企业社会责任的观点主要来自主流经济学中的企业理论，通常称为股东至上主义，认为企业只受股东的委托，其唯一的目的是为股东赚取利润，其代表人物是Friedman和Hayek。Friedman甚至认为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是对自由社会的一种损害。“如果企业管理者采纳这种社会责任的观点而不是尽力为其股东创造价值，那就是对我们这个自由社会基础的最大破坏（Friedman，1962）。”Hayek（1969）也认为，企业唯一的目标是为出资人赚取长期利润。如果企业将资金用于与长期利润不相干的地方，企业就会处于危险的境地，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就属于这种情况。

支持企业社会责任的观点主要来自企业社会契约理论和利益相关者理论，其代表人物分别是Donaldson和Freeman。根据企业社会契约理论，企业与社会双方存在一个契约，社会为企业的存在与发展提供了条件，对企业承担了责任，企业理应对社会承担相应的责任。早期的企业社会契约理论认为，企业在追求利润最大化的过程中会自然而然地推动社会进步，两者并不矛盾。而现代企业社会契约理论（以Donaldson为代表）则认为，社会进步不会在企业追求利润最大化过程中自动出现，相反可能会伴随出现一系列社会问题，例如自然环境的破坏、工作环境的恶化、对社会特定群体的歧视等。因此，企业有责任同时为社会和经济的改善而运作。另外，Freeman（1984）在提出利益相关者理论认为，企业具有一系列可以清晰确认的利益相关者，企业不仅应对股东利益负责，而且应对其他利益相关者负责。

反对企业社会责任和支持企业社会责任的争论虽然一直不绝于耳，但随着消费者运动、环保运动、员工权益的保护运动的兴起，支持企业社会责任的观点逐渐占了上风，被大家接受和认可。

2.企业社会责任的动因理论

自从Schwartz ＆ Carroll（2003）提出企业社会责任的经济、法律和伦理三个维度后，企业社会责任动因的讨论主要从制度、经济和伦理等三个角度展开。

制度的观点认为，企业履行社会责任主要是出于遵守法律、法规和应对外部利益相关者的压力，寻求企业的合法性，获得环境对企业发展的支持。Marquis等（2007）认为，研究者应超越单个企业的利益分析，从场域层次的认知、规范、管制等社会同构性压力来看待企业的社会行为（蔡宁等，2009）。

经济视角的观点则认为，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可以使企业获得竞争优势，提高企业财务绩效，因此该视角的研究试图探讨企业社会责任和企业财务绩效的关系，证明企业社会责任对企业财务绩效具有正向作用。但遗憾的是，研究并没有取得一致的结论，一些研究发现企业社会责任有利于企业财务绩效的提高，而有些研究则发现企业社会责任对企业财务绩效并没有明显的正向影响，相反还有些研究则得出是负向作用的结论。一些学者把这一结果归结于研究方法的缺陷（McWilliams等，2006），当然也有些学者认为，企业社会责任会提高企业财务绩效缺乏足够的理论支持。

伦理视角强调的是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是企业应该做的，不应以是否提高企业财务绩效作为履行社会责任的标准。企业社会责任既不是企业的“目的”，也不是企业为了达到某种目的而采用的“手段”。该视角的理论基础来源于George A.Steiner ＆ John F. Steiner（2002）提出的“社会契约理论”，即社会赋予了企业可以将资源有效转化为社会所需产品的职权，同时给予企业采取必要与合理行动的权利，而“合理的行动”就是指企业的行为必须符合法律和伦理的要求。Donaldson ＆ Dunfee（2001）也认为企业与社会之间存在一种隐性的契约，企业作为一个社会主体，一成立便应自然而然地承担起对利益相关者的责任和承诺。

从上述三个视角的现有研究来看，经济角度的研究是主角，大量的实证研究集中在企业社会责任和企业财务绩效之间的关系上，从制度角度讨论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研究也不在少数，一些学者认为，必须加强制度化建设，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同时构建利益相关者对企业的压力机制，从而推动企业履行社会责任。而从伦理视角探讨企业社会责任的研究少之又少。在之前的研究中，有些学者试图从伦理动因出发探讨企业社会责任行为，其中提及管理者的价值观在企业社会责任决策中的作用（Carroll，1979；Wood，1991；Swanson，1995；Agle，et al.，1999；Hemingway ＆ Maclagan，2004），但只限于定性的、简单的、零碎的讨论，没有系统深入地分析管理者的价值观影响企业社会责任的内在机制，并进行实证研究。

3.高阶管理理论在战略管理研究中的广泛运用

高阶管理理论是Hambrick ＆ Mason于1984年正式提出的，该理论的基本思想是：企业的战略及其绩效是企业高管行为因素（认知基和价值观）的反映和结果，因为企业高管的认知基和价值观对其感知战略环境具有重要的影响，这一感知过程包括：①决策者不可能了解组织和环境的全部，决策者的视野（关注的领域）是有限的；②对进入视野的内容，决策者也是有选择感知的，只感知其中的一部分信息；③对被最终选择的信息做出解释。有限的视野、有选择的感知和对最终选择信息的解释都和企业高管的认知基和价值观息息相关。

自高阶管理理论提出后，其理论本身不断丰富和完善，研究对象从企业的CEO扩展到企业的高管团队，从高管的基本特征延伸到高管的国际化工作经验、社会网络、与外部组织的关系等方面，而且该理论的运用具有情境性，即企业高管特征对企业战略及绩效的影响受到高管的管理自由度和工作需要的调节。

高阶管理理论被广泛用于企业战略的讨论中，包括：技术创新、企业的竞争行为（Ferrier，2001）、战略联盟（Eisenhardt ＆ Schoonhoven，1996）、国际化战略（Sambharya，1996；Reuber ＆ Fischer，1997；Sanders ＆ Carpenter，1998；Tihanyi，et al.，2000；Carpenter ＆ Fedrickson 2001；Carpenter et al.2003）、资源的配置（Bertrand ＆ Schoar，2003）等，而且取得了较好的解释效果。而企业社会责任将成为高阶管理理论今后研究的方向之一（Carpenter et al.，2004）。

4.组织文化的理论

组织文化的最初来源通常反映了组织创始人的远景和使命。由于创始人具有独创性的思想，他们可能对如何实施这些想法有一定的倾向。他们可能关注于积极进取或是像家人一样关爱员工。组织创始人通过描述组织应该是什么样子的方式来建立早期的文化。而且大多数新成立的组织规模较小，这有助于创始人向组织的全体成员灌输它的远景。研究表明，随着组织的成长和发展，创立者对组织日常活动做出决策。这些决策将影响组织对环境的反应。这些决策也形成了组织文化（Schneider et al.，1995）。组织文化经创始人建立后，也可能以后被企业的高管们改变（Davis，1984；Kerr ＆ Slocum，2005），以适应环境变化的需要（Agle et al.，1999；Schein，1992；Wally ＆ Baum，1994）。但不管怎么样，企业的领导（高管）对组织文化的形成和发展负主要责任（Schein，1992）。

对于组织文化的内涵，许多学者对此都有界定。Peters ＆ Waterman（1982）认为，组织文化是由企业领导者积极倡导的，由企业领导者和职工恪守的共同信念或共同价值观。Pondy（1983）把组织文化界定为一种社会的或规范的黏合剂，将组织凝聚成为一个整体，其所涵盖的价值观与社会理念为组织成员所共有。Wallach（1983）对组织文化的定义的是：企业内员工的一种共同认知，使员工了解在企业内应该如何做事的一套规则。Ouchi（1981）认为，一个企业的文化由传统和风气所构成，包含着一个企业用于确定活动、意见和行为方式并且不断传递的价值观。Pascale ＆ Athos（1981）指出，组织文化是指导企业制定员工和顾客政策的宗旨，是“进取、守势、灵活性——即确定活动、意见和行为模式的价值观”。Barney（1986）的观点是：组织文化由价值、信仰、假设、象征所形成的复杂集合，用来指引企业的行为模式。Lorsch（1986）把组织文化界定为高级主管的共同信念，基于此高级主管知道如何管理自己与员工，并晓得企业应如何经营。由上可知，组织文化是企业员工共同认知的价值观和信念，对员工的行为和企业的行为具有导向作用。组织文化和管理者的行为之间联系尤为明显。

在组织文化—组织绩效关系上，现有理论认为，组织文化主要通过影响人力资源的管理实践、影响组织氛围（Ferris，et al.，1992），进而影响员工的工作态度、工作行为以及对组织的奉献精神，最终影响组织的绩效（Schein，1990）。Grisaffe（2000）在综合观念模型中认为，组织文化不仅影响员工的观念和态度，还会影响顾客和其他利益相关者的观念和态度，而且员工的行为会直接影响顾客和其他可能接触到的利益相关者，从而影响企业的财务绩效。


注释


[1]数据来源：新华网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05-12/06/content_3883908.htm。

[2]数据来源：中国政府网http：//www.gov.cn/wszb/zhibo84/content_658158.htm。

[3]数据来源：卫生部例行新闻发布会公布，转引http：//news.163.com/09/0112/14/4VFD6SD1000120GU.html。

[4]数据来源：企业社会责任网的统计，转引http：//finance.sina.com.cn/roll/20091126/14467021027.shtml。











1.2　研究问题的提出






对于企业社会责任的制度动因，一方面，存在新制度理论的“体制内”问题，忽略了对“利益作用”的分析（蔡宁，2009），导致企业履行企业社会责任更多的是对外部制度的被动反应，缺乏内在主动履行社会责任的动机，使得企业社会责任不可持续、不可预期。另一方面，对于现有的法律法规，企业违规成本较低，没有形成刚性约束力，而且执法不力（黎友焕等，2010），对企业行为的约束力大大下降。因此，虽然企业社会责任的制度动因是推动企业社会责任的主要因素之一，但只有制度动因是明显不够的，这在企业社会责任的环境研究中已得到有力的证明。外部压力只能部分解释企业对相同环境问题的不同反应（Howard-Grenville，2005），因此，内在驱动的因素在企业环境实践中已引起人们的关注（Bansal，2003）。对企业社会行为的内在驱动研究更适用非发达国家或地区，内在驱动的行为在低企业社会责任表现的环境中尤其突出（Muller ＆ Kolk，2010），因为这些国家或地区的外在压力（环境保护或劳资管理）比成熟的市场环境要低很多（Child ＆ Tsai，2005）。

内在驱动主要来自于经济动因和伦理动因。从经济的角度来说，企业社会责任可以给企业带来利益和价值（Branco ＆ Rodrigues，2006；Godfrey，et al.，2009；谢佩洪等，2008），但同时也必须付出相应的成本，权衡收益和成本，企业社会责任是否提高企业的经济绩效在目前研究中并没有取得一致的结论，因此寄予企业社会责任可以提高企业财务绩效来推动企业社会责任有些牵强。对于企业社会责任的伦理动因，关键在于企业要有“做正确的事”、“做应该做的事”的伦理认知。如果企业具备了这种伦理认识，企业将具有履行社会责任的强大内在驱动力。但遗憾的是，目前该领域的研究还停留在概念辨析和理念传播阶段，缺乏实证研究（蔡宁，2009）。因此，哪些因素会影响企业的社会责任伦理认知，这些因素又如何影响企业的社会责任行为，这些问题亟待解决。

因此，本研究将从企业社会责任的伦理动因出发，认为企业高管价值观对企业社会责任伦理认知的重要性，并基于高阶管理理论和组织文化理论，研究企业高管价值观对企业社会责任行为的影响。本研究从以下几个问题展开：

问题一：企业高管价值观对企业社会责任行为决策的直接影响。

基于现有的研究，本研究认为，企业高管价值观是影响企业对社会责任伦理认知的重要因素，因此有必要建立企业高管价值观和企业社会责任行为的关系。但企业高管价值观到底如何影响企业的社会责任行为？本研究将基于高阶管理理论，即企业高管价值观和认知基影响企业的战略及其绩效，深入剖析企业高管价值观影响企业社会责任行为的内在机理，主要是对高管感知企业社会责任环境的影响，以及对企业社会责任最终选择的影响，从而影响企业的社会责任行为。在此，由于价值观的内容（维度）较为广泛，在研究中需要对此进行筛选，选择和企业社会责任联系紧密的内容（维度）。

问题二：企业高管价值观通过组织文化对企业社会责任行为的影响。

由于企业高管价值观和企业的组织文化息息相关，而组织文化对企业的经营决策及绩效又具有重要影响，因此本研究需进一步探讨企业高管价值观通过组织文化对企业社会责任行为的影响机制，建立“企业高管价值观—组织文化—企业社会责任行为”的分析框架，把影响企业社会责任行为的因素从个体层面上升到组织层面，强化对企业战略选择的影响，并对此进行实证检验。其中，组织文化对企业社会责任行为的影响机制是关键。本研究还需要根据选择的价值观维度以及企业社会责任的特点，对组织文化的维度进行确认。

问题三：企业高管价值观对企业社会责任行为影响的权变特性。

根据高阶管理理论的权变特点，企业高管的特征对企业战略及绩效的影响受到高管的管理自由度和工作需要的调节。在实证研究中，目前关注的主要是高管的管理自由度。因此，本研究进一步考察管理自由度对企业高管价值观和企业社会责任行为之间关系的调节作用。根据企业社会责任行为的特点，本研究将提炼影响管理自由度的主要因素，即在什么情景因素下企业的社会责任行为受企业高管价值观的影响较大，在什么情景因素下企业的社会责任行为受企业高管价值观的影响较小，并对此进行实证检验。











1.3　相关概念的界定与说明






1.3.1　价值观及其维度

对于价值观的概念，学术界的观点较为一致。Kluckhohn（1951）从操作层面对价值观的各种定义进行了整合，把价值观界定为一种外显或内隐的，有关什么是“值得的”的看法。另一些学者也从与“值得的”类似的偏好或标准等角度对价值观进行定义。Williams（1968）指出价值观是偏好的标准，具有认知、情感、导向的特性，成为判断、偏好和选择的标准。Rokeach（1973）则把价值观理解为一个持久的信念，认为一种具体的行为方式或存在的最终状态，对个人或社会而言，比相反的行为方式或存在的最终状态更好。Nystrom（1990）认为价值观是关于合理的行为标准和偏好或想要的结果的规范性信念。

对于价值观的维度划分，目前研究主要有Rokeach和Schwartz的分类方法。Rokeach（1973）突破了之前对价值观的分类，提出价值观系统理论。他认为，各种价值观是按一定的逻辑意义联结在一起的，它们按一定的结构层次或价值系统而存在，价值系统是沿着价值观的重要性程度的连续体而形成的层次序列。他将价值观分为18项终极性价值系统和18项工具性价值系统，终极性价值系统用以表示存在的理想化终极状态或结果，而工具性价值系统是达到理想化终极状态所采用的行为方式或手段。Schwartz等人（1992，1994，1995）在跨文化价值观研究中编制了Schwartz价值观量表，试图描绘出一个世界范围的价值观地形图（Geography of Values），将各个文化标识在相对的位置上。他的研究包括了57项价值观，用以代表自我超越、自我提高、保守、对变化的开放性态度等4个维度的10个普遍的价值观动机类型。本研究结合现有的研究和企业社会责任的特点，选择和企业社会责任紧密相关的自我超越和自我提高的价值观维度研究对企业社会责任行为的影响。Schwartz把慈善和普遍性的价值观动机归属于自我超越维度，权力和成就的价值观动机归属于自我提高维度。显然，自我提高价值观体现的是激励人们提高自身利益的程度，而自我超越维度价值观体现的是激励人们超越自身利益，促进他人（不管是亲近的或疏远的）和人类利益的程度。

1.3.2　组织文化及其维度

从对于组织文化的构成要素来说，组织文化主要是指组织成员共同拥有的价值观，当然还包括信念、意识、认知、态度等心理层面的要素，以及仪式、英雄、故事等具体的要素。针对本研究所选择的价值观维度和企业社会责任的特点，本研究选择组织文化常见的维度即人本主义的组织文化和竞争导向的组织文化。竞争导向的组织文化强调的是在工作中的获胜和个人成功（Cooke ＆ Rousseau，1988；Kilman ＆ Saxton，1983）。一个以内部竞争导向为特征的企业往往鼓励员工取得更高的绩效，而忽视对他人的影响（Cooke ＆ Hartmann，1989）。而人本主义的组织文化强调的是对员工的关心和关怀，员工之间平等友好相处，企业是一个开放、温暖、和谐的环境，就像是家庭的延伸（Wallach，1983；Goffee ＆ Jones，1998）。

1.3.3　企业社会责任及其行为与表现

对于企业社会责任的概念，学术界一直众说纷纭，但逐渐变得清晰，企业社会责任可以从两个方面进行界定：第一，企业社会责任的对象，即企业应向谁履行社会责任？早期的企业社会责任概念认为，社会责任的对象主要是股东，这主要是主流经济学的观点（Friedman ＆ Hayk）。后来，一些学者把社会整体作为企业社会责任的对象（Frederick，1960；Steiner，1971；CED，1971），显然这一对象过于笼统、模糊，缺乏针对性，不利于企业的操作。直到利益相关者理论的出现，给了企业社会责任对象以明确的答案，即企业的利益相关者，包括股东、员工、消费者、债权人、供应商、政府、社区、环境等。第二，企业社会责任的内容，即企业应履行什么责任？早期企业社会责任的概念主要强调原则和标准（Bowen，1953；Sethi，1975），同时认为，企业社会责任的内容主要是超越经济和法律之外的责任（Davis，1960；McGuire，1963；Davis ＆ Blomstrom，1966；Eells ＆ Walton，1974；Backman，1975），并强调社会责任的自愿性（Walton，1967；Davis，1973；Manne ＆ Wallich，1972）。后来企业社会责任的内容出现融合趋势，Carroll（1979）把企业社会责任的内容归结为经济责任、法律责任、伦理责任和慈善责任，并做了系统的阐述。因此，对于企业社会责任的概念，本研究主要采取企业对其利益相关者履行经济责任、法律责任、伦理责任和慈善责任的概念。企业社会责任行为则是企业依据企业社会责任的要求所采取的行动，类似于企业社会响应，但两者又有区别，企业社会响应是企业应对外部环境的变化和要求所作出的反应。企业社会责任表现是指企业社会责任行为的结果，用于衡量企业社会责任行为的强弱。











1.4　研究的逻辑框架、技术路线和结构安排






1.4.1　逻辑框架

本研究主要是揭示企业高管价值观对企业社会责任行为的影响机制。根据这一研究目的，本研究首先基于高阶管理理论分析企业高管价值观对其感知企业社会责任环境的影响，以及对企业社会责任最终选择的影响，这些影响将在企业社会责任决策中直接体现，因此被称为企业高管价值观对企业社会责任行为的直接作用，即企业高管价值观—企业社会责任行为，并将问卷调研的数据采取层级回归分析和结构方程模型进行检验；其次分析企业高管价值观对组织文化的影响，通过组织文化影响企业社会责任行为，这一影响被看作企业高管价值观对企业社会责任行为的间接作用，即企业高管价值观—组织文化—企业社会责任行为，并用问卷调研的数据采取结构方程模型进行检验；最后分析企业资源对企业高管价值观和企业社会责任行为之间关系的调节作用，并用层级回归分析进行验证。本研究的逻辑框架如图1.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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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　研究逻辑框架



1.4.2　技术路线

本研究首先于文献阅读和实地调研提炼研究的基本问题，即企业高管价值观如何影响企业社会责任行为，其次根据高阶管理理论和组织文化理论，分析企业高管价值观影响企业社会责任行为的内在机理，建立相应的理论模型和研究假设，然后进行问卷设计和大样本调查，基于所获得的样本数据运用结构方程模型和层级回归的分析方法对理论模型和研究假设进行检验，对检验结果进行讨论、分析，最终获得研究结论。本研究的技术路线如图1.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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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　技术路线



1.4.3　结构安排

在上述研究框架和技术路线指导下，本研究从理论与实证分析相结合的角度，分七个章节围绕企业高管价值观与企业社会责任行为的关系问题展开讨论。

第1章：绪论。本章主要对研究的概况进行介绍，包括：研究的理论和现实背景、研究的基本问题、解决这一问题的逻辑框架和技术路线，以及在整个研究中相关概念的界定和创新之处。

第2章：文献综述。本章主要对研究问题所涉及的国内外文献进行系统梳理和评述，把握相关研究的历史、现状及前沿动态，厘清本研究和现有研究的继承和拓展的关系，为构建研究模型和研究假设奠定理论基础。

第3章：企业高管价值观影响企业社会责任行为的机理分析。本章主要对企业高管价值观如何影响企业社会责任行为进行深入剖析。首先，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动因进行讨论，并指出伦理动因已成为我国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主要动因之一；其次，提出企业高管价值观在企业社会责任伦理动因中的重要作用，分析高阶管理理论用于企业社会责任领域的适用性；再次，基于高阶理论分析企业高管价值观对其感知企业社会责任环境的影响，以及对企业社会责任最终选择的影响；最后，分析组织文化在企业高管价值观和企业社会责任行为中的中介作用，企业高管价值观影响组织文化，组织文化通过多种途径影响企业社会责任行为。

第4章：概念模型与研究假设。本章主要对上述机理分析进行提炼，建立研究的基本概念模型，并在此模型的基础上，针对企业高管价值观和组织文化的具体维度，提出企业高管价值观、组织文化和企业社会责任行为之间的研究假设。

第5章：研究设计与研究方法。本章主要介绍理论模型和研究假设涉及的变量设置及测量方法，问卷的设计和样本采集，以及数据分析中所用的研究方法。

第6章：数据分析、结果与讨论。本章首先对样本性质、研究变量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对研究变量进行信度和效度检验、对研究变量做Pearson相关分析；然后运用层级回归分析和结构方程模型验证企业高管价值观—企业社会责任表现的模型，运用结构方程模型验证企业高管价值观—组织文化—企业社会责任表现的模型，运用层级回归分析验证企业资源在企业高管价值观—企业社会责任表现中的调节作用；最后对实证分析的结果进行讨论和分析，获得最终的研究结论。

第7章：结论、局限性与展望。本章主要对研究结论进行总结，并讨论该研究结论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同时指出研究可能存在的局限性，以及对未来研究进行展望，讨论未来可能的研究方向，为相关研究提供参考和借鉴。











1.5　研究创新说明






本研究突破企业社会责任的经济观点和制度观点，从之前较少涉及的企业社会责任的伦理动因出发，研究企业高管价值观和企业社会责任行为之间的关系，运用高阶管理理论剖析企业高管价值观对企业社会责任决策的影响机制，主要是企业高管价值观影响其感知企业社会责任的环境，以及影响企业社会责任的最终选择，同时考虑企业资源在企业高管价值观和企业社会责任行为关系中的调节作用。另外，基于组织文化的相关理论，本研究还将组织文化引入企业高管价值观和企业社会责任行为之间，建立企业高管价值观—组织文化—企业社会责任行为的分析框架，即企业高管价值观影响组织文化，而组织文化影响企业社会责任行为，组织文化在企业高管价值观影响企业社会责任行为的过程中承担中介作用。具体来说，本研究的创新之处主要体现在：

（1）从伦理视角讨论并实证分析企业社会责任行为。本研究突破之前主流的企业社会责任行为的经济观点和制度观点，跳出“企业社会责任行为—企业财务绩效”和“外部制度—企业社会责任行为”的研究范式，从伦理视角研究企业的社会责任行为并进行实证研究具有一定的开创性，尤其是在新兴市场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Muller ＆ Kolk，2010），因为这些国家或地区的外在压力比成熟的市场环境要低很多（Child ＆ Tsai，2005）。本研究已对我国企业社会责任行为的动因进行问卷调查。结果显示，伦理动因已成为推动我国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主要力量之一。

（2）运用高阶管理理论剖析企业高管价值观对企业社会责任行为的影响机制，并进行实证研究。在之前的研究中，有些研究涉及管理者的价值观和企业社会责任的关系（Carroll，1979；Wood，1991；Swanson，1995；Agle，et al.，1999；Hemingway ＆ Maclagan，2004），有些研究把高阶管理理论在企业社会责任领域进行简单运用（Thomas ＆ Simerly，1995；McGuire，et al.，2003；Browne，2003），但没有深入分析企业高管影响企业社会责任的内在机制，而且在实证研究中只考虑企业高管的基本特征，没有触及企业高管的心理特征。本研究基于企业社会责任的伦理驱动，提出企业高管价值观在社会责任决策中的重要性，建立企业高管价值观和企业社会责任行为的关系，运用高阶管理理论剖析企业高管价值观对企业社会责任行为的影响机制，即企业高管价值观影响其感知企业社会责任的环境，以及影响企业社会责任的最终选择，同时考虑企业资源在企业高管价值观和企业社会责任行为关系中的调节作用。本研究运用250个有效样本对企业高管影响企业社会责任行为的机制采取结构方程模型和层级回归的分析方法进行实证分析。

（3）将组织文化引入企业高管价值观—企业社会责任行为关系中，建立企业高管价值观—组织文化—企业社会责任行为的分析框架。基于组织文化的相关理论，本研究还将组织文化引入企业高管价值观和企业社会责任行为之间，建立企业高管价值观—组织文化—企业社会责任行为的分析框架，分析组织文化在企业高管价值观影响企业社会责任行为中的中介作用。这不仅在企业高管的个体和企业的组织行为之间建立了组织层面的桥梁，而且开辟了企业高管价值观影响企业决策或行为的崭新机制。本研究将该机制应用于企业社会责任领域，并进行实证研究，这是新的探索和尝试。









第2章　文献综述




2.1　企业社会责任的相关综述



2.1.1　企业社会责任概念的演变

1.企业社会责任

（1）20世纪50年代及之前。

整个20世纪50年代及之前，较少学者正式关注企业社会责任（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这一时期值得一提的就是Bowen的著作和他的企业社会责任定义。1953年，Bowen在其《商人的社会责任》一书中指出，商人（businessman）的社会责任是指商人依照社会的目标和价值观制定政策，做出决策，采取行动。Bowen的企业社会责任定义具有两个明显的特点：其一，社会责任讨论的主体是商人，这主要和当时企业在商业社会中的突出地位没有被充分认知有关；其二，社会责任的标准是社会的目标和价值观。Bowen是较早界定企业社会责任概念的学者［之前更多的是讨论社会责任（social responsibility）］，他的定义及著作标志着企业社会责任现代时代的开始，也奠定了他在企业社会责任研究领域的地位，被称为“企业社会责任之父”（Carroll，1999）。

（2）20世纪60年代。

进入20世纪60年代，学术上涌现出大量的文献试图更清楚地界定企业社会责任的概念。这一时期的企业社会责任定义呈现以下特点：

①社会责任的界定主体逐渐从商人过渡到企业。20世纪60年代早期Davis（1960）和Frederick（1960）仍然继续沿用商人作为社会责任概念的主体，从McGuire（1963）的定义开始，企业替代商人成为社会责任讨论的主体。

②企业社会责任标准更多的是关注超越企业传统经济目标的范畴，强调实现社会的整体福利。例如，在企业社会责任定义中，Davis（1960）指出“超越了狭隘的经济或技术利益”；Frederick（1960）认为“增加总体的社会经济福利”；McGuire强调“经济和法律的义务之外的其他社会责任”。其实，上述标准还是比较模糊的，传统经济目标之外的责任到底是什么并不清楚，McGuire（1963）在其定义之后还进一步列举了企业具体的社会责任，例如，企业应关注政治、社区的利益、教育、员工的幸福、实际上，是整个社会福利。

③开始关注企业社会责任的自愿性。Walton（1967）在强调企业社会责任的必需成分时，认为应包括自愿性，而非强迫的。

④开始讨论企业社会责任和企业行为之间的关系。Davis ＆ Blomstrom（1966）在解释企业社会责任应超越狭隘的经济或技术利益时认为，商人在考虑受企业行为影响的人的需要和利益时就是履行社会责任。Davis（1967）还进一步认为，企业社会责任源自对自己行为的伦理结果的考虑。

（3）20世纪70年代。

到了20世纪70年代，关于企业社会责任概念的讨论更加精彩纷呈。一方面，有些学者对之前观点进行延伸和深化；另一方面，也出现了一些新的观点和视角，进一步丰富了对企业社会责任的理解。

这一时期对之前企业社会责任概念进行延伸和深化的主要有：

①Eells ＆ Walton（1974）以及Backman（1975）都再次强调了企业社会责任超越传统经济目标的特点。Backman也同时列举了一些社会责任行为。

②Steiner（1971）（“帮助社会实现其基本目标”）和经济发展委员会（CED）（1971）（“满足社会需要，使社会满意”）都表达了企业社会责任增加社会总体福利的特点。CED还把企业社会责任分为三层：内层是企业的基本责任，即经济功能的有效履行；中间层是指企业跟随变化的社会价值观和取向履行其经济功能；外层是企业应更广泛地涉入提高社会环境的活动，这是新出现但仍不确定的责任。

③进一步强调企业社会责任的自愿性，Manne ＆ Wallich（1972）在界定有效企业社会责任定义时提出的三个要素之一就是完全自愿性。他们甚至认为，如果企业的社会目标是法律强加的，那么当企业实施它们时就不是在履行社会责任。这一点也得到Davis（1973）的认同，“社会责任开始于法律结束之处。如果一家企业只遵守法律最基本的要求，那它就不是负责任的企业，因为这是一个好公民应该做的”。

④Sethi（1975）在区分社会责任、社会义务和社会绩效时，也认为企业社会责任的标准应是普通的社会规范和价值观，以及社会对其行为的预期。

这一时期关于企业社会责任概念的新观点和新视角主要体现在：

①Johnson（1971）在企业社会责任概念中开始引入利益相关者概念的雏形，这是一个很大的突破。Johnson认为，具有社会责任的企业是其管理层平衡了多种利益的企业，负责任的企业不应只为股东追求利润的最大化，还应考虑员工、供应商、经销商、当地社区以及国家的利益。

②并不是完全从理论上讨论企业社会责任的概念，而是开始关注实践中对企业社会责任的理解。Eilbert ＆ Parket（1973）关注企业对社会责任的口头讨论到具体实践的转变。Homles（1976）调查企业高层对企业社会责任的理解。

③把之前相互排斥的经济法律责任和伦理慈善责任进行了融合和统一。在这方面做出杰出贡献的是Carroll。1979年，Carroll提出了著名的企业社会责任四分概念模型。他认为，企业社会责任意指某一特定时期社会对组织所寄托的经济、法律、伦理和慈善的期望，即经济责任、法律责任、伦理责任和自行裁量责任。企业的经济责任是指企业提供社会需要的产品或服务，赚取利润。企业的法律责任则是企业在法律要求的框架内履行经济责任。企业的伦理责任是指企业从事那些社会成员所期望的、但尚未或难以形成法律条文的活动和行为。企业的自行裁量责任是指社会对此没有明确的信息，取决于管理者的判断和选择，完全取决于自愿，包括慈善捐赠、给吸毒者提供帮助、培训长期失业者、给职业母亲提供小孩看护服务等。之后，Carroll（1983）对其四分概念模型进行进一步完善，认为经济法律责任是伦理自行裁量责任的前提，并把自行裁量责任理解为社会性支持责任，为社会提供资金、时间和人才，并重新命名为自愿或慈善责任。Carroll（1991）把企业社会责任四分概念模型演化为企业社会责任金字塔模型，经济责任在金字塔模型的底部，向上依次是法律责任、伦理责任和慈善责任，但他认为，这并不代表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次序，相反企业应同时履行这些责任，而且伦理责任和慈善责任显示越来越重要。同时，Carroll在企业慈善责任中融入了企业公民的思想。
[1]



（4）20世纪80年代以后。

20世纪80年代以后，学术界对企业社会责任概念的讨论逐渐减少，更多的讨论转向了企业社会责任的研究，并且出现了和企业社会责任相关的其他概念和主题，例如企业社会响应、企业社会绩效、利益相关者理论、企业公民等。这一时期对企业社会责任概念做出贡献的学者主要有Jones、Drucker和Epstein。

Jones（1980）认为，企业社会责任是指企业对股东以外的社会群体的义务，且责任范围超越法律的要求和集体合同的规定。此定义有两个关键点：一是义务必须是自愿履行的，受法律和集体合同强制影响的行为并不是自愿的；二是义务是广泛的，超越企业对股东的传统责任，除了股东之外，还包括其他社会群体：消费者、员工、供应商和周边社区。Jones的观点并没有什么新意，只是更加强调自愿性和对股东之外的社会群体承担责任。

Drucker（1984）不仅认为企业经济目标和社会责任具有兼容性，而且企业应把社会责任转换成商业机会，把一个社会问题变成商业机会和经济利益，变成生产能力、人力资源优势、高薪酬的工作、财富等。Drucker对企业社会责任的论述对推进企业社会责任实践具有重要意义，因为他把企业社会责任视为一种机会，变成企业的竞争优势，而不是一种威胁。

Epstein（1987）指出，企业社会责任主要与有关特定问题的组织决策的结果有关，决策要达成的结果应对利益相关者是有益而非有害的。企业社会责任主要关注企业行为结果的规范性、正确性。Epstein再次强调了社会责任与企业行为决策的关系。

（5）国内对企业社会责任概念的界定。

国内对企业社会责任概念的界定相对统一，主要指企业在满足股东经济利益要求的基础上考虑其他利益相关者的要求，强调员工的利益要求（常凯，2004；中国劳动科学研究所，2004；刘俊海，1999；周祖诚，2005；李洪彦，2006；等等）。当然，也有学者把企业社会责任只定义为企业对股东之外的利益相关者承担的责任（卢代富，2002）。李立清、李燕凌（2005）在定义企业社会责任概念时，认为企业社会责任最本质的特征在于它的“内生性”，即这种责任是由于企业在社会领域内的自身行为引起的必然结果，而非任何外力推促下的企业义务，这一观点是对企业社会责任概念界定的有益补充。陈迅等（2005）依据社会责任与企业关系的紧密程度把企业社会责任分为三个层次：一是基本企业社会责任，包括对股东负责、善待员工；二是中级企业社会责任，包括对消费者负责、服从政府领导、搞好与社区的关系、保护环境；三是高级企业社会责任，包括积极慈善捐助、热心公益事业。企业社会责任层次的划分对企业社会责任的认识和实践都具有一定的意义。

2.企业社会响应

20 世纪60年代企业所处的外部环境发生了剧烈的变化，政府干预、外国竞争、消费者运动和环保运动等层出不穷。社会环境的变化迫使企业必须重新思考企业与社会的关系，也促使企业社会责任思想不能只停留在概念和争论上，而必须要解决危及企业生存的具体问题。因此，学术界开始出现企业社会响应（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veness）的概念，探讨企业如何满足社会需求和社会预期，应对社会压力和进行社会问题管理。Davis ＆ Blomstrom在1971年出版的《企业、社会与环境》一书里提到要重视企业社会响应的问题，他们把企业社会响应看作是实现更加有效社会的重要环节。在实现更加有效的社会过程中，以企业社会责任为理念，企业创造性的社会决策为手段，推动企业社会响应功能的运行，最终达到有效社会的理想结果。1973年Ackerman对企业社会响应进行深入描述。他提出，企业对社会需求的响应过程包括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为认识阶段；第二个阶段为专人负责阶段；第三个阶段为组织参与阶段。显然，Ackerman已经认识到企业社会响应是一个管理过程。Ackerman在随后与Bauer（1976）的著作中对企业社会响应与企业社会责任做了区分。他们认为，企业社会责任所假设的只是企业所承担的义务，强调的是动机而不是结果，而企业对社会需求的响应不应只考虑“该做什么”，而是应该考虑“做什么”。Preston ＆ Post（1975）则认为，企业社会响应发生在企业社会化的过程中，企业管理者开始转变其行为，对参与社会做出响应，包括：慈善行为、伦理和程序上的回应以及成员地位。而Frederick（1994）把企业社会响应界定为企业回应社会压力的能力，组织中的机制、程序、计划和行为模式共同体现了企业对社会压力予以回应的能力。Wartick ＆ Cochran（1985）对企业社会责任和企业社会响应做了系统的比较，如表2.1所示。

表2.1　企业社会责任和企业社会响应的比较




	比较内容
	企业社会责任
	企业社会响应



	主要考虑
	伦理性
	实用性



	分析单元
	社会
	企业



	聚焦
	目的
	手段



	目的
	“窗户之外 ”
	“窗户之内 ”



	重点
	义务
	响应



	企业的角色
	道德代理人
	产品或服务的生产商



	决策框架
	长期
	中短期






资料来源：Wartick ＆ Cochran（1985）

3.企业社会绩效

企业社会绩效（corporate social performance）是继企业社会责任和企业社会响应之后的另一个重要概念。企业社会绩效试图整合之前有关企业社会责任的概念，形成一个综合的分析框架。企业社会绩效的提出始于Sethi的企业社会绩效模型，之后出现Carroll，Wartick ＆ Cochran，Wood等著名的企业社会绩效模型。

Sethi（1975）以合法性作为评价企业社会绩效的标准，包括三个层次：社会义务、社会责任和社会响应。企业社会义务是指企业对市场力量和法律限制做出反应的行为，主要指企业的经济责任和法律责任，是强制性的。企业社会责任则超越企业的社会义务，符合主要的社会规范、价值观和预期，是说明性的。而企业社会响应是指企业调整行为符合社会的需要，是预期性的和预防性的。

Carroll（1979）则整合了之前不同视角的企业社会责任概念（企业社会责任、企业社会响应和社会问题），构建了著名的“企业绩效的三维概念模型”。在这个模型里，第一维度是企业社会责任定义，指的是某一特定时期社会对组织所寄托的经济、法律、伦理和慈善的期望，包括经济责任、法律责任、伦理责任和自愿责任；第二维度为社会责任涉及的社会问题，但Carroll认为，由于社会问题不断变化，且不同行业面临的社会问题有所区别，所以无法一一列明社会问题是什么；第三维度是企业响应社会责任和社会问题的理念，它是指一个从反应、防守、适应到预防的连续过程，在Carroll看来，企业社会响应与道德和伦理等内涵无关，它只涉及社会响应的管理过程，因此无法替代企业社会责任的概念，只是一个补充而已。Carroll三维概念模型将狭义的企业社会责任和企业社会响应发展为企业社会绩效，对企业社会责任的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Wartick ＆ Cochran（1985）在追溯企业社会责任的三个挑战（经济责任、公共责任和社会响应）的基础上对Carroll模型进行了重塑，把企业社会责任、企业社会响应和社会问题对应于原则（principle）、过程（process）和政策（policy），其中政策不是列举社会问题，而是对社会问题的管理，并指出社会问题管理是社会响应的“直接扩展”，是对社会响应的操作，包括确认问题、分析问题和回应设计的过程。Wartick ＆ Cochran的企业社会绩效模型和Carroll的模型并没有本质上的差异，都是对企业社会责任不同视角概念的综合。

Wood（1991）在评价上述企业社会绩效模型时认为，它们侧重于对企业社会责任不同视角概念的综合，而没有关注企业社会绩效的“绩效”。Wood提出，企业社会绩效可以从激励原则、企业社会响应过程和企业行为结果来衡量。激励原则表达的是最根本的东西，人们相信总是正确的，对人的行为产生激励作用。Wood从制度层次（institutional level）、组织层次（organizational level）和个人层次（individual level）进行分析。制度层次指的是社会给予企业合法性和权力，企业使用权力必须符合社会的预期，否则将失去权力。组织层次与公共责任相关，认为企业应对其行为的结果和与企业有关的社会问题负责。个人层次与管理者决策自由度相关，管理者作为道德代理人在企业社会责任的每个范围内都有决策自由度。Wood的激励原则比Wartick ＆ Cochran的原则更进一步，它更加深入地揭示了企业社会责任的动因和合法性。响应过程主要从行为的内容着手，包括环境评估、利益相关者管理和问题管理。其中的问题管理在Wartick ＆ Cochran的模型中属于第三维度，但Wood认为，问题管理更具有过程的特点，应放入第二维度。企业行为的结果是企业社会绩效的直接表现，主要从社会影响、社会政策和社会活动等三个方面进行评价，超越了之前只是以社会政策作为评价的标准。

上述企业社会绩效模型的比较如表2.2所示。

表2.2　企业社会绩效模型的比较




	模　型
	Carroll（1979）
	Wartick ＆ Cochran（1985）
	Wood（1991）



	第一维度
	社会责任类型

•经济

•法律

•伦理

•自愿
	原则

•经济

•法律

•伦理

•自愿
	原则

•制度

•组织

•个人



	第二维度
	社会响应理念

•反应

•防守

•适应

•预防
	过程

•反应

•防守

•适应

•预防
	过程

•环境评估

•利益相关者管理

•问题管理



	第三维度
	涉及的社会问题
	政策

•问题识别

•问题分析

•反应设计
	结果

•社会影响

•社会活动

•社会政策






资料来源：作者整理

4.利益相关者理论

利益相关者理论（stakeholder theory）的渊源可以追溯到20世纪60年代，但其理论的正式产生一般以1984年Freeman的《战略管理：一种利益相关者方法》一书的出版作为标志。Freeman（1984）把利益相关者界定为能够影响组织目标实现或在组织实现目标过程中受到影响的所有个人和群体。利益相关者理论的核心观点是：企业具有一系列可以清晰确认的利益相关者，可以依据一些属性特征对利益相关者进行打分和分类。不同的利益相关者有不同的利益要求，其利益要求的实现方式和实现程度也不完全相同。利益相关者的综合相关度和利益要求实现程度之间的匹配性决定了利益相关者利益要求的平衡性（陈宏辉，2004）。企业不仅应对股东利益负责，而且应对其他利益相关者负责。其理由有二：一是把满足利益相关者的要求作为实现企业经营目的的一种手段和工具，因为这样做将使企业变得更有利可图（Jones，1995），否则可能危及企业自身的生存。Goodpaster（1991）曾把这种观点描述为“策略性的利益相关者分析”。二是把满足利益相关者的要求作为一种伦理性的要求，是企业应该做的，其性质完全与一个人在社会系统中需要扮演的角色相似（Clarkson，1995；Freeman，1984；Mitchell，Agle ＆ Wood，1997）。利益相关者理论最初是作为一种战略管理理论产生的，后来在Carroll、Donaldson、Preston、Blair、Jones、Wood、Clarkson、Mitchell等学者的努力下不断发展，应用范围从管理学拓展到经济学、社会学、伦理学、政治学等领域。

第一个将利益相关者理论正式引入企业社会责任研究领域的学者是Wood。1991年，Wood在构建企业社会绩效模型时把利益相关者管理作为过程维度的内容之一（可参见前文企业社会绩效中的Wood社会绩效模型），和环境评估、问题管理并列为三大支柱。同时，Wood还认为，利益相关者理论可以回答企业应该为谁承担责任的问题。Clarkson（1995）则在研究中明确提出用利益相关者框架替代企业社会责任，从利益相关者管理角度来衡量企业社会绩效，这主要是Clarkson在研究中发现原有企业社会绩效模型的局限性，而利益相关者管理模型及其相关方法则更能符合研究的要求。根据利益相关者管理模型，企业社会责任就可以明确地被定义为企业对不同利益相关者的特定责任，企业对社会问题和社会方案的管理就体现了企业对利益相关者需求的响应，企业社会绩效也就成为企业管理社会问题和社会方案的结果。

利益相关者理论对企业社会责任研究与实践的最大贡献在于为其指明了责任履行的对象。企业到底应对谁负责？企业社会责任之前的研究都是模糊的、不明确的，往往以笼统的“社会”作为对象。虽然，有学者在企业社会责任定义讨论中曾提出利益相关者理论的雏形（Johnson，1971），但到了利益相关者理论被正式确认后，尤其是如何清晰界定企业的利益相关者的问题得到解决后，利益相关者理论在企业社会责任研究中获得了施展的空间。利益相关者理论的出现和确认使得企业社会责任对象的问题得到了彻底的解决。企业社会责任的对象明确后，企业社会责任的内容和范围就更加清晰，即满足利益相关者的合理、合法、合情的要求，这对于企业社会责任的研究和实践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5.企业公民

进入20世纪90年代学术界开始关注企业公民（corporate citizenship）的概念，虽然这个词早已在实践中得到广泛的使用了。企业公民研究的核心问题仍然是企业社会责任问题。企业公民的概念是在企业社会责任领域引入政治学的“公民权”概念，认为企业在管理公民权方面具有一定的社会作用。政府有些时候无法独自承担对公民权的保障重任，企业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替代政府来管理公民权。当然，企业只能代替政府的部分责任，不会完全取代政府成为公民权的单一管理者。企业公民与企业社会责任的区别在于：其一，企业公民进一步强化了企业社会责任，因为它把企业视为可以承担政府的部分责任，这就意味着把企业社会责任从一种社会期望的行为转变为一种必须遵从的法定义务，责任强度得到很大的提高；其二，企业公民在强调利益相关者关系时不再像Freeman（1984）那样将企业置于中心地位，再用箭头由企业指向各个利益相关者，而是将社区放在中心，企业只是整个社会生态系统中的一员，与其他利益相关者一起相互依存，共同承担社会责任。企业公民的概念为认识企业与社会的关系做出了新的理论贡献，但这一理论还很不成熟，缺乏规范性的理论基础，以及存在理论与实践的脱节问题（沈洪涛等，2007）。

2.1.2　企业社会责任表现
[2]

 的测量方法

1.内容分析法

内容分析法是指依据一定的指标或标准（活动发生的金额、报道所占的篇幅或字数等），分析企业在其发布的各类报告或文件中披露的企业社会责任信息，得出企业的社会责任表现。Ernst ＆ Ernst会计师事务所的合伙人Beresford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内容分析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他在1973年、1975年和1976年的一系列研究中完善了内容分析法。后来许多学者在研究中采用Beresford的内容分析法，如Bowman ＆ Haire（1975）、Ingram（1978）、Preston（1978）、Abbot ＆ Monsen（1979）、Anderson ＆ Frankle（1980）等。我国学者也曾尝试运用内容分析法进行企业社会责任表现的测量（李正，2006，2007；沈洪涛，2007；刘冬荣等，2009）。内容分析法的优点在于：第一，一旦确定了指标或标准，评价较为客观；第二，可用于较大样本的评价。当然，内容分析法也存在缺点，第一，选择指标或标准较为简单和主观；第二，评价依据主要是企业自己的表述而不是其真实的行动；第三，大部分企业报告或文件都不是特地针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往往将企业社会责任信息与其他信息混杂在一起，筛选企业社会责任信息的成本较高。

2.声誉指数法

早期的声誉指数法（reputation index）是一种排序的方法，由专家学者对企业在社会责任方面的表现进行主观评价后得出企业声誉的排序结果。最早的社会责任声誉指数是美国经济优先委员会（CEP）于1971年对造纸业的24家企业在控制污染方面的表现进行排名。Bragdon ＆ Marlin（1972）、Folger ＆ Nutt（1975）以及Spicer（1978）等在研究中采用了CEP指数。除了CEP指数外，还有Moskowitz（1972、1975）的声誉指数法，他把企业在企业社会责任方面的表现分为“出色”（outstanding）、“值得一提”（honorable mention）和“最差”（worst）。最有影响的声誉指数法是20世纪80年代以后《财富》杂志所创的“企业声誉评级法”。《财富》的企业声誉评级是由其他企业高管、外部董事和分析师从四个财务指标（财务稳健、长期投资价值、资产使用、管理质量）和四个社会责任指标（创新，产品和服务质量，人才吸引、培养与使用，社区和环境责任）多个方面对企业进行评级，每个方面从最低分零分到最高分十分，最后加总每个方面的分值得出一个总的分值，由此判断企业的声誉。相比早期的“声誉指数法”，《财富》的“企业声誉评级法”有了相当明显的改进：首先，有了全面的评价指标；其次，评价者对评价的行业或企业很熟悉；最后，评价不是简单的排序，而是得出一个综合的分值。因此，“企业声誉评级法”在研究中被广泛使用，其中包括McGuire，Sundgren ＆ Schneeweis（1988）、Cotrill（1990）、Forbrun ＆ Shanley（1990）以及Thomas ＆ Simerly（1994）。当然，《财富》的“企业声誉评级法”同样也遭到了一些学者们的批评。他们认为，“企业声誉评级法”的指标高度相关（Preston ＆ Sapienza，1990），而且过于侧重企业的财务指标（Fryxell ＆ Wang，1994）。综观声誉指数法，存在的最大的问题是评价的主观性，不管是排序还是打分，都是评价者在一定基础上对企业社会责任表现的主观评价。

3.KLD指标

KLD（Kinder，Lydenberg ＆ Domini Co.）是一家专门从事企业社会责任评估的专业机构。KLD指标是由KLD企业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创立的。KLD指标一开始从社区关系、员工关系、环境保护、产品特征、员工多样化、涉足军火、涉足原子能业务和在南非业务等八个方面对企业的社会责任进行评价。前五个方面是关于利益相关者的指标，评价范围是从-2（令人担忧）到0（中性）再到+2（非常出色）；后三个方面是关于社会关注焦点的指标，评价范围是从-2（非常担忧）到0（中性）。1995年后，KLD指标体系由原来的八个方面增加到十个方面，增加了非美国问题和其他问题。KLD指标的信息来源非常广泛，包括每年向被调查企业寄送的调查问卷，企业的年报、10K表、代理声明、季度报告、研究企业社会绩效特定领域的报告，以及一般商业杂志、贸易杂志和一般媒体发表的文章，还有一些学术期刊。在适当的时候也使用外部调查和评价数据。KLD指数是由独立的第三方做出的评估，雇用专门的研究人员派驻到各地，进行广泛的收集和调查，并采用同一测量工具，从而保证了测量的客观性，以及评估标准的一致性。因此，KLD指标是目前企业社会责任研究领域应用最广泛的指标体系。Wood ＆ Jones（1995）把KLD指标看成是企业社会责任研究中“研究设计得最好、也最容易被理解”的测量方法。Sharfman（1996）也认为，KLD指标是最好的企业社会责任表现测量指标之一。KLD指标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各指标的权重相同，不能体现不同指标的重要性，而且KLD评价的企业毕竟是有限的，只是针对特定的一些企业。我国学者李立清（2006）开发了一套企业社会责任信度评估指标体系，希望能达到KLD指标的效果，由第三方依据指标体系对企业的社会责任进行评估，但目前没有被实施，而且该指标体系侧重于企业在员工责任方面的履行情况。我国学者买生等（2012）将科学发展观引入企业社会责任评价体系，构建了包含科学发展表征指标的企业社会责任客观评价指标体系。

4.TRI法和慈善法

TRI为有毒物体排放量（Toxics Release Inventory）的缩写。依据美国1986年颁布的“紧急计划和公众知情权法案”，所有标准行业代码为20～39、员工人数在10人以上并且在生产、加工过程中使用了清单所列的化学品或使用化学品达到一定数量的企业必须主动披露排放到空气、水和土壤中的废物和有害物质的数量。根据企业排放污染物的数量来评价企业社会责任的表现。Brown ＆ Fryxell（1995）是最早采用这一评价方法的学者。

慈善法来源于20世纪80年代末美国公共管理协会推出的“慷慨指数”（generosity index）。“慷慨指数”的计算方法是：先根据企业的捐赠额和捐赠额占税前利润的百分比分别算出各自的统计标准值（Z值），然后将两个Z值相加，得到该企业的“慷慨指数”，最后根据该企业慷慨指数在样本企业中的相对表现评出一个等级（A+，A-，B+，B-，…）。

“TRI法”和“慈善法”最大的优点在于通过相对客观的数据来评价企业社会责任表现，克服主观印象来评价的缺陷，但它们评价的内容毕竟只是企业社会责任某一方面的表现，难以全面反映企业的社会责任行为。

我国一些学者也试图运用一些具体的指标来测量企业社会责任的表现，例如社会贡献率（刘长翠等，2006）、政府所得贡献率、职工所得贡献率、投资者所得贡献率、社会所得贡献率（陈玉清等，2005）。温素彬等（2008）运用了一系列指标也测量企业对货币资本、对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和生态资本等利益相关者履行的责任。相对来说，国内学者这方面的研究较为全面，基本覆盖了企业社会责任的主要方面。

5.问卷调查法

问卷调查法是把企业社会责任测量模型直接操作化，对模型的每个维度设计一些测量题项，编制成测量工具，形成调查问卷，然后进行问卷的发放和回收，最后根据问卷填写人对各题项的回答来评价企业社会责任表现。Aupperle，Carroll ＆ Hatfield（1985）在研究中以Carroll的四分企业社会责任概念模型为理论基础，依照一定的研究程序，开发了企业社会责任导向（CSRO）量表，并进行了实证研究。但事实上，该量表测量的是被调查者对企业社会责任的态度，而不是企业社会责任的表现。Maignan，Ferrell ＆ Hult（1999）开发的企业公民测量工具可作为一种企业社会责任表现的测量方法，具有良好的效度和信度。Clarkson（1995）根据利益相关者模型开发了RDAP（Reactive Defensive Accommodative Proactive）量表。该量表针对企业的典型利益相关者（员工、股东、客户、供应商、公众等），设计了一套评价指标体系。在指标体系中，对每个具体指标进行了详细的描述，并指出指标测量的表现数据。Clarkson的RDAP量表内容详尽，且有一套系统、具体的评分标准，可以作为有效评估企业社会责任活动的工具。但操作起来比较复杂，工作量比较大，而且测量题项主要来自文献资料，未经过验证。在实证研究领域，RDAP量表使用的比较少。Hopkins（1997）以Wood的企业社会绩效模型开发了SRE量表，其量表存在与RDAP量表同样的问题。问卷调查法存在的最大问题在于被调查者往往是企业内部的人员，存在夸大企业社会责任表现的动机。

2.1.3　影响企业社会责任表现的因素

现有关于影响企业社会责任表现的因素的研究主要从以下三个方面展开：①以高阶管理理论为基础的企业高管的特征；②以组织理论为基础的组织特征；③以制度理论为基础的企业外部环境。

1.企业高管的特征

（1）企业高管的基本特征。

影响企业社会责任表现的企业高管的基本特征主要包括高管的人口统计变量、职业背景、任职期限、薪酬结构等。

Thomas ＆ Simerly（1995）基于战略领导理论实证研究了企业高管的职业背景和任期对企业社会责任表现的影响，结果表明企业高管的职业背景对企业社会责任表现有显著的影响，其中，输出职能（output function）的背景具有正向的作用，生产职能（throughput function）的背景则具有负向的作用，而企业高管的任期对企业社会责任表现的正向作用受到产业类型的调节，在社会绩效对利益相关者更明显的产业中有显著的表现。

McGuire，Dow ＆ Argheyd（2003）则对企业高管（CEO）的薪酬结构和企业社会责任表现的关系进行研究，结果显示，企业社会责任的劣势（weakness）和高管的工资正相关，企业社会责任劣势和高管的长期激励负相关，企业社会责任和高管的奖金并没有显著的关系。但Mahoney ＆ Thorne（2006）的研究结论与McGuire不同，他们发现，高管的工资和企业社会责任的劣势、高管的奖金和企业社会责任的优势（strengths）、股票期权和总体企业社会责任表现，以及股票期权和企业社会责任优势之间存在显著的正向关系。由于Mahoney ＆ Thorne（2006）的研究是以加拿大77家企业作为样本，因此他们认为，制度因素会影响高管薪酬结构和企业社会责任表现的关系。

Browne（2003）则从更广泛意义上讨论了企业高管的特征对企业社会责任表现的影响，他运用多元线性回归检验了高管人员人口统计变量、CEO薪酬、CEO权力对企业社会责任表现的影响。但结果显示，所有这些变量与企业社会责任表现都没有显著的关系。

（2）企业高管的态度。

从企业高管的态度视角研究对企业社会责任表现的影响始于20世纪70年代。由于学科背景和研究角度不同，研究中所使用的概念不一定是企业社会责任态度，如企业社会责任认知、伦理承诺、企业社会责任导向等。尽管使用的概念不同，但它们都反映了管理者对企业社会责任的认识和理解，与企业社会责任态度在内涵上是一致的。不过，这些研究的结果并不完全一致。

Sturdivant ＆ Grinter（1977）研究了企业社会责任表现（使用Moskowitz的企业社会责任表现的测量方法，把企业分为三类：表现优秀、值得一提和表现差劲）和企业高管对待企业和社会关系的态度之间的关系，方差分析表明，企业社会责任表现优秀的企业的高管和企业社会责任表现差劲的企业的高管相比，在对待企业与社会关系的态度上存在显著的差异。因此，他们认为，在企业与社会问题上持开放和宽容态度的企业高管更倾向于鼓励企业从事企业社会责任活动，尤其对生态环境、员工福利和消费者保护等问题做出积极反应。而对企业与社会问题持保守和狭隘观点的企业高管，更倾向于抵制社会期望带来的压力，不愿对社会期望做出积极响应。Ullmann（1985）认为，企业关键决策者对待社会要求的反应模式（主动或被动）会影响企业社会责任的表现和企业社会责任信息的披露。Wood ＆ Jones（1995）、Swanson（1995）也认为，企业高管的伦理承诺，可以推动企业更好地履行社会责任。Weaver，Trevino ＆ Cochran（1999）实证研究了企业高管的承诺和企业社会责任（以企业的伦理计划为例）表现方式的关系，结果表明，企业高管的经济承诺支持简单分离的方式（easily decoupled fashion），即企业的伦理计划及政策更多的是停留在形式上，并没有渗透到企业的日常活动中；企业高管的伦理承诺支持组织一体化的方式（organizationally integrated ways），即企业的伦理计划及政策渗透到企业日常活动中。

一些学者进一步对影响管理者企业社会责任态度的因素进行了研究。但研究视角主要集中在管理者的宗教信仰上。Rashid ＆ Ibrahim（2002）对管理者的企业社会责任态度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显示，家庭教养是影响管理者企业社会责任态度的最重要因素，其他重要的因素还有传统信仰、风俗、行业常规等。Brammer，Williams ＆ Zinkin（2007）从宗教信仰的角度研究对个人企业社会责任态度的影响。研究的结论是：总体来说，宗教信仰对个人的企业社会责任态度没有显著性的影响，但有宗教信仰的人对企业社会责任的理解似乎比没有宗教信仰的人更宽泛。而且，有宗教信仰的人和没有宗教信仰的人对企业社会责任态度的显著性差异体现在不同的宗教分支或不同的社会责任内容中。但上述两项研究都没有具体阐述企业社会责任态度会如何影响企业社会责任的表现。此外，Mudrack（2007）则从个性的视角研究管理者对企业社会责任的正直性的规范认识，认为管理者的个性、态度、价值观和思维模式会影响其企业社会责任态度。

在现代企业中，由于董事会对企业的管理层具有导向、监督和控制的作用，因此，一些学者也对企业董事的企业社会责任态度进行研究。Ibrahim ＆ Angelidis（1994）研究了董事的性别对其企业社会责任态度的影响，实证研究发现，女性董事和男性董事相比，具有更强的企业自愿责任导向，而男性董事则具有更强的企业经济责任导向，而双方在企业伦理责任和法律责任的态度上没有显著的差异。除了性别以外，董事类型也是影响董事企业社会责任态度的重要因素。O’Neill，Saunders ＆ McCarthy（1989）研究表明，外部董事比内部董事具有更强的企业社会责任导向，但他们企业社会责任导向的测量是基于企业法律责任、伦理责任和慈善责任导向的综合。同时，他们对董事的年龄、任职时间、社会经济背景、教育程度、职业背景、股权关系和企业社会责任导向的关系进行研究，结果显示，年龄、教育程度和股权关系对企业社会责任导向具有显著影响。Ibrahim ＆ Angelidis（1995）比较了外部董事和内部董事的企业社会责任导向，结果也显示企业的外部董事和内部董事在企业社会责任的经济责任和慈善责任上存在显著的差异，外部董事更关心企业社会责任的慈善责任，对经济责任的取向较弱，外部董事和内部董事在企业的法律责任和伦理责任的取向上无显著差异。但研究的样本来自不同的行业，并没有考虑行业因素对研究结果的影响。Ibrahim，Howard ＆ Angelidis（2003）进一步针对特定的服务行业进行研究，得到与之前相同的结论，验证了董事类型和企业社会责任导向的关系。

（3）企业高管价值观。

企业高管价值观对企业社会责任表现的影响一直受到学者的关注，其源头可一直追溯到Carroll（1979）提出的企业社会责任的四种类型，其中的慈善责任被认为取决于管理者个人的判断和选择；后来Wood（1991）的企业社会绩效模型中的个人层次激励原则认为企业社会责任是对管理者作为道德代理人的期望，强调管理者个人的作用；Swanson（1995）则直接认为企业社会责任的微观激励原则和企业高管价值观相关。Agle，Mitchell ＆ Sonnenfeld（1999）认为，CEO价值观影响管理者对利益相关者属性（权力性、合法性和紧急性）的认识，从而影响利益相关者属性和利益相关者显性的关系，同时也会直接影响企业的绩效。但实证研究则发现，CEO的价值观只与企业社会责任表现中的社区维度显著相关，与其他维度（如员工关系、产品质量和环境等）之间则没有显著性关系。Hemingway ＆ Maclagan（2004）认为，经济动因并不是企业社会责任决策的唯一驱动，管理者的个人价值观和企业社会责任决策紧密相关。管理者的个人价值观是影响企业社会责任政策形成、采用和实施的重要因素。在影响的过程中，管理者是通过决策自由度（discretion）实现的。我国学者邓丽明与郭晓虹（2012）以企业家对社会责任的认知作为衡量企业高管价值观的替代变量，研究高管价值观对企业社会责任行为的影响，结果影响显著。但贾晓慧与符正平（2010）研究发现，高管价值观对员工关系绩效和公众关系绩效没有直接效应，但却可以通过公众优先度间接影响公众关系绩效。

2.企业的组织特征

（1）企业治理结构。

基于企业治理结构视角的企业社会责任研究主要关注企业董事会组成对企业社会责任表现的影响，但并未获得一致的研究结论。Kesne，Victor ＆ LaMont（1986）发现，在董事会中外部董事的任命并没有提高企业社会责任表现（以企业的非法行为来衡量）；而Zahra ＆ Stanton（1988）的研究则表明，董事会中外部董事的比率和企业社会责任表现之间存在正向的关系。

（2）企业财务绩效。

企业社会责任表现和企业财务绩效关系的研究一直是企业社会责任领域研究的重点，但研究中更多的是关注企业社会责任表现对企业财务绩效的影响，而较少考虑反向的作用。

Ullmann（1985）认为，企业财务绩效会影响企业的社会责任表现和企业社会责任信息的披露，因为企业财务绩效影响社会要求在企业中的相对权重，影响企业高管的关注程度以及影响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能力。McGuire，et al.（1988）研究了不同时间序列上的企业社会责任表现与企业财务绩效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与后期的财务绩效相比，企业前期的财务绩效与企业社会责任表现联系更紧密。所以他们认为，即期企业社会责任表现对即期财务绩效的影响，以及即期企业社会责任表现对后期财务绩效的影响，有可能是前期财务绩效所引起的。他们的发现在后来的研究中多次得到证实，如Kraft ＆ Hage（1990）以及Preston，Sapienza ＆ Miller（1991）的研究。Preston 等人（1991）研究发现，在社会责任表现和财务绩效正相关关系中，无论是前期的财务绩效还是当期的财务绩效，都与企业社会责任表现之间存在紧密联系。Waddock ＆ Graves（1997）通过回归分析也发现企业社会责任表现和之前的财务绩效或以后的财务绩效存在正相关。在研究中，他们对研究方法作了改进，一方面对企业社会责任表现进行多维度的测量，另一方面对企业的规模、所处产业以及管理层风险容忍度进行了控制，使得整个研究更加严谨和科学。Baucus ＆ Near（1991）则从企业不法行为的角度研究企业财务绩效对企业社会责任表现的影响，在研究时认为企业较差的财务绩效会导致企业的不法行为，但实证研究表明，较差财务绩效的企业并没有违法的倾向。

（3）组织文化。

Maignan，Ferrell ＆ Hult（1999）则从组织文化的视角研究对企业公民的影响，认为组织文化是企业公民的前提，实证结果表明，市场导向的组织文化和人本主义的组织文化导致主动的企业公民。Maignan等在研究中采用自行开发的企业公民量表，该量表是基于Carroll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四分法以及针对三个典型的利益相关者开发的。我国学者贾晓慧与符正平（2010）研究发现，人本导向的组织文化对企业社会绩效的员工关系绩效具有直接正向影响，同时还会通过员工优先度间接影响员工关系绩效。

除了上述影响企业社会责任表现的企业治理结构、企业财务绩效和组织文化等组织因素以外，研究中还提到了企业规模、企业以前违法的记录、违法的类型等因素对企业社会责任表现的影响（Baucus ＆ Near，1991），以及组织特征（公司规模、资本结构、产权性质、股权结构等）对上市公司社会责任履行的影响（杨忠智与乔印虎，2013）。

3.企业外部的制度环境

企业外部的制度环境一直被认为是影响企业社会责任表现的重要因素，也一直是企业社会责任研究领域的重点内容。制度环境包括法律、法规、政策等制度因素，也包括一些相关机构存在的环境因素。

Maignan ＆ Ralston（2002）通过企业网站信息分析美国和欧洲（以法国、荷兰、英国为例）的企业对社会责任的反应。他们主要比较了企业社会责任的原则、过程和利益相关者问题，结果发现，不同国家的企业在这些问题上的关注存在很大的差异，这主要和不同国家对待企业在社会中的地位的认识有关，这也意味着不同国家特定的政治、文化等制度发挥了作用，它们会影响利益相关者对管理者的作用。但遗憾的是，他们并没有从制度理论视角对他们的发现进行进一步的分析。不同国家之间制度的不同，以及对利益相关者作用企业管理者的程度的影响的研究更多地集中在企业治理（corporate governance）的研究中，而企业治理的研究中并不是完全针对企业社会责任的。Gonzalez ＆ Martinez（2004）在分析西班牙由于奉行自愿原则而导致企业社会责任履行的失败时也强调政府规制在企业社会责任实践中的重要意义。一些学者曾专门探讨税收政策对企业慈善捐赠的影响，但是否发生作用仍是未知数（Clotfelter，1985；Navarro，1988），但税收政策是一项重要的产权制度，影响企业的行为（Campbell，2004）。我国学者沈奇泰松等（2012）研究发现，制度环境中的规制、规范和认知压力对企业社会战略反应和企业社会绩效存在正向影响；企业整合社会计划、激励员工参与和评估社会责任的战略反应亦对社会绩效有正向促进作用。

对于相关机构存在的环境因素，Galaskiewicz（1991）认为，如果产生对企业社会责任行为有激励作用的规范化的（normative）或文化类的机构，企业趋于从事社会责任的行为。在利益相关者理论中，相关机构就是企业其中的利益相关者。从利益相关者对企业的压力的角度讨论企业社会责任表现的研究不在少数。Ullmann（1985）在其提出的一个影响企业社会责任表现和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三因素模型中，认为利益相关者影响力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因素。Welcomer et al.（2003）从利益相关者理论出发，通过实证研究表明，企业对利益相关者力量的感知会影响与利益相关者关系的强度，验证了利益相关者的工具性理论，同时企业的伦理认知（以企业的社会反应作为衡量）也会影响与利益相关者关系的强度，验证了利益相关者的规范性理论（normative theory）。Weaver，Trevino ＆ Cochran（1999）研究外部压力对企业履行社会责任（以企业的伦理计划为例）的方式的影响，其中的外部压力来自于政府、媒体以及企业道德行为的标准制订者。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外部压力支持简单分离的方式。我国学者徐莉萍等（2011）以我国上市公司在汶川地震捐赠中的表现为分析对象，研究媒体关注对上市公司捐赠行为的影响，结果表明：媒体关注对上市公司的捐赠行为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这种影响在非国有产权控股以及产品直接与消费者接触的上市公司中表现得更加显著；同时，媒体关注还会显著地降低国有产权控股以及行业垄断程度对捐赠的负向影响。Scholtens（2006）还讨论了金融机构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影响，影响途径主要包括常规的影响机制即企业社会责任投资和信贷途径的另一影响机制。我国学者易开刚（2012）通过对群体性社会责任问题的分析，认为群体性企业社会责任缺失源于不同主体的责任博弈失衡。

Campbell（2007）从制度理论出发系统构建了影响企业社会责任行为的理论框架，该理论框架认为，企业经济条件和企业行为之间的关系受到以下制度因素的调节：公共和私人的规制、监视企业行为的非营利组织（NGO）或其他独立机构的存在、关于企业合适行为的制度化标准、企业自身之间的相关行为、企业和其利益相关者之间有组织的对话等。

2.1.4　企业社会责任相关研究的评述

1.企业社会责任相关概念的评述

企业社会责任概念之后虽然出现了企业社会响应、企业社会绩效、利益相关者理论以及企业公民等相关概念，但都无法取代企业社会责任的地位，相反是企业社会责任概念的有效补充。企业社会响应更侧重于企业面对社会压力的反应，强调企业采取实际行动解决社会问题，但忽视了企业与社会互动的规范性基础的核心问题，容易导致企业行为失去方向和标准。企业社会绩效融合了企业社会责任不同概念的精华，是一个综合的概念，使得人们能够全面系统地理解企业社会责任，但缺乏对企业社会责任核心精髓的把握和提炼，而且使得企业社会责任概念更加复杂，不利于在研究中对企业社会责任的衡量。利益相关者理论的出现对企业社会责任研究是一个有力的支持，它解决了企业社会责任履行对象的重要问题即企业的利益相关者，但利益相关者理论却没有很好地解决企业对利益相关者履行责任的规范性界定。企业公民是一个新出现的概念，缺乏系统性的研究，因此缺乏实质性的内容。企业社会责任概念在企业社会责任研究中仍然占据最重要的地位。对于企业社会责任概念，有两个核心问题需要解决：

（1）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对象，即企业应向谁履行责任？利益相关者理论给出了答案：企业社会责任履行的对象应是企业的利益相关者，包括股东、员工、消费者、债权人、供应商、政府、社区、环境等。

（2）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内容，即企业应履行什么责任？按照责任要求的强度可分为法律责任、伦理责任和慈善责任。法律责任是法律、法规和政策的要求，否则将受法律制裁；伦理责任是社会伦理的要求，否则将受道德的谴责；慈善责任则取决于管理者的选择和判断，自由度是最高的。

从上述总结的企业社会责任概念核心内容来看，基本上解决了企业社会责任概念讨论中一直关注的问题：

（1）超越经济和技术利益或股东传统经济目标之外的责任是什么？即企业对除股东之外的利益相关者履行法律、伦理和慈善责任。

（2）企业社会责任是否应是自愿的？显然，企业社会责任的内涵不仅包括自愿的责任，还包括法律和伦理的责任，而这些责任是社会对企业的强制性要求。

（3）企业社会责任的标准是什么？除了讨论中提到的社会规范和价值观（属于伦理标准范畴）外，还应包括法律标准和慈善标准。

2.企业社会责任表现测量方法的评述

企业社会责任表现的测量涉及测量主体（谁来测量）、测量标准（依据什么来测量）、测量基础（信息来源于哪里）等关键问题。针对这些问题，上述企业社会责任表现测量方法的比较如表2.3所示。

表2.3　企业社会责任表现测量方法的比较




	内容测量方法
	测量主体
	测量标准
	测量基础
	测量效果



	内容分析法
	研究者
	一定的标准和指标
	企业公布的资料
	客观



	声誉指数法
	行业专家
	四个财务指标和四个社会责任指标
	专家对行业和企业的了解
	主观



	KLD指数
	研究专家
	利益相关者指标和企业关注焦点指标
	多渠道的信息来源
	主观



	T RI和慈善法
	研究者
	企业排放的污染物和企业捐赠的金额
	企业公布的数据
	客观



	问卷调查法
	企业自身
	设计的量表
	调查问卷
	主观






资料来源：作者整理

对于企业社会责任的测量，应符合以下要求：

（1）测量主体应是独立的第三方，在测量中能处于公正和客观的立场，问卷调查法显然在这方面存在不足；

（2）测量标准应是综合全面的，能全面反映企业社会责任的情况，TRI和慈善法反映的都只是企业社会责任的某一方面；

（3）测量基础应是真实的、客观的信息，声誉指数法在这方面存在缺陷。

Ruf，Muralidhar ＆ Paul（1998）也认为，“企业社会责任的衡量方法应该要能够：①体现企业社会责任的各个方面；②独立于组织的特征；③以实际结果而不是主观印象为基础；④反映所考虑的利益相关者的价值观”。但在实际操作中，要同时满足测量主体、测量标准和测量基础的要求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KLD指数法相对更符合上述要求。但在我国，目前并没有独立的第三方或研究机构从事企业社会责任表现的测量，测量的基础并不牢固，企业公布的社会责任信息存在较强的主观性。对于国内研究者而言，目前一般只能采取调查问卷的方式来测量企业社会责任的表现，同时通过提高问卷的效度和信度来弥补这种测量方式的不足和弊端。

3.影响企业社会责任表现的因素的评述

企业社会责任表现的影响因素研究已成为企业社会责任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现有影响因素已涉及企业高管的特征、企业的组织特征和外部的制度环境等方面，覆盖面较广，但总体来说，呈现零散、不系统的特点，存在的主要问题如下：

（1）在企业高管的特征中，过于强调企业高管的基本特征和态度对企业社会责任表现的影响，这一方面已有大量的实证研究，而忽视企业高管核心特征—价值观对企业社会责任表现的影响。虽然一些学者提到了高管价值观的作用，但缺乏系统的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

（2）高管特征、组织特征和外部的制度环境在研究中都是单独的、孤立的，没有系统考虑它们的相互作用、相互联系，缺乏一个影响企业社会责任表现的综合理论模型。Schwartz ＆ Carroll（2003）在这方面做出了贡献，他们从经济、道德和制度三方面讨论企业社会责任履行的动因，并区分了经济动因主导型、制度动因主导型、道德动因主导型和平衡型四种企业社会责任，并认为同时满足经济、道德、制度三方面动因的状态是理想状态。Schwartz ＆ Carroll的经济、道德和制度动因涉及了上述讨论的企业社会责任表现的影响因素，但他们同样也没有探讨三者之间的内在关系，以及在此基础上建立合理的机制来提高企业社会责任的表现。

（3）国内对企业社会责任表现影响因素的研究较少，一些学者主要从理论上作了探讨，但较为笼统。例如，鞠芳辉等（2005）从消费者选择的视角分析了在完全垄断条件下二分市场中企业采用不同策略的动因、结果和社会责任标准的效果。研究表明，企业承担社会责任既有经济动因，也有道德动因和制度动因，但经济动因是市场经济条件下最根本的因素。李双龙（2005）认为，企业社会责任的影响因素可以归纳为五个方面。田虹（2006）主要从宏观、中观和微观等三个环境讨论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影响因素。蔡宁等（2008）从系统论的角度构建一个包括经济、制度、监督与执行四个子系统的企业社会责任实现机制。贾生华（2007）等把企业社会责任问题视为全局性的社会问题，而不仅仅是企业的问题，通过政府、企业和社会的互动与合作，实现共赢与和谐，实现单一视角到协同视角的转换。


注释


[1]为了更好地说明Carroll对企业社会责任概念的贡献，以及维持其四分概念模型论述的完整性，此处把Carroll 20世纪80年代以后在这方面的贡献也一并纳入。

[2]由于企业社会绩效在企业社会责任研究中是一个综合性的概念，不仅仅是企业社会责任行为的结果，因此为了区别于之前的“企业社会绩效”，本研究运用“企业社会责任表现”衡量企业社会责任行为的结果。











2.2　高阶管理理论的相关综述






2.2.1　高阶管理理论的提出

高阶管理理论是Hambrick ＆ Mason于1984年正式提出来的，该理论的核心思想是企业高管会影响企业的战略和绩效。而之前的主流理论认为，组织是惯性的，会自行运行，这和人口生态学的观点基本一致。根据Carnegie学派的观点，Hambrick ＆ Mason认为，复杂决策很大程度上是行为因素的结果，而不是简单的技术经济的考虑。有限理性、多种相互矛盾的目标、无数的选择可能和不同的期望水平都会限制企业基于技术经济的决策。作为复杂决策的战略选择，行为理论尤其适合。因此，企业的战略选择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决策者的特质。企业战略的决策者——企业高管会把自己的行为因素带入战略决策中，这些行为因素包括认知基（cognitive base）和价值观，对企业高管感知环境以及反应起到了“筛子”的作用，影响高管对环境的感知，从而影响企业的战略和绩效。因此，企业的战略和绩效是企业高管价值观和认知基的反映。企业高管价值观和认知基的作用如图2.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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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1　高阶管理理论1



如图2.1所示，战略决策者面对的是复杂的环境，超出其处理的能力，决策者在决策过程中带入自己的认知基和价值观，在其对环境的感知过程中建立了筛子。决策者感知环境的过程经过以下步骤：第一，决策者不可能了解组织和环境的全部，决策者的视野（关注的领域）是有限的；第二，对进入视野的内容，决策者也是有选择感知的，只感知其中的一部分信息；第三，对于被最终选择的信息，决策者会依据自己的认知基和价值观做出解释。在这过程中，价值观不仅会影响决策者对环境的感知，而且会直接影响最终的战略选择。

为了实现高阶管理理论在实证研究中的可操作性，Hambrick ＆ Mason对高阶管理理论所涉及的研究变量进行进一步的明确，如图2.2所示。第一，用可观测的特征代替高管的心理特征（认知基和价值观），例如年龄、教育背景、在职时间、职业背景、社会经济根、财务状况等。主要的原因是：①高管的心理特征很难测量，他们并不乐意配合；②高阶管理理论的最终运用需要这些容易观测的特征。第二，战略选择变量涉及产品创新、多元化、并购、一体化等；第三，企业绩效包括盈利能力、成长性和生存能力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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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2　高阶管理理论2



2.2.2　高阶管理理论的进一步研究

自Hambrick ＆ Mason于1984年正式提出高阶管理理论以来，学术界对高阶管理理论进行了大量的实证研究，并对该理论进行了进一步的修正和完善，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研究对象进一步拓展。高阶管理理论早期的研究对象主要是CEO，因为CEO被认为权力最大，对企业的战略和绩效影响也最大。后来，研究对象逐渐转向高层管理团队（TMT），研究表明，TMT的特征对企业的战略和绩效具有更强的预测能力，但这和每个高管的影响力、TMT的行为融合（behavioral integration）程度有关。对一个高管团队来说，有的高管影响力大，有的影响力小，在预测他们对企业战略及绩效的作用时应考虑不同高管的影响力，设置相应的权重。但对于行为融合度来说，很多高管团队的行为融合度是很低的，一般都是CEO和某个高管的双边联系，较少体现团队的特征（Hambrick，1994，1995）。因此，在研究中应识别某个问题的决策人，把他们的特征作为研究对象，提高预测能力（Jackson，1992；Hambrick，2007）。

（2）研究内容进一步丰富。主要表现为在研究中高管的特征和战略选择的内容进一步拓展。新研究的高管特征主要包括：国际化工作经验（Carpenter et al.，2001）、不同层次（团队、企业、行业）的经验（Kor，2003）、与外部组织的关系（Geletkanycz ＆ Hambrick，1997）和社会网络（Collins ＆ Clark，2003）等。新研究的战略选择内容有：企业的竞争行为（Ferrier，2001）、战略联盟（Eisenhardt ＆ Schoonhoven，1996）、国际化战略（Sambharya，1996；Reuber ＆ Fischer，1997；Sanders ＆ Carpenter，1998；Tihanyi，L. et al.，2000；Carpenter ＆ Fedrickson，2001；Carpenter et al.，2003）、资源的配置（Bertrand ＆ Schoar，2003）等。Carpenter（2004）指出，之前高阶管理理论的研究更多的是关注了组织的绩效和企业战略，而较少研究一些潜在的结果，例如企业伦理、社会责任、组织冒险、成长模式的偏好等，而这些可成为高阶管理理论以后研究的方向。

（3）高阶管理理论具有情景性，企业高管影响企业的战略和绩效具有权变特征，在某些情景下具有较强的预测性。Hambrick ＆ Finkelstein（1987）提出了管理自由度（managerial discretion）的概念，并认为，管理自由度对高管的影响具有调节作用，管理自由度越大，高管的作用越明显，这已在实证中得到检验（e.g.，Crossland ＆ Hambrick，in press；Finkelstein ＆ Hambrick，1990）。Finkelstein ＆ Hambrick进一步认为，高管的管理自由度产生于环境因素、组织因素和个人因素。Hambrick，et al.（2005）又提出了另一调节因素——高管工作需要（executive job demand），高管工作需要越强烈，高管的特征在决策中越能得到反映；反之，高管的特征体现的较少。他们进一步认为，高管工作需要和任务的挑战性、绩效的挑战性和高管自身的期望有关。Carpenter（2004）把情景因素归纳为三种：①环境因素：国家文化（Hoffman ＆ Hegarty，1993；Wiersema ＆ Bird，1993；Geletkanycz，1997）、行业因素（Keck，1997）、环境的不确定性；②组织因素：组织的战略（Carpenter，2002；Ferrier ＆ Lyon in press）——在国际化程度较高的企业表现更为明显，组织的结构（Jensen ＆ Zajac，2004）；③领导因素：内部的互动（Simons et al.，1999）。

（4）揭密“黑匣子”。在高阶管理理论的实证研究中，由于运用可观测的特征代替心理特征，忽视了真正驱动高管行为的心理和社会过程，这就是高阶管理理论中著名的“黑匣子”问题（black box problem）（Lawrence，1997）。一些学者在研究中对“黑匣子”问题进行了有益的探索。Miller ＆ Droge（1986）在影响组织结构的因素中（组织规模、技术特征、环境不确定性等）引入了CEO个性（自我成就）的心理变量。Smith，et al.（1994）研究TMT特征，包括团队大小、任期和差异性（教育水平和年限、经历、职能背景等）对团队过程（社会融合social integration、非正式交流informal communication、交流频率communication frequency）及绩效的影响。Amason ＆ Sapienza（1997）研究高管团队的大小、开放性（openness）和相关性（mutuality）对团队的认知冲突和情感冲突的影响。Simons（1999）研究TMT的差异性（年龄、任期、教育、职业、对环境不确定性的感知）—决策的综合性（decision comprehensive）—绩效，其中争论对差异性—决策综合性的调节作用。Papadakis ＆ Barwise（2002）研究CEO的个性（成就感、风险倾向）和特征（任期、教育）、TMT的特征（教育、竞争性）对战略决策过程（决策的综合性、层级扁平化、平行沟通、政治化）的影响。Peterson，et al.（2003）研究CEO的人格影响团队的互动，进而影响企业的绩效。Li ＆ Hambrick（2005）研究高管团队中的小团体的特征差异（年龄、任期、性别和民族）对团队的冲突（情感冲突和任务冲突）和行为（融合）以及组织绩效的影响。

2.2.3　高阶管理理论和企业社会责任

一些学者尝试基于高阶管理理论探讨企业社会责任的实现，详见2.1.3部分的内容。

2.2.4　高阶管理理论相关研究的评述

高阶管理理论基于行为因素而不是经济技术因素强调企业高管的作用，对企业的战略和绩效的影响，是对组织理论有益的补充。高阶管理理论的意义在于：

（1）对于学者来说，大大提高预测组织绩效的能力。基于高管特征和战略及绩效的关系，根据高管的特征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预测组织的战略和绩效。

（2）有利于人力资源部门对组织高管的选择和培养。基于高管特征和战略及绩效的关系，人力资源部门根据企业未来的战略选择具有某些特征的高管或对高管进行适当的培训。

（3）预测竞争对手的行动和反应。基于高管特征和战略及绩效的关系，根据竞争对手高管的特征预测其可能采取的行动或针对自己的策略和行动，预测竞争对手可能采取的反应。

但高阶管理理论也存在一些不足，主要体现在：

（1）“黑匣子问题”的存在。大量的实证研究只是关注了企业高管的人口统计特征和企业战略及绩效的关系，较少考虑高管对战略及绩效作用的心理和社会过程。

（2）反向的因果关系和内生性。第一，该理论的假设是高管的特征影响企业的战略和绩效，但是高管的选择有时是取决于企业的战略，什么样的战略需要什么样的高管。基于上述逻辑，企业的战略决定了企业高管的特征，而不是相反。第二，企业高管的行动的确反映了他们的特征，但这并不是他们有偏见的信息处理的结果，而是董事会相信他们具有合适的特征满足企业战略的需要，因此高管的行为是董事会命令的结果，而不是他们自身特征的反映（Hambrick，2005；Hambrick，2007）。











2.3　组织文化的相关综述






2.3.1　组织文化的内涵及形成

组织文化的研究最早可以追溯到20世纪30年代霍桑试验的工作小组文化，但组织文化一词的正式提出是在1970年，由波士顿大学Daivs教授提出的。当时的主要背景是：日本经济在20世纪50年代以后迅速发展，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其中一个研究视角是对美日两国企业的管理进行比较研究，研究结果导致了组织文化理论的产生。自从Davis提出组织文化以后，吸引了许多学者的关注，组织文化也成为组织领域研究的主流问题。

关于组织文化的内涵，学术界主要从组织文化的构成要素和组织文化的构成层次角度来界定。

对于组织文化的构成要素，学术界比较一致的观点认为，组织文化的主要要素是组织成员共同拥有的价值观，当然还包括信念、意识、认知、态度等心理层面的要素，以及仪式、英雄、故事等具体的要素。组织文化构成要素的观点如表2.4所示。

表2.4　组织文化的概念




	学　者
	年　份
	观　点



	Pettigrew
	1979
	组织文化包括符号、语言、意识形态、信念、意识以及迷信。



	Ouchi
	1981
	组织文化由传统和风气所构成，包括一整套象征、仪式和神话，用于传递企业的价值观和信念。



	Pascale ＆Athos
	1981
	组织文化是组织确定活动、意见和行为模式的价值观。



	Peters ＆Waterman
	1981
	组织文化是由组织的领导和员工共同遵守的价值观和信念。






续表




	学　者
	年　份
	观　点



	Deal ＆Kennedy
	1982
	组织文化是由一个组织所信奉的主要价值，包括价值观、神话、英雄和象征。他们进而提出组织文化的五大要素：企业环境、价值观、英雄人物、礼仪和庆典、文化网络。



	Martin等
	1983
	组织文化由八个要素构成：共同的哲学、意识形态、价值观、信仰、假定、期望、态度和道德规范。



	Pondy等
	1983
	组织文化是组织成员共有的价值观与社会理念，具体的表现形式有仪式、故事、传说、迷信和特有的语言。



	Wallach
	1983
	组织文化是组织成员的一种共同认知，是指导员工在组织内如何做事的一套规则。



	Barney
	1986
	组织文化由价值、信仰、假设、象征等组成，指导企业的行为模式。



	Lorsch
	1986
	组织文化是高管的共同信念，用以指导如何管理自己与员工，如何经营组织。



	Hampton， Summer ＆Weber
	1987
	组织文化是组织成员共有的行为方式，该行为方式是组织特质的集合。



	Williams等
	1989
	组织文化是组织共同拥有的、相对稳定的信念、态度和价值观。



	Robbins
	1989
	组织文化是一种组织内非常一致的知觉。



	Calori ＆Sarnin
	1991
	组织文可用一组价值来描述。



	Zammuto ＆Connor
	1992
	组织文化建立在组织成员共同的价值观和信仰上。



	郭纪金
	1995
	组织文化是组织成员共同认可和遵守的价值观念、道德标准、商业哲学、行为规范、经营理念、管理方式、规章制度等的总成。



	刘光明
	1999
	组织文化是组成成员共同认可的价值观、行为准则等意识形态和物质形态。



	魏杰
	2002
	组织文化是组织信奉并付诸实践的价值理念。






资料来源：作者整理

对于组织文化的形成，现有研究认为，组织文化的最初来源通常反映了组织创始人的远景和使命。由于创始人具有独创性的思想，他们可能对如何实施这些想法有一定的倾向。他们可能关注于积极进取或是像家人一样关爱员工。组织创始人通过描述组织应该是什么样子的方式来建立早期的文化。而且，大多数新成立的组织规模较小，这有助于创始人向组织的全体成员灌输它的远景（罗宾斯，2004）。研究表明，随着组织的成长和发展，创立者对组织日常活动作出决策，这些决策将影响组织对环境的反应，这些决策也形成了组织文化（Schneider，1995）。组织文化经创始人建立后，也可能以后被企业的高管们改变（Davis，1984；Kerr ＆ Slocum，2005），以适应环境变化的需要（Agle et al.，1999；Schein，1992；Wally ＆ Baum，1994）。但不管怎么样，企业的领导（高管）对组织文化的形成和发展负主要责任（Schein，1992）。

2.3.2　组织文化的测量

组织文化的测量是组织文化研究中的一项重要任务。但组织文化的测量和具体研究的内容有关，不同的研究内容可能采取不同的测量方法或根据具体的研究内容，测量组织文化的某一方面或某些方面的特质。现有组织文化的主要测量方法如表2.5所示。

表2.5　组织文化的测量方法




	作　者
	年　份
	维度和类型



	Deal ＆Kennedy
	1982
	2个维度：风险容忍大小和反应速度快慢；4种类型：硬汉、赌注、并重、过程。



	Cooke ＆Lafferty的 OCI
	1983
	12个维度：接受成员、认可、惯例、依赖、避免、反对、权力、竞争、完美、成功和自我实现等；3种类型：建设性文化、被劝防御文化和主动防御文化。



	Schneider
	1990
	2个维度：实际性 —可能性和人性化 —非人性化；4种类型：控制型、胜任型、培养型和协作型。



	Kotter ＆Heskett
	1992
	1个维度：与市场环境的适应程度；3种类型：强力型、策略合理型和灵活适应型。



	Denison ＆Mishra
	1995
	2个维度：外部导向（内部整合）和变化（稳定）；4个特性：相容性、连续性、适应性、使命感。



	T rompernarrs ＆Tuerner
	1997
	2个维度：注重员工 —任务和平等制 —等级制；4种类型：导弹型、埃菲尔铁塔型、家庭型和孵化器型。



	Cameron ＆Quinn的 OCAI
	1998
	2个维度：灵活 —稳定和关注内部 —关注外部；4种类型：变通型、家族型、等级型和市场型。






续表




	作　者
	年　份
	维度和类型



	Goffee ＆Jones
	1998
	2个维度：社交性、团结性；4种类型：团体型、网络型、雇佣型和断层型。



	Sonnefield
	1989
	1个维度：内部雇佣员工的风格；4种类型：学院、俱乐部、棒球队和堡垒。



	Wallach
	1983
	3个维度：官僚文化、创新文化和支持文化。



	Glaser等的 OCS
	1987
	5个维度：氛围、包含、沟通、监督和会议。



	Hofstede等
	1990
	实践方面的6个维度：过程 —结果为导向、员工 —工作导向、偏狭的 —职业的、开放 —封闭系统、宽松 —严格的控制、规范的 —务实的；价值方面的3个维度：安全的需要、工作为中心、权威的需要。



	O摧Reilly等的 OCP
	1989
	8个维度：合作团队导向、关注细节、进取竞争、结果导向、支持性、决定性、注重成长和激励、创新冒险。



	Post ＆Coning
	1997
	15个维度是：文化管理、顾客导向、变化的应对、员工参与、目标明晰、人力资源导向、组织认同、权力的地位、管理风格、组织重点、组织集成、绩效导向、报酬导向、任务结构等。



	Eric ＆Rangapriya
	2005
	4个主要文化因素维度：关注顾客、企业公民、绩效标准、企业认同；2个次要文化因素维度：人力资源实践、组织沟通。






资料来源：作者整理

从现有的组织文化测量方法可以看出，主要存在两种途径：其一，只测量组织文化的主要维度；其二，在测量组织文化的主要维度的基础上对组织文化进行分类，并根据不同类型设置测量内容。不管是哪种测量途径，测量组织文化的关键在于确定和研究内容相关的组织文化的特质，针对组织文化的某种或某些特质进行测量。

2.3.3　组织文化与企业绩效

组织文化和企业绩效的关系一直是组织文化研究的主要内容。在此领域，Schein做出了突出贡献。Schein（1985）认为，组织文化对组织绩效的作用主要体现在：第一，组织文化帮助组织适应外部环境；第二，组织文化整合组织内部的各个要素。优秀的组织文化能够提高员工的凝聚力，提高员工的工作效率，有利于企业树立和维护品牌，同时能够降低企业的管理、组织成本，最终提升企业的竞争力。当组织文化产生的效益大于其管理成本时，组织文化便创造了价值。Schneider（1990）分析了组织文化对组织绩效影响的过程，组织文化通过影响人力资源的管理实践、影响组织氛围，进而影响员工的工作态度、工作行为以及对组织的奉献精神，最终影响组织的绩效。Ferris等（1992）也提出了类似的观点，组织文化通过人力资源管理系统、组织氛围等因素影响组织的绩效，但他们进一步强调了组织文化的灵活性在此影响过程中的重要性。我国学者吴志霞（2006）则从利益相关者角度研究组织文化和企业绩效的关系，她认为组织文化会直接影响所有的利益相关者，组织文化也会在利益相关者之间进行传递，从而间接影响企业利益相关者，其中员工向利益相关者传递组织文化和利益相关者向顾客传递组织文化最为关键，这些直接和间接的作用会影响利益相关者的行为，从而提高或降低企业的绩效。贾春旺（1997）提出“文化力”概念，以企业核心竞争力的视角来研究企业文化。他认为企业文化具有巨大的激励作用，在核心价值理念驱动下，企业能将组织文化的隐性价值转化为现实的经济效益。

2.3.4　组织文化相关研究的评述

组织文化相关的理论是比较成熟的理论，但有两个方面的问题可以进一步地探索和研究：

（1）虽然企业高管对组织文化的形成负主要责任，但基本属于定性的讨论，而且企业高管的什么特质会影响组织文化，而且影响组织文化的机制又是怎样的，这些需进一步地明确，并通过实证进行检验；而且现有文献建立了企业高管和组织文化的联系，以及组织文化对企业行为及绩效的影响，是否可建立“企业高管—组织文化—企业行为及绩效”的分析框架讨论企业高管对企业行为及绩效的影响。

（2）组织文化对企业财务绩效的影响在文献中讨论的比较多，是否可以把这种关系延伸到组织文化和企业社会责任表现之间，讨论组织文化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影响。虽然Maignan等（1999）做了尝试，但对组织文化影响企业社会责任的内在机理缺乏具体阐述，这可成为以后研究的一个内容。











2.4　个人价值观的相关综述






2.4.1　个人价值观的内涵

价值观是社会心理学领域的一个重要概念。20世纪50年代，由Kluckhohn（1951）提出的价值观定义在西方心理学界确立了支配地位。他从操作层面对价值观的各种定义进行了整合，把价值观界定为一种外显或内隐的，有关什么是“值得的”的看法，它影响人们对行为方式、手段和目的的选择。20世纪70年代，Rokeach（1973）则把价值观理解为一个持久的信念，认为一种具体的行为方式或存在的最终状态，对个人或社会而言，比相反的行为方式或存在的最终状态更好。他还进一步认为，价值观具有动机功能，而且不仅仅是评价性的，还是规范性的和禁止性的，是行动和态度的指导，是个人的也是社会的现象。Schwartz（1998）认为价值观是合乎需要的超越情境的目标，在一个人的生活中或其他社会存在中起着指导原则的作用。Nystrom（1990）认为价值观是关于合理的行为标准和偏好或想要的结果的规范性信念。Williams（1968）指出价值观是偏好的标准，具有认知、情感、导向的特性，成为判断、偏好和选择的标准。行为的选择来自于特定情形下的动机，而动机部分取决于行为人的信念和价值观。

从上述价值观的定义中可以看出价值观具有以下特征：（1）从价值观的主体来看，它既可能是一种个体现象也可能是一种社会现象，还可能是一种文化现象，因此价值观的分析层面有个体价值观、社会价值观和文化价值观；（2）从价值观的表现形式看，它既可能是外显的也可能是内隐的；（3）从价值观的功能看，价值观对行为具有导向作用；（4）从价值观的层次性上看，它具有超越情境的特点，而态度具有情境性，所以价值观要比态度更抽象、更概括，但与价值观相比，态度和行为的距离更近（金盛华等，2003）。

显然，价值观和行为之间存在紧密的关系，价值观对行为具有导向作用。但Homer ＆ Kahle（1988）认为，在实际研究中往往只关注价值观和行为的直接关系，没有在一个更广泛的理论框架中考虑价值观维度，没有考虑价值观—行为关系的复杂性，尤其是态度在此关系的中介作用。因此，他们提出了价值观—态度—行为的理论框架，在价值观和行为之间增加了态度这一中介变量，并认为价值观是态度形成的基础，态度进而导致行为的发生。价值观是态度和行为产生的基础（Hilton，2003；Homer ＆ Kahle，1988），行为是价值观和态度的结果。

2.4.2　个人价值观的分类和测量

对于个人价值观的分类和测量，目前实证研究中常用的方法和量表有：

1.Allport，Vernon ＆ Lindzey的价值观研究量表

根据德国哲学家E.Spranger对人的分类，Allport，Vernon ＆ Lindzey（1960）将价值观分为六类：经济的、理论的、审美的、社会性的、政治的和宗教的。其中，经济型的人具有务实的特点，对有用的东西感兴趣；理论型的人具有智慧、兴趣，以发现真理为主要追求；审美型的人追求世界的形式和谐，以美的原则如对称、均衡、和谐等评价事物；社会型的人尊重他人的价值，利他和注重人文精神；政治型的人追求权力、影响和声望；宗教型的人认为统一的价值高于一切，信神话或寻求天人合一（杨宜音，1998）。他们基于该价值观分类还开发了“价值观研究”量表，经修订后被广泛使用，成为西方20世纪六七十年代非常流行的价值观量表。我国学者黄希庭等（1994）也做了类似的研究，将价值观分为政治的、道德的、审美的、宗教的、职业的、人际的、婚恋的、自我的、人生的和幸福的10 种类型。

2.Rokeach的价值观系统理论

Rokeach（1973）突破了之前对价值观的分类，提出价值观系统理论（the value survey）。他认为，各种价值观是按一定的逻辑意义联结在一起的，它们按一定的结构层次或价值系统而存在，价值系统是沿着价值观的重要性程度的连续体而形成的层次序列（郭莲，2002）。他将价值观分为两类：①终极性价值系统，用以表示存在的理想化终极状态或结果，包含的内容有：舒适的生活、振奋的生活、成就感、和平的世界、美丽的世界、平等、家庭保障、自由、幸福、内心平静、成熟的爱、国家安全、享乐、灵魂得到拯救、自尊、社会承认、真正的友谊、智慧。②工具性价值系统，是达到理想化终极状态所采用的行为方式或手段，包含的内容有：有抱负、心胸宽广、有才能、快活、整洁、勇敢、助人、诚实、富于想象、独立、有理智、有逻辑性、钟情、顺从、有教养、负责任、自控、仁慈（郭莲，2002）。在Rokeach的价值调查表中包含18项终极性价值和18项工具性价值，每种价值后都有一段简短的描述。测试时，让被试者按其对自身的重要性程度对两类价值分别排序，将最重要的排在第1位，次重要的排在第2位，依此类推，最不重要的就排在第18位。用这个量表可以测得不同的价值在不同的人心目中所处的相对位置，或相对重要性程度。Rokeach的量表的优点主要在于：①它基于一定的理论框架编制而成，具有较好的系统性和整体性；②虽然包括的价值项目较多，但简单明了，被测试者容易理解和掌握。Rokeach的价值观维度也得到了Braithwaite ＆ Law（1985）的实证认可。

Kahle（1983）基于Rokeach的终极性价值观提出价值观的LOV量表，包括9个维度：受人尊重、自尊、成就感、自我实现、兴奋、开心和享受、安全、归属感、良好的人际关系，评价尺度采取7级Likert量表，从非常重要到根本不重要。Herche（1994）把Kahle的LOV量表扩展为44个测量项目。

3.Schwartz的价值观量表

Schwartz等人（1992，1994，1995）在跨文化价值观研究中编制了Schwartz价值观量表SVS（Schwartz Values Survey，简称SVS），试图描绘出一个世界范围的价值观地形图（geography of values），将各个文化标识在相对的位置上。他的研究包括了57项价值观，用以代表自我超越、自我提高、保守、对变化的开放性态度等4个维度的10个普遍的价值观动机类型，如表2.6所示，他们之间的结构关系如图2.3所示。被测试者要求对每个价值观在指导生活中的重要性进行评价，评价尺度从非常重要（7）到不重要（0）以及和我的价值观相反（－1）。Schwartz对动机类型和价值观维度的提取采取SSA（smallest space analysis）的方法。

表2.6　Schwartz的价值观内容




	维度
	动机类型
	价值观内容



	自我超越
	普遍性
	指为了所有人类和自然的福祉而理解、欣赏、忍耐、保护。例如：社会公正、心胸开阔、世界和平、智慧、美好的世界、与自然和谐一体、保护环境、公平。



	慈善
	指维护和提高那些自己熟识的人们的福利。例如：帮助、原谅、忠诚、诚实、真诚的友谊。



	自我提高
	权力
	指社会地位与声望、对他人以及资源的控制和统治。例如：社会权力、财富、权威等。



	成就
	指根据社会的标准，通过实际的竞争所获得的个人成功。例如：成功的、有能力的、有抱负的、有影响力的等等。



	保守
	传统
	指尊重、赞成和接受文化或宗教的习俗和理念。例如：接受生活的命运安排、奉献、尊重传统、谦卑、节制等。



	遵从
	指对行为、喜好和伤害他人或违背社会期望的倾向加以限制。例如：服从、自律、礼貌、给父母和他人带来荣耀。



	安全
	指安全、和谐、社会的稳定、关系的稳定和自我稳定。例如：家庭安全、国家安全、社会秩序、清洁、互惠互利等。



	对变化的开放性态度
	自我定向
	指思想和行为的独立 ——选择、创造、探索。例如：创造性、好奇、自由、独立、选择自己的目标。



	刺激
	指生活中的激动人心、新奇的和挑战性。例如：冒险、变化的和刺激的生活。



	享乐主义
	指个人的快乐或感官上的满足。例如：愉快、享受生活等。






资料来源：摘自杨宜音（1998）

Stern，et al.（1998）在Schwartz量表的基础上进行了简化，提出4个维度12个价值观：自我超越价值观包括世界和平、社会公正和公平；自我提高的价值观包括社会权力、财富和权威；保守的价值观包括尊敬父母和长者、家庭安全和自律；对变化的开放性态度包括变化的生活、刺激的生活和好奇。评价尺度采用7级Likert量表。

[image: ]
图2.3　Schwartz的价值观结构图



资料来源：摘自杨宜音（1998）

2.4.3　个人价值观对决策或行为的影响

根据个人价值观的内涵，价值观对个人的决策或行为具有导向的作用，而且已经得到一些实证的检验。

Nonis ＆ Swift（2001）研究了价值观类型（内在驱动、外在驱动和无驱动）和伦理决策的关系。在研究中，他们首先在Herche（1994）开发的价值观测量工具（44项及9个维度）的基础上进行聚类分析，把价值观类型分为内在驱动（internally driven）外在驱动（externally driven）和无驱动类型（non-driven）。然后，运用单因素方差分析比较不同价值观类型之间伦理决策的差异。结果显示，价值观类型的确会对个人做出不道德的企业决策起到一定的作用，其中无驱动类型的价值观比内在驱动和外在驱动的价值观更容易导致不道德的决策。而Fritzsche ＆ Oz（2007）则运用偏最小二乘法研究个人价值观在组织环境中对个人伦理决策的影响。研究结果也表明，个人价值观对个人伦理决策具有显著影响，其中，利他价值观（altruistic value）对伦理决策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利己价值观（self-enhancement value）对伦理决策有显著的负向影响。McCarty ＆ Shrum（1993）则针对具体的伦理行为—固体废物循环利用进行了更深入的研究。在研究中，他们利用运用结构方程模型，研究个人价值观、对固体废物循环的态度和信念、循环利用行为之间的关系。其中，态度和信念作为价值观和行为之间的中介变量。研究发现，价值观对固体废物循环行为没有直接的作用，而是通过态度产生影响，其中尊重和实现（respect/achievement）的价值观对态度（认为循环行为不方便）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而该态度对循环行为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同时发现循环行为是实现高兴和兴奋（fun ＆ excitement）价值观的手段和途径之一。

Buchholtz，Amason ＆ Rutherford（1999）在研究企业资源和企业慈善之间的关系时，加入管理自由度（managerial discretion）和管理价值观（managerial values）的中介变量。结果表明，企业资源对企业慈善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管理自由度起到完全的中介作用，而管理价值观起到部分的中介作用。Graham（2007）则从理论上探讨管理者价值观对企业慈善行为的影响，他在企业慈善活动的理论决策模型中认为，企业高管个人价值观是一个必不可少的因素，它在企业做出慈善决策的时候会有隐性的作用。

2.4.4　个人价值观相关研究的评述

价值观具有明确的概念和成熟的测量量表，在研究中已越来越受到关注。但有两点值得注意：

（1）个人价值观和个人伦理决策常常联系在一起，运用于商业伦理的研究，这主要是基于“价值观—行为”的理论基础，认为个人价值观对其行为具有导向作用。但在此领域的研究中，往往忽视价值观和行为之间有效的连接，忽视态度这一对行为具有更直接决定作用的中介变量（Homer ＆ Kahle，1988）。

（2）个人价值观在研究中逐渐被应用到企业的决策中，但讨论的并不多，目前仅限于企业的慈善行为。而对于企业社会责任这一与商业伦理紧密联系的概念来说，个人价值观其实具有广阔的运用空间，不仅可以讨论与企业慈善行为的关系，而且还可以探讨对其他社会责任行为的影响。因此，从管理者的价值观出发，研究对企业社会责任决策或行为的影响具有较强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第3章　企业高管价值观影响企业　社会责任行为的机理分析




3.1　企业社会责任的动因分析及现状



3.1.1　企业社会责任的动因分析

Schwartz ＆ Carroll（2003）针对Carroll四分企业社会责任概念模型的不足（金字塔排列、慈善责任的单列、经济责任、法律责任和伦理责任的不完善）提出企业社会责任的三个维度，包括：经济维度、法律维度和伦理维度。其中，经济维度是指对企业有直接或间接正向经济效益的活动；法律维度是指企业对法律要求（已明文规定或被预期）的反应；伦理维度是指大众或利益相关者期望的道德责任。可以看出，Schwartz ＆ Carroll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划分和企业社会责任的动因紧密相关。因此，许多学者在讨论企业社会责任的动因时引用Schwartz ＆ Carroll的观点，认为，企业社会责任的动因主要有经济动因、制度动因和伦理动因，例如鞠芳辉（2005）、李海婴（2006）、孙海锋（2008）等。笔者认为，企业社会责任的经济动因、制度动因和伦理动因可以进一步区分为外部的动因和内部的动因。外部的动因主要是制度动因，是企业对外部制度因素的反应，本研究称之为外部压力；而内部的动因主要是经济动因和伦理动因，是企业基于经济利益和道德力量的主动行为，本研究称之为内在驱动。

1.外部压力

外部压力主要来源于制度因素，包括两个方面：第一，法律和法规。企业社会责任的制度因素起源于Carroll企业社会责任类型中的法律责任，即企业应在法律要求的框架内从事经营活动。因此，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有时是出于对法律和法规的遵从，并不是对经济利益的考虑。当然，也有学者认为，对法律和法规的遵从也是减少企业负面的经济利益。第二，利益相关者的压力。利益相关者是企业经营的基石，任何一个企业的发展都离不开利益相关者的投入。当利益相关者的利益被企业所侵害时，他们可以通过法律和市场的途径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对企业构成外部的实质性压力，控制企业负面外部性的行为。例如，消费者通过货币选票对商品的选择，员工通过是否为企业进行工作的决策，供应商通过是否为企业提供商品或服务，以使企业履行对消费者、员工和供应商的责任。最新的研究显示，一些学者开始运用制度理论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外部压力进行深入分析，认为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是出于寻求企业合法性的目的，企业的合法性是企业生存和发展的基础，能使企业获得更多的环境支持。Marquis（2006）从新制度理论视角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动因进行解释，认为，研究者应超越单个企业的利益分析，从场域层次的认知、规范、管制等社会同构性压力来看待企业的社会行为（蔡宁等，2009）。社会同构性是指企业的行为和该区域的其他企业保持一致。Marquis认为影响企业社会行为同构性的因素包括：①社区层面的文化认知；②企业与本地非营利组织的联系；③政治和法律的关注；④本地对企业社会行为预期的一致性。Campbell（2007）也从制度理论出发系统构建了影响企业社会责任行为的理论框架，该理论框架认为，企业经济条件和企业行为之间的关系受到以下制度因素的调节：公共和私人的规制、监视企业行为的非营利组织（NGO）或其他独立机构的存在、关于企业合适行为的制度化标准、企业自身之间的相关行为、企业和其利益相关者之间有组织的对话等。

对于企业社会责任的制度动因，一方面，存在新制度理论的“体制内”问题，忽略了对“利益作用”的分析（蔡宁，2009），导致企业履行企业社会责任更多的是对外部制度的被动反应，缺乏内在主动履行社会责任的动机，使得企业社会责任不可持续、不可预期。另一方面，国内的法律和法规并不完善，企业违规成本较低，没有形成刚性约束力，而且执法不力（黎友焕等，2010），另外，利益相关者的诉求途径并不通畅，这些使得国内的制度环境对企业行为的约束力大大下降。因此，虽然制度动因是推动企业社会责任的主要因素之一，但只有制度动因显然是不够的，这在企业社会责任的环境保护方面已得到有力的证明。外部压力只能部分解释企业对相同环境问题的不同反应（Howard-Grenville，2005），内在驱动的因素在企业环境实践中引起人们的关注（Bansal，2003）。Muller ＆ Kolk（2010）认为，对企业社会行为的内在驱动研究更适用不发达国家或地区，内在驱动的行为在低企业社会绩效的环境中尤其突出，因为这些国家或地区的外在压力比成熟的市场环境要低很多（Child ＆ Tsai，2005）。

2.内在驱动

（1）经济驱动。

经济驱动的观点认为，企业之所以承担社会责任、满足利益相关者的利益诉求，是因为这样做可以使企业变得有利可图，对企业的财务绩效具有直接或间接的正向作用。换句话说，要使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必须使企业获得实实在在的利益。经济动因的观点是古典经济学范畴内诠释企业社会责任动因的主要构成部分。企业如果没有利益，是不会推动企业社会责任的（鞠芳辉等，2005）。因此，此观点把企业社会责任作为一种实现企业经营目的的手段和工具，也成为企业社会责任的“工具性”观点。

一些学者对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带来的经济利益进行了分析。Branco ＆ Rodrigues（2006）对企业社会责任影响企业的资源和能力进行了系统的归纳，认为企业社会责任给企业带来内部利益（internal benefits）和外部利益（external benefits）。其中，内部利益是指与技术诀窍（know-how）和组织文化相关的资源和能力，包括员工对工作环境的态度（attitude on workplace quality）、员工的士气、激励、承诺和忠诚、熟练的员工队伍、员工的生产率、吸引及留住员工的能力、创新、解决问题的管理能力、更有效的生产过程、降低遵守规则的成本、进入新市场的机会等，而外部利益主要是指企业的商誉（reputation）。还有一些学者认为，企业社会责任是企业类似保险的资产，当企业遭遇负面事件时可以降低负面效应（Godfrey，et al.，2009）。我国学者谢佩洪等（2008）在解释企业社会责任的内在利益驱动机制时认为，企业社会责任对企业有保值和增值的作用。其中保值作用可以分为合法保护和伤害保护作用；而增值作用根据其作用机制分为直接增值和间接增值，直接增值体现为吸引利益相关者，改善企业经营环境，巩固企业资源基础或减少资源约束，帮助企业形成核心能力，增强竞争优势，间接作用则是通过关系资产和社会资本中间载体来发挥作用。

然而，企业从履行社会责任中获取一定的收益的同时也必须付出相应的成本。权衡收益与成本，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是否真正提升财务绩效受到广泛质疑。许多学者对企业社会责任和财务绩效关系的实证研究的元分析表明（Ullmann，1985；Pava ＆ Krausz，1996；Griffin ＆ Mahon，1997；Roman et al.，1999；Margolis ＆ Walsh，2003；郭红玲，2006），企业社会责任和企业财务绩效的关系具有复杂性，两者之间并不存在稳定、一致的关系，虽然正向关系居多，但也存在着不少的负向关系，或者没有显著关系，这就意味着从实证研究的结果来看，企业社会责任是否能提高企业财务绩效并不能得到明确的答案，不能就此判断企业社会责任能提高企业财务绩效，或企业社会责任会损害企业财务绩效。一些学者把这一结果归结于研究方法的缺陷（McWilliams，2006），但笔者认为，更为重要的是，企业履行社会责任获得的一些收益是“隐形”的，企业无法直接看到，例如企业的形象和声誉、员工的士气，而且有些收益还具有“时滞性”，要经过较长时间后才能显现，而企业履行社会责任付出的成本则是“显形”的、“即时”的。“隐形”和“显形”的对立，“时滞”和“即时”的对立，使得那些追求短期效益的企业并没有履行社会责任的动因，不大可能将企业社会责任作为企业的战略考量（鞠芳辉等，2005）。基于现有企业社会责任和财务绩效关系的实证研究，以及企业社会责任收益和成本的特征分析，经济动因要成为推动企业社会责任的主要动力在理论上缺乏足够的支持。

（2）伦理驱动。

伦理动因的主要观点是不论企业的经营状况如何，它都有一种伦理性的社会责任，应当对利益相关者的要求做出恰当的回应。此观点和“工具性”观点相对，被称为企业社会责任的“规范性”观点。规范性观点强调做“正确的事”，做“应该做的事”，它不再将企业社会责任作为实现企业经济利益的一种手段和工具。持这种观点的研究者突破了如何看待利益相关者利益要求的“目的—手段”之争，而是从更根本的价值判断视角来论证企业必须履行社会责任，关注利益相关者的利益要求，认为这样做既不是企业的“目的”，也不是企业为了达到某种目的而采用的“手段”，其性质完全与一个人在社会系统中需要扮演的角色相似。企业社会责任伦理动因的理论基础来源于乔治•斯蒂纳和约翰•斯蒂纳（2002）提出的“社会契约理论”，该理论认为，社会赋予了企业可以将资源有效转化为社会所需产品的职权，同时给予企业采取必要与合理行动的权利，而“合理的行动”就是指企业的行为必须符合法律和伦理的要求。Donaldson ＆ Dunfee（2001）也认为企业与社会之间存在一种隐性的契约，企业作为一个社会主体，一成立便应自然而然地承担起对利益相关者的责任和承诺。

对于企业社会责任的伦理动因，关键在于企业要有“做正确的事”，“做应该做的事”的伦理认知。如果企业具备了这种伦理认知，企业将具有履行社会责任的真正内在驱动力，是可以长久的、持续的。鉴于对制度动因的不足以及经济动因的不确定性，笔者认为，伦理动因应该成为推动我国企业社会责任的重要力量。但遗憾的是，目前该领域的研究还停留在概念辨析和理念传播阶段，缺乏实证研究（蔡宁等，2009）。

3.1.2　我国企业社会责任的动因现状

笔者在本研究中对我国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动因进行了调查
[1]

 。调查涉及的企业社会责任内容主要包括慈善公益、环境保护、资源利用、员工投入等方面的活动。调查要求企业回答参与上述企业社会责任活动的原因，选择相应的测量题项（多项选择）。其中，企业社会责任原因的测量题项是根据现有相关文献的研究进行设计，主要分为经济动因、制度动因和伦理动因等三大类，具体内容详见附录1调查问卷。

调查的具体结果如表3.1、表3.2、表3.3、表3.4所示。

表3.1　企业参与慈善、公益活动的动因调查结果
[2]






	调查项目
	动因类型
	占　比



	□提高企业品牌的知名度和美誉度，有利于企业的长期发展
	经济
	60％



	□其他企业在做慈善、公益活动，自己企业不参与不合适
	制度
	18.5％



	□企业应该做的，企业应该回馈社会
	伦理
	48％



	□政府相关部门给予企业压力
	制度
	10％



	□获得政府相关部门的好感，以便争取政府其他资源
	经济
	32％



	□其他
	—
	6.2％






表3.2　企业进行环境保护的动因调查结果




	调查项目
	动因类型
	占　比



	□获得经济效益
	经济
	28％



	□法律、法规的规定
	制度
	47％



	□企业应该做的
	伦理
	50％



	□其他
	—
	7％






表3.3　企业节约能源、可再生能源利用的动因调查结果




	调查项目
	动因类型
	占　比



	□获得经济效益
	经济
	46.9％



	□法律、法规的规定
	制度
	40％



	□企业应该做的
	伦理
	50％



	□其他
	—
	6.9％






表3.4　企业在员工方面投入的动因调查结果




	调查项目
	动因类型
	占　比



	□提高企业的竞争力，有利于企业长期发展
	经济
	75％



	□避免员工被竞争对手挖走
	经济
	38％



	□法律、法规的规定
	制度
	16％



	□企业应该做的
	伦理
	30％



	□其他
	—
	5％






结果显示，对于参加慈善公益活动，企业的主要动因来自于经济因素，其次是伦理动因，其中60%的企业认为有利于提高企业品牌的知名度和美誉度，有利于企业的长期发展，32%的企业认为可以获得政府相关部门的好感，以便争取政府其他资源，而48%的企业认为是企业应该做的。企业进行环境保护的动因主要来自于伦理动因和制度动因，其中50%的企业认为是企业应该做的，47%企业认为是法律法规的规定。在资源利用方面，企业的经济动因、制度动因和伦理动因基本均等，分别为46.9%、40%和50%。在员工责任方面，企业的主要动因来自于经济动因和伦理动因，其中75%的企业认为有利于提高企业的竞争力，有利于企业长期发展，38%的企业认为为了避免员工被竞争对手挖走，30%企业认为是企业应该做的。由上可知，我国企业在履行社会责任时很大程度上认为社会责任可以给企业带来经济利益，但如前所述，如果权衡企业社会责任的成本，企业社会责任是否提高财务绩效仍存疑问。同时，调查数据也显示，伦理动因已成为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时考量的主要因素之一。鉴于此方面的研究基本处于观念辨析和理念传播阶段，缺乏深入的实证研究，因此，本研究将从企业社会责任的伦理动因出发，考虑影响企社会责任的因素。


注释


[1]调查具体的设计和过程详见第五章研究设计与研究方法。

[2]调查结果主要是选择该题项的企业占总样本企业总数的比率。











3.2　高阶管理理论和企业社会责任选择






在之前的研究中，和伦理动因相关的影响企业社会责任的因素主要是企业高管价值观。Carroll（1979）认为，企业的自行裁量责任（四分概念模型的第四维度）取决于管理者的判断和选择，完全取决于自愿。Wood（1991）在其企业社会绩效模型的动机原则中建立个体层次的管理自由度，认为企业社会责任是对管理者作为道德代理人的期望，强调管理者个人的激励作用。Swanson（1995）在重构的企业社会绩效模型中提出微观的企业社会责任原则，进一步强调作为企业高管的管理者在社会绩效中的作用，并提及企业高管价值观的影响。Hemingway ＆ Maclagan（2004）认为，“企业高管价值观和对某一社会事业的兴趣是企业社会责任的一个激励因素。”因此，本研究从企业社会责任的伦理动因出发，着重考虑企业高管价值观对企业社会责任行为的影响。鉴于高阶管理理论提出的企业高管对企业战略和绩效的影响，本节探讨高管管理理论对企业社会责任的适用性，以及运用高阶管理理论对企业社会责任行为的基本分析。

3.2.1　高阶管理理论的基本观点

高阶管理理论是Hambrick ＆ Mason于1984年正式提出来的，该理论的基本观点有：

（1）复杂决策很大程度上是行为因素的结果，而不是简单的技术经济的考虑，因为决策的有限理性、相互矛盾的多种目标、众多的选择可能和不同的期望水平都会限制企业基于技术经济的决策。作为复杂决策的战略选择很大程度上是行为因素的结果。因此，企业高管的行为因素（认知基和价值观）影响企业的战略及绩效成为高阶管理理论的主要观点之一。

（2）企业高管的认知基和价值观对企业战略的影响是在企业高管对环境的感知过程中实现的。企业高管的认知基和价值观对高管感知环境起到了“筛子”的作用：①决策者不可能了解组织和环境的全部，决策者的视野（关注的领域）是有限的；②对进入视野的内容，决策者也是有选择感知的，只感知其中的一部分信息；③对于被最终选择的信息，决策者会依据自己的认知基和价值观做出解释。在这过程中，价值观不仅会影响决策者对环境的感知，而且会直接影响最终的战略选择。

3.2.2　企业社会责任之争：企业的战略选择

在学术界关于企业社会责任的争论一直不绝于耳，其源头可以直追溯到20世纪30年代Berle-Dodd关于企业管理者受托问题的讨论。企业社会责任争论的核心问题是企业是否应该履行社会责任。反对企业社会责任的观点主要来自主流经济学中的企业理论，通常称为股东至上主义，认为企业只受股东的委托，其唯一的目的是为股东赚取利润，其代表人物是Friedman和Hayek。Friedman甚至认为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是对自由社会的一种损害。“如果企业管理者采纳这种社会责任的观点而不是尽力为其股东创造价值，那就是对我们这个自由社会基础的最大破坏（Friedman，1962）。”Hayek（1969）也认为，企业唯一的目标是为出资人赚取长期利润。如果企业将资金用于与长期利润不相干的地方，企业就会处于危险的境地，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就属于这种情况。

支持企业社会责任的观点主要来自企业社会契约理论和利益相关者理论，其代表人物分别是Donaldson和Freeman。根据企业社会契约理论，企业与社会双方存在一个契约，社会为企业的存在与发展提供了条件，对企业承担了责任，企业理应对社会承担相应的责任。早期的企业社会契约理论认为，企业在追求利润最大化的过程中会自然而然地推动社会进步，两者并不矛盾。而现代企业社会契约理论（以Donaldson为代表）则认为，社会进步不会在企业追求利润最大化过程中自动出现，相反可能会伴随出现一系列的社会问题，例如，自然环境的破坏、工作环境的恶化、对社会特定群体的歧视等。因此，企业有责任同时为社会和经济的改善而运作。另外，Freeman（1984）在提出利益相关者理论认为，企业具有一系列可以清晰确认的利益相关者，企业不仅应对股东利益负责，而且应对其他利益相关者负责。

反对企业社会责任和支持企业社会责任的双方针锋相对，争论一直不休，虽然支持企业社会责任的观点在后来稍占上风，但由于企业社会责任是否带来积极的财务绩效仍存在疑虑，使得企业社会责任的决策变得更加复杂。

Ullmann（1985）对之前13年
[1]

 企业社会责任和企业财务绩效关系研究的13篇实证论文进行了元分析，结果显示8项研究表明两者之间存在正向关系，1项研究表明两者之间存在负向关系，4项研究表明两者之间没有显著关系。Pava ＆ Krausz（1996）总结了1972年至1992年年间企业社会责任和企业财务绩效关系研究的21篇文献，Griffin ＆ Mahon（1997）总结了1972年到1997年间相关的51篇文献，也表明企业社会责任和企业财务绩效之间既存在正向的关系，也存在负向的关系，或没有显著关系。Roman等（1999）在Griffin的基础上，依照更严格的标准对同样的51研究外加4份最新研究进行了重新审视
[2]

 ，其结论与Griffin存在一些差异。他们将Griffin看作负相关的8份研究归入正相关，因为这些研究发现较差的企业社会责任造成同样差的财务业绩，这显然是正相关，还有6份研究被Griffin等看作存在正或负相关的研究则被列入没有明确结论的一类。最终Roman等发现，32项研究表明企业社会责任和企业财务绩效之间存在正向关系，5项研究表明两者之间存在负向关系，14项研究表明两者之间没有显著关系。Margolis ＆ Walsh（2003）对企业社会责任和企业财务绩效关系研究的综述发现，在把企业社会责任作为解释变量的109项研究中，54项显示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财务绩效之间是正向关系，只有7项发现是负向关系，还有28项研究未发现二者之间具有显著关系，另有20项研究发现两者之间存在混合关系（mixed relationship）即同一组研究其结果相互不一致。我国学者郭红玲（2006）对1997年以后企业社会责任和企业财务绩效关系研究的11篇文献进行分析，发现7项研究是正向关系，2项研究是负向关系，2项研究是没有显著关系。上述学者的元分析具体情况见表3.5所示。分析表明，企业社会责任和财务绩效的正向关系并不确定。

表3.5　企业社会责任和企业财务绩效关系研究的元分析结果




	元分析
	Ullmann等1985
	Pava等1996
	Griffin等1997
	Roman等1999
	M argolis等2003
	郭红玲2006



	正向的关系
	8
	12
	33
	32
	54
	7



	负向的关系
	1
	1
	20
	5
	7
	2



	没有显著关系
	4
	8
	9
	14
	28
	2



	合计
	13
	21
	62（51） 
[3]


	51（46） 
[4]


	89（109）
[5]


	11






资料来源：作者整理

综述所述，在企业的实际经营中是坚持股东至上主义还是履行社会责任仍然是企业面临的一项复杂决策，是企业必须做出的战略选择。将企业社会责任视为一种和差异化、多元化、创新、并购等一样的战略选择是把企业社会责任纳入高阶管理理论分析框架的一个重要前提（孙德升，2009）。

3.2.3　高阶管理理论和企业社会责任选择

基于上述分析，高阶管理理论适合于作为企业战略选择的企业社会责任的分析，这也正契合了Carpenter（2004）的观点。Carpenter（2004）在对高阶管理理论进行综述时曾指出，之前高阶管理理论的研究更多地关注了组织的绩效和企业战略，而较少研究一些潜在的领域，例如企业伦理、社会责任、组织冒险、成长模式的偏好等，而这些可成为高阶管理理论以后研究的方向。

根据高阶管理理论，企业高管的认知基和价值观影响高管对战略环境的感知，从而影响企业的战略和绩效。因此，在企业的社会责任决策中，企业高管的认知基和价值观影响企业高管对社会责任环境的感知，从而影响对企业社会责任的战略选择；另一方面企业高管价值观对最终的企业社会责任选择产生直接影响
[6]

 。企业高管对企业社会责任选择的影响过程如图3.1所示。

[image: ]
图3.1　基于高阶管理理论的企业社会责任选择过程



资料来源：作者整理

目前，基于高阶管理理论的企业社会责任的实证研究主要关注企业高管的基本特征和企业社会责任的关系，例如Thomas ＆ Simerly，孙德升等。Thomas ＆ Simerly（1995）认为，既然高管的特征和企业的战略及财务绩效有关，那么类似的关系也存在于高管的特征和企业社会绩效之间。在研究中，他们选择高管的职业背景和企业任期作为高管的特征变量。实证结果表明，企业高管的职业背景对企业社会绩效有显著的影响，其中，输出职能（output function）的背景具有正向的作用，生产职能（throughput function）的背景则具有负向的作用，而企业高管的任期对企业社会绩效的正向作用受到产业类型的调节，在社会绩效对利益相关者更明显的产业中有显著的表现。我国学者孙德升（2009）从高阶理论的视角出发系统分析企业高管团队和企业社会责任之间的关系。他在分析将高阶管理理论导入企业社会责任的前提条件的基础上提出企业高管团队和企业社会责任关系的理论模型，其中涉及高管团队的特征包括：年龄、职业经验、任期、教育、财务状况和异质性。目前的研究较少直接研究企业高管价值观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影响
[7]

 ，而这将成为本研究的主要内容。基于价值观的观点常常被用于解释关于新兴市场的社会行为（Muller ＆ Kolk，2010）。


注释


[1]学术界一般认为，企业社会责任和企业财务绩效关系的研究始于Moskowitz 1972年的研究。

[2]由于剔除了研究方法存在问题的9项研究，Roman分析的对象总共46项。

[3]在Griffin 等的分析中，有11 项研究得出二重结论，被重复统计，因此合计数为62 项。

[4]在Roman 等的分析中，有5 项研究得出二重结论，被重复统计，因此合计数为51 项。

[5]在Margolis 等的分析中，有20 项研究得出混合关系的结论，没有计入统计中，因此合计数为89

[6]这两方面的影响将在下一节中详细阐述。

[7]高阶管理理论在其他领域内的实证研究也基本上只涉及高管的基本特征。











3.3　企业高管价值观对企业社会责任行为的影响






本节主要基于高阶管理理论对企业高管价值观影响企业社会责任行为的过程进行深入分析，主要分为两个方面：①企业高管价值观对高管感知CSR环境的影响；②企业高管价值观对CSR选择的直接影响。

3.3.1　企业高管价值观对高管感知CSR环境的影响

由于企业高管进行CSR战略决策面对的环境主要是企业的利益相关者，因此本研究主要从利益相关者的角度说明企业高管价值观对高管感知CSR战略环境的影响。Mitchell，et al.（1997）提出了识别利益相关者的三个标准：①权力，利益相关者影响企业行为的权力；②合法性，利益相关者对企业要求的合法性；③紧急性，利益相关者的要求需要立即处理的程度。这三个标准成为识别利益相关者的属性。他们同时提出利益相关者显著性（salience）的概念，即管理者给予不同利益相关者要求的优先程度。他们进一步认为，管理者感知的利益相关者显著性和他们感知的利益相关者属性（权力、合法性和紧急性）正相关。Agle，et al.（1999）在Mitchell理论的基础上进行进一步拓展，在利益相关者的属性—显著性关系的基础上增加了企业社会绩效维度，认为管理者感知的利益相关者属性影响利益相关者的显著性，利益相关者的显著性影响企业社会绩效，如图3.2所示。因此，利益相关者的属性和利益相关者的显著性可以构成CSR战略环境的主要因素。

[image: ]
图3.2　企业高管价值观对其感知CSR环境的影响



资料来源：作者整理

企业高管价值观对利益相关者的属性和显著性的影响可由组织理论进行解释（Agle，et al.，1999）。根据企业的资源依赖理论（Preffer ＆ Salancik，1978），组织是不同利益主体的结合，并受控于关键资源并能引起CEO—管理者关注的主体。而且，利益相关者—代理理论认为，企业是管理者和利益相关者之间契约的集合体，管理者是这个集合体的中心结点，他们通过战略决策和资源配置协调不同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尽可能满足不同利益相关者的要求（Hill ＆ Jones，1992）。利益相关者被管理者关注的程度即利益相关者的显著性和管理者的感知有关，而这种感知取决于管理者的价值观，因为管理者的价值观影响个人的感知范围和关注焦点（Agle，et al.，1999），人们认为重要的东西往往和他们的价值观有关。企业高管对价值观和感知的关系尤其敏感，因为人们往往会对那些被认为是言行一致或行动和自己宣称的价值观一致的领导引起注意。在企业社会责任决策中，企业高管认为重要的利益相关者会首先进入高管的视野，而且被选择性感知，并对其属性（权力、合法性和紧急性）做出重要的解释，从而促进相应的企业社会责任行为；企业高管认为不重要的利益相关者可能不会进入高管的视野，或进入视野没有被选择性感知，或即使被选择性感知也会对其属性做出不重要的解释，从而降低相应的企业社会责任行为。因此，企业高管价值观在直接影响高管感知利益相关者显著性的同时（图3.2中用实线表示），会间接影响对利益相关者属性的判断（图3.2中用虚线表示）。

3.3.2　企业高管价值观对CSR选择的直接影响

从价值观的内涵可以看出，价值观对个人的行为选择具有导向作用。例如，Kluckhohn（1951）认为，价值观影响人们对行为方式、手段和目的的选择；Rokeach（1973）认为，价值观具有动机功能，而且不仅是评价性的，还是规范性的和禁止性的，是行动和态度的指导；Schwartz（1998）认为，价值观在一个人的生活中或其他社会存在中起着指导原则的作用；Williams（1968）指出价值观是偏好的标准，具有认知、情感、导向的特性，成为判断、偏好和选择的标准。行为的选择来自于特定情形下的动机，而动机部分取决于行为人的信念和价值观。大量的实证研究也表明，价值观和行为之间存在着紧密的联系（Nonis ＆ Swift，2001；Herche，1994；Fritzsche ＆ Oz，2007；McCarty ＆ Shrum，1993；等等）。

对于企业的社会责任行为，并不是由抽象的组织行动者实现的，而是由决策的具体个人（管理者）实现的（Wood，1990）。管理者在企业社会责任决策中具有一定的自由度，这个自由度并不是指企业社会责任的慈善公益责任，而是管理者在行动和决策领域中的自由度（Ackerman，1976）。此管理自由度存在的基础在于：①管理者所处的组织和社会环境充满选择；②管理者的行为并不完全被企业的程序、正式的工作界定、资源的可获得和技术所限制；③管理者在工作上是道德代理人。因此，Wood（1991）在其企业社会绩效模型的动机原则中建立个体层次的管理自由度，认为企业社会责任是对管理者作为道德代理人的期望，强调管理者个人的激励作用。尽管存在确定的不同类型的企业社会责任，但管理者对于如何履行这些社会责任具有选择权。这一原则同时意味着由于管理者拥有的自由度，管理者对履行社会责任负责，不能仅限于制度、规则和程序所界定的责任。

Swanson（1995）在重构的企业社会绩效模型中提出微观的企业社会责任原则，进一步强调作为企业高管的管理者在社会绩效中的作用，高管应合法使用自己的权力，同时追求企业的经济目标和生态目标，成为负责任的高管。她进一步认为，负责任的高管可以区分为：一种是限制损害利益相关者的行为；另一种是提供促进利益相关者利益的行为，而这种区分和高管的动机和个人价值观相关。虽然Swanson没有明确指出企业高管价值观和企业社会责任行为的直接关系，但却是首次把企业高管价值观引入企业社会责任的研究领域。这一观点得到Hemingway ＆ Maclagan（2004）的认同和强化，他们认为，“企业高管价值观和对某一社会事业的兴趣是企业社会责任的一个激励因素。”管理者的组织决策不仅受“官方”的目标所驱动，而且受管理者的价值观所驱动（Hemingway ＆ Maclagan，2004）。一个持有“股东至上主义”的CEO或TMT在企业决策中会更多地关注股东的利益，忽视其他利益相关者的要求，降低企业的社会责任行为；而一个持有“利益相关者理论”的CEO或TMT在企业决策中会考虑除股东之外的其他利益相关者的要求，提高企业的社会责任行为。Slater ＆ Dixon-Fowler（2009）在研究CEO国际工作经验和企业社会绩效关系时认为，CEO的国际工作经验会影响CEO的价值观，从而影响企业的社会责任行为。他们认为，一个对别人有更多责任的CEO更有可能鼓励企业做出慈善捐赠；一个同情困惑消费者的CEO更有可能追求产品质量的提高。

一些研究采用与价值观类似的概念——态度研究对CSR选择的影响。态度具有情境性，但和价值观相比，态度和行为的距离更近（金盛华等，2003）。Sturdivant ＆ Grinter（1977）研究认为，在企业与社会问题上持开放和宽容态度的企业高管更倾向于鼓励企业从事企业社会责任活动，尤其对生态环境、员工福利和消费者保护等问题做出积极反应，对企业与社会问题持保守和狭隘观点的企业高管，更倾向于抵制社会期望带来的压力，不愿对社会期望做出积极响应。Ullmann（1985）认为，企业关键决策者对待社会要求的反应模式（主动或被动）会影响企业社会绩效和企业社会责任信息的披露。Weaver，et al.（1999）认为影响企业社会绩效的因素有来自企业内部的因素，它反映关键管理者的承诺。他们进一步分析高管的伦理承诺影响企业的途径：①其他管理者通过社会学习接受高管的观点；②高管设置奖惩的标准，帮助界定可接受的行为；③高管的语言有助于形成一个解释的框架，强调伦理问题的重要性；④高管通过自己的行为有助于界定组织文化；⑤高管把伦理问题引入到员工常规的人事考评中。最后实证研究表明，企业高管的经济承诺支持伦理的简单分离方式（easily decoupled fashion），即企业的伦理计划及政策更多地停留在形式上，并没有渗透到企业的日常活动中；企业高管的伦理承诺支持伦理的组织一体化方式（organizationally integrated ways），即企业的伦理计划及政策渗透到企业日常活动中。

3.3.3　管理自由度的情景因素
[1]



高阶管理理论具有情景性，企业高管影响企业的战略和绩效具有权变特征，在某些情景下具有较强的预测性。Hambrick ＆ Finkelstein（1987）提出了管理自由度（managerial discretion）的概念，并认为，管理自由度对企业高管影响战略及绩效具有调节作用，管理自由度越大，企业高管的作用越明显，这已在实证中得到检验（Crossland ＆ Hambrick，in press；Finkelstein ＆ Hambrick，1990）。Wood（1991）在企业社会绩效模型中建立个人层次的管理自由度激励原则，认为该自由度是管理者在企业社会责任决策中拥有的自由度，但对于不同的企业来说，管理者在企业社会责任决策中的自由度是有区别的，有的企业管理者拥有的自由度较大，而有的企业管理者拥有的自由度较小。根据高阶管理理论的情景性，企业高管在企业社会责任决策中的自由度将影响企业高管价值观和企业社会责任行为之间的关系，高管的自由度越大，高管价值观和企业社会责任行为之间的关系越明显，反之，两者之间的关系不明显。高管的管理自由度取决于环境因素、组织因素和个人因素：①环境因素。环境允许变化的程度，包括国家文化、行业因素、环境的不确定性等，其中行业因素尤为突出，例如产品的差异化、需求不稳定性、低资金密集度、竞争性市场结构、市场增长、政府管制下的自由度；②组织因素。组织所拥有可能的行动以及给予高管形成和履行这些行动的程度，包括组织战略、组织结构、组织惯性、资源可获得性等；③个人因素。包括高管的个性、高管团队内部的互动等（Finkelstein ＆ Hambrick，1990；Carpenter，2004）。


注释


[1]高阶管理理论的情景因素包括管理自由度和工作需要，但由于目前的实证研究只考虑了管理自由度，因此本研究只考虑管理自由度的权变作用。











3.4　组织文化的中介作用：企业高管价值观—组织文化—企业社会责任行为






鉴于企业高管在组织文化形成中的作用以及组织文化对企业绩效的影响，本节进一步探讨组织文化在企业高管价值观影响企业社会责任行为中的中介作用，即企业高管价值观影响组织文化，而组织文化进一步影响企业社会责任行为。

3.4.1　企业高管价值观—组织文化

组织文化通常反映组织创始人的愿景和使命。由于创始人具有最初的想法，他们可能对如何实施这些想法有一定的倾向，他们不为已有的习惯或方式所限制。他们可能关注于积极进取或是像家人一样关爱员工。组织创始人通过描述组织应该是什么样子的方式来建立早期的文化。而且，大多数新成立的组织规模较小，这有助于创始人向组织的全体成员灌输他的愿景（罗宾斯等，2004）。研究表明，随着组织的成长和发展，创立者对组织日常活动做出决策，这些决策将影响组织对环境的反应，这些决策也形成了组织文化（Schneider，1995）。组织文化经创始人建立后，也可能以后被企业的高管们改变（Davis，1984；Kerr ＆ Slocum，2005），以适应环境变化的需要（Agle，et al.，1999；Schein，1992；Wally ＆ Baum，1994）。例如，郭士纳对IBM原有文化的改造，使得IBM的经营明显好转。但不管怎么样，企业的领导（高管）对组织文化的形成和发展负主要责任（Schein，1992）。

具体到企业高管价值观对组织文化的影响，其途径主要通过企业高管建立的企业组织架构（structure）、工作过程（process）、工作程序（procedures）等得以表现和强化，久而久之这些组织架构、工作过程和工作程序形成组织文化的基石。例如，Kerr ＆ Slocum（2005）认为，企业高管可以通过组织的奖励制度形成组织文化。而正是由于企业高管价值观不同，他们选择奖励的内容不同，不同的奖励制度导致不同的组织文化。再如，Schneider（1987）提出的吸引—选择—磨合ASA（attraction-selection-attrition）的过程。Schneider（1987）认为，组织的行为（体现组织文化）是其成员集体特征的结果，而成员的组成是组织ASA过程的结果。ASA的过程如图3.3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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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3　ASA 过程



资料来源：Schneider（1987）

图3.3的中心是目标，一般在组织创立者或高管的心中，通过他的行为得以表现，他的行为又形成组织的结构和过程。这些组织的结构和过程决定了被组织吸引、选择和留在组织的成员类型。同类型的人可能具有类似的特质，不仅做类似的工作，以类似的方式，而且在某一特定类型的组织工作。因此，人们基于自身特征和潜在工作组织特征的一致性的判断产生对某类组织的偏好，这就是“吸引”的过程。组织正式或非正式的选择过程在招聘过程中对人员进行筛选，使得进入组织的人员具有许多共同的个人特质，这是“选择”的过程。而“磨合”的过程是当人们发现和组织环境不适合时会选择离开。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的ASA过程使得组织成员之间呈现相似性，拥有相似的观点，共享行为处事的方式。而这源头来自于组织的创立者或高管的特征，包括个性、态度和价值观。因此，企业高管价值观影响企业的ASA过程，从而影响企业的组成成员，影响企业的行为，影响组织文化。

Berson（2009）进一步实证研究了CEO的价值观和组织文化的关系，研究也表明两者存在紧密关系。其中，自我导向的价值观（self-directive）和创新性导向的组织文化相关，安全的价值观（security）和官僚性的组织文化相关，慈善的价值观（benevolence）和支持性的组织文化相关。

3.4.2　组织文化—企业社会责任行为

1.组织文化对企业社会责任决策的影响

从组织文化的内涵可以看出组织文化对企业经营决策的影响。Peters ＆ Waterman（1982）认为，组织文化是由企业领导者积极倡导的，由企业领导者和职工恪守的共同信念或共同价值观。Pondy et al.（1983）把组织文化界定为一种社会的或规范的黏合剂，将组织凝聚成为一个整体，其所涵盖的价值观与社会理念为组织成员所共有。Wallach（1983）对组织文化的定义的是：企业内员工的一种共同认知，使员工了解在企业内应该如何做事的一套规则。Ouchi（1981）认为，一个企业的文化由传统和风气所构成，包含着一个企业用于确定活动、意见和行为方式并且不断传递的价值观。Pascale ＆ Athos（1981）指出，组织文化是指导企业制定员工和顾客政策的宗旨，是“进取、守势、灵活性——即确定活动、意见和行为模式的价值观”。Barney（1986）的观点是：组织文化由价值、信仰、假设、象征所形成的复杂集合，用来指引企业的行为模式。Lorsch（1986）把组织文化界定为高级主管的共同信念，基于此高级主管知道如何管理自己与员工，并晓得企业应如何经营。

由上可知，组织文化是企业员工共同认知的价值观和信念，对员工的行为和企业的行为具有导向作用，约束人们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虽然这些约束有时不够清晰，甚至很少被谈论，但它确实存在。组织文化和管理者的行为之间联系尤为明显。例如，一个组织的文化认为，削减费用能提高利润，而且低速平稳增长的季度收入能给企业带来最佳利益，那么管理者不可能追求创新的、有风险的、长期的或扩张的计划。再如，在一个对员工不信任的组织文化中，管理者更有可能采取独裁的领导方式，而不是民主的领导方式，因为组织文化把什么是恰当的行为传递给了管理者（罗宾斯等，2004）。因此，组织文化同样对管理者的企业社会责任决策产生影响。在支持企业社会责任的组织文化中，更有利于管理者做出促进企业社会责任行为的决策，相反则不利于管理者的企业社会责任决策。组织文化对企业社会责任决策的影响一方面强化了企业高管价值观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影响，另一方面也为企业高管的企业社会责任决策提供组织支持。

2.员工行为对企业社会责任表现的作用

在组织文化和企业绩效的关系中，Schein（1985）认为，组织文化对企业绩效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帮助组织适应外部环境；其二，整合组织内部的各个要素。优秀的组织文化能够提高员工的凝聚力，提高员工的工作效率，有利于企业树立和维护品牌，同时能够降低企业的管理、组织成本，最终提升企业的竞争力。当组织文化产生的效益大于其管理成本时，组织文化便创造了价值。Schneider（1990）分析了组织文化对组织绩效影响的过程，组织文化通过影响人力资源的管理实践、影响组织氛围，进而影响员工的工作态度、工作行为以及对组织的奉献精神，最终影响组织的绩效。Ferris等（1992）也提出了类似的观点，组织文化通过人力资源管理系统、组织氛围等因素影响组织的绩效，但他们进一步强调了组织灵活性在此影响过程中的重要性。Grisaffe（2000）在综合观念模型中认为，组织文化不仅影响员工的观念和态度，还会影响顾客和其他利益相关者的观念和态度，而且员工的行为会直接影响顾客和其他可能接触到的利益相关者，从而影响企业的财务绩效。我国学者吴志霞（2006）则从利益相关者角度研究组织文化和企业绩效的关系，她认为组织文化会直接影响所有的利益相关者，组织文化也会在利益相关者之间进行传递，从而间接影响企业的利益相关者，其中员工向利益相关者传递组织文化和利益相关者向顾客传递组织文化最为关键，这些直接和间接的作用会影响利益相关者的行为，从而提高或降低企业的绩效。吴志霞（2005）在分析组织文化影响企业绩效的机制时提出三条途径：①组织文化—顾客—财务绩效；②组织文化—员工—顾客—财务绩效；③组织文化—其他利益相关者—社会绩效—顾客—财务绩效。这三条途径虽然作用的路径存在差异，但最终都是通过影响顾客实现的。她进一步认为，组织文化影响最大的是组织成员，组织成员是组织文化习得、吸收、传承的载体，是组织文化发挥作用的核心影响因素。

鉴于组织文化影响企业绩效的机制，笔者认为，组织文化影响企业的社会责任表现也存在着类似的作用机理，组织文化影响企业社会责任表现最主要的中介力量来自员工的态度和行为，组织文化影响员工对企业社会责任的态度和承诺，进而影响员工在企业对其他利益相关者履行责任时的投入，最终影响企业的社会责任表现，即组织文化—员工的CSR态度—员工的CSR投入（当企业对其他利益相关者履行社会责任时）—企业社会责任表现，如图3.4所示。在支持企业社会责任的组织文化中，容易形成员工对企业社会责任的较高承诺，提高员工在企业社会责任活动中的投入，提高工作效率，从而提高企业社会责任表现；而在不支持企业社会责任的组织文化中，员工对企业社会责任的承诺和投入将大大降低，不利于提高企业社会责任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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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4　组织文化通过员工的CSR态度及行为影响企业社会责任表现



资料来源：作者整理

3.CSR员工类型对企业社会责任行为的影响

在组织文化影响企业社会责任的过程中，对于员工的行为，积极的企业社会创业者（corporate social entrepreneur）（Hemingway，2005）在其中发挥重要的作用。

Hemingway（2005）认为，企业社会责任需要企业所有员工个人道德责任在企业活动中的贡献。她在文中首次提出企业社会创业者的概念，指的是在企业中以社会创业方式工作，受社会目标所驱动的员工，能识别企业社会责任的机会和（或）支持企业社会责任行为。她从组织文化和个人价值观两个维度对员工的类型进行划分，组织文化是横轴，有支持企业社会责任的组织文化和不支持企业社会责任的组织文化；纵轴是员工的个人价值观，分为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最终形成四种CSR的员工类型
[1]

 ：困惑的企业社会创业者、积极的企业社会创业者、缺乏兴趣者和服从者，如图3.5所示。前面两类属于企业社会创业者，其显著特征是具有集体主义的个人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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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5　CSR的员工类型



资料来源：摘自Heymingway（2005）

困惑的企业社会创业者拥有集体主义的价值观，但处在一个不支持企业社会责任的环境中，困惑的企业社会创业者具有进行企业社会责任活动的愿望，但可能保持道德的沉默，或不作为，也有可能寻求把企业社会责任纳入更理性的经济活动中，或隐蔽地从事企业社会责任活动。

积极的企业社会创业者拥有集体主义的价值观，处在支持企业社会责任的环境中。积极的企业社会创业者可能是企业的高管，他们能够激发支持企业社会责任的组织文化，并在此文化中进行企业社会责任的活动，当然积极的企业社会创业者并不一定只限制于企业的管理层，也可能存在于普通的员工中。

缺乏兴趣者对企业社会责任活动不感兴趣，不认同企业社会责任的价值，同时由于所处的组织文化不支持企业社会责任，使得这类员工甚至会阻止企业社会责任活动。

服从者内在并不具备从事企业社会责任的愿望，但受支持企业社会责任文化的影响，被动、正式地进行企业社会责任活动。

在上述四种员工类型中，积极的企业社会创业者最能识别企业社会责任的机会或支持企业的社会责任活动，对企业社会责任的贡献最大，其次是服从者或困惑的企业社会创业者，对企业社会责任贡献最小的员工类型是缺乏兴趣者。根据上述对员工类型的界定，在支持性的组织文化中，员工类型主要是积极的企业社会创业者和服从者；而在非支持性的组织文化中，员工类型主要是困惑的企业社会创业者和无兴趣者。显然，和非支持性的组织文化相比，支持性的组织文化更有利于促进企业的社会责任行为。组织文化通过影响CSR的员工类型影响企业社会责任行为，即组织文化—CSR的员工类型—企业社会责任行为，如图3.6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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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6　组织文化通过CSR员工类型对企业社会责任行为的影响



资料来源：作者整理

综上所述，组织文化主要通过影响管理者的CSR决策、员工的CSR态度和投入以及CSR的员工类型等三条路径实现对企业社会责任行为的影响。在企业社会责任研究中，一些学者已初步建立了组织文化和企业社会责任的联系。Swanson（1995）在重塑的企业社会绩效模型中提出组织文化和规范化过程的维度，把高层的决策和组织文化联系在一起，而规范化的高层决策和企业的社会响应、企业的社会项目及政策有关。Heugens，et al.（2008）确信，组织共有的价值体系是组织善举的显著来源，尤其外部环境呈现不一致的期望时。Maignan，Ferrell ＆ Hult（1999）从实证的角度研究组织文化对企业公民的影响，认为组织文化是企业公民的前提，实证结果表明，市场导向的组织文化和人性化的组织文化导致主动的企业公民。


注释


[1]为了表述方便，笔者将此员工类型称为CSR的员工类型。











3.5　本章小结






本章始于企业社会责任动因的讨论，包括经济动因、制度动因和伦理动因。调查显示，伦理动因已成为我国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主要推动因素之一。但基于伦理动因的企业社会责任研究较少被关注，而且又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因此本研究从企业社会责任的伦理动因出发，运用高阶理论分析企业高管价值观对企业社会责任行为的影响机制，主要通过影响高管对企业社会责任环境的感知和企业社会责任最终的选择实现的。同时，运用组织文化理论分析组织文化在企业高管价值观和企业社会责任行为之间的中介作用，企业高管价值观影响组织文化，而组织文化影响企业社会责任行为。在影响企业社会责任行为的过程中，组织文化主要通过影响管理者的企业社会责任决策、影响员工的企业社会责任的态度和投入以及企业社会责任的员工类型等三条路径实现的。本章对企业高管价值观影响企业社会责任行为的机理分析为下一章概念模型的提出和研究假设的建立提供了理论基础。









第4章　概念模型与研究假设




4.1　概念模型



根据上述企业高管价值观对企业社会责任行为的影响机理，本研究提出以下三个基本的概念模型：

4.1.1　企业高管价值观—企业社会责任行为

第一个概念模型基于高阶管理理论反映企业高管价值观对企业社会责任行为的影响。该影响主要通过企业高管价值观影响高管对企业社会责任环境的感知和对企业社会责任最终选择的影响而实现的。该概念模型如图4.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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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1　企业高管价值观—企业社会责任行为的模型



4.1.2　企业高管价值观—组织文化—企业社会责任行为

第二个概念模型基于组织文化理论反映组织文化在企业高管价值观和企业社会责任行为之间的中介作用。企业高管通过企业的结构、过程和程序把自己的价值观融入组织环境中形成组织文化，通过组织文化影响管理者的企业社会责任决策，影响员工对企业社会责任的态度和投入，影响企业社会责任的员工类型，从而影响企业的社会责任行为。该概念模型如图4.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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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2　企业高管价值观—组织文化—企业社会责任行为的模型



4.1.3　企业资源的调节作用

根据高阶管理理论，企业高管的特征在企业战略及绩效的反映程度取决于高管的管理自由度，管理自由度对上述关系具有调节作用。管理自由度和环境因素、组织因素和个人因素有关（Finkelstein ＆ Hambrick，1990；Carpenter，2004）。在高阶管理理论的实证研究中，目前主要用企业资源对管理自由度进行测度（Finkelstein ＆ Hambrick，1990；Crossland ＆ Hambrick，2005），因此，本研究也将企业资源作为衡量高管管理自由度的指标。第三个概念模型为企业资源对企业高管价值观和企业社会责任行为关系的调节作用，在组织资源充裕的条件下，企业高管价值观对企业社会责任行为的影响越显著。同时，根据企业财务绩效和企业社会绩效的关系，企业资源对企业社会责任行为具有直接的影响。该概念模型如图4.3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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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3　企业资源调节作用的模型













4.2　研究假设






本节主要针对研究所涉及的主要变量（价值观、组织文化和企业社会责任）进行分维度讨论，进一步探讨变量之间的相互关系，建立研究假设。

4.2.1　企业高管价值观—企业社会责任表现
[1]



如前文所述，企业高管价值观主要通过影响高管的CSR环境感知以及CSR的最终选择来影响企业的社会责任行为。本节主要从价值观的具体维度进一步阐述和企业社会责任行为的关系。

对于价值观具体维度的划分方法，目前研究中主要三种：①Allport等的价值观研究量表；②Rokeach的The Value Survey；③Schwartz的SVS（Schwartz Value Survey）。当然，学术上影响最大的是Schwartz的SVS。Schwartz等人（1992，1994，1995）在跨文化价值观研究中编制了Schwartz价值观量表，试图描绘出一个世界范围的价值观地形图（geography of values），将各个文化标识在相对的位置上。他的研究包括了57项价值观，用以代表自我超越、自我提高、保守、对变化的开放性态度等4个维度的10个普遍的价值观动机类型。Schwartz提炼的10个价值观动机，包括普遍性、慈善、权力、成就、传统、遵从、安全、自我定向、刺激和享乐。其中，普遍性价值观动机是指为了所有人类和自然的福祉而理解、欣赏、忍耐、保护，例如：社会公正、心胸开阔、世界和平、智慧、美好的世界、与自然和谐一体、保护环境、公平；慈善价值观动机是指维护和提高那些自己熟识的人们的福利，例如：帮助、原谅、忠诚、诚实、真诚的友谊；权力价值观动机是指社会地位与声望、对他人以及资源的控制和统治，例如：社会权力、财富、权威等；成就价值观动机是指根据社会的标准，通过实际的竞争所获得的个人成功，例如：成功的、有能力的、有抱负的、有影响力的等等；传统价值观动机是指尊重、赞成和接受文化或宗教的习俗和理念，例如：接受生活的命运安排、奉献、尊重传统、谦卑、节制等（杨宜音，1998）。Schwartz进一步把慈善和普遍性价值观动机归属于自我超越维度，权力和成就的价值观动机归属于自我提高维度。显然，自我提高维度和自我超越维度相对，体现的是激励人们提高自身利益的程度或激励人们超越自身利益，促进他人（不管是亲近的或疏远的）和人类利益的程度。而且，通过Schwartz的研究发现，权力、成就、享乐、刺激和自我定向的价值观动机被认为是服务个人利益，而慈善、传统和遵从的价值观动机服务集体利益，普遍性和安全的价值观既有服务集体利益，又有服务个人利益。因此，包含慈善和普遍性动机的自我超越价值观更多地服务于集体利益，属于集体主义的价值观；而包含权力和成就动机的自我提高价值观服务于个人利益，属于个人主义的价值观。

对于企业社会责任，早已突破了狭义的企业社会责任概念（即为股东赚取最大利润）。从企业社会责任的对象来说，已从单一的股东扩展为企业更多的利益相关者，包括股东、员工、客户、合作伙伴、自然和资源、社会公众等，企业不仅应对股东利益负责，而且应对界定清晰的其他利益相关者负责（Freeman，1984）；从企业社会责任的内容来说，已从简单的经济法律责任走向伦理和慈善的责任，经济责任、法律责任、伦理责任和慈善责任已构成企业社会责任基本内容，而且而且伦理责任和慈善责任显示越来越重要（Carroll，1979）。在这转变的过程中，正义和权利成为企业社会责任的主基调，而且更加强调实现社会的集体福利，例如，Frederick认为“企业社会责任应增加总体的社会经济福利”；Steiner（1971）认为“企业应帮助社会实现其基本目标”；经济发展委员会（CED）（1971）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定义是：“满足社会需要，使社会满意”。

与此同时，一些学者已建立起集体主义的价值观和企业社会责任行为的联系。Hemingway（2005）在构建企业社会创业者的概念时认为，集体主义的价值观是形成企业社会创业者的重要因素，集体主义价值观能够驱动人们支持在企业范围内的社会责任行为。Agle，et al.（1999）认为，CEO的集体主义价值观（other regarding）影响CEO对利益相关者权力、合法性和紧急性的感知，和非股东利益相关者的显性正相关，和股东利益相关者的显性负相关，从而和企业社会责任表现正相关。集体主义的价值观强调与利益相关者的联结，其中心是整个系统，而个人主义的价值观（self-regarding）强调的是企业在与利益相关者联结的中心地位，对利益相关者关系管理的目的是企业或管理者的利益。集体主义的价值观会更多地考虑系统公平和权利的问题，从而促进企业的社会责任行为。因此，集体主义的价值观更有利于促进企业社会责任行为，而个人主义价值观则不利于企业社会责任行为。

综上所述，属于集体主义的自我超越价值观有利于促进企业社会责任行为，提高企业社会责任表现，而属于个人主义的自我提高价值观则不利于企业社会责任行为，对企业社会责任表现具有负向影响。如图4.4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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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4　企业高管价值观—企业社会责任表现的研究假设



本研究的企业社会责任表现具有三个维度：商业关系、环境资源和慈善公益，分别被称为企业社会责任表现1、企业社会责任表现2、企业社会责任表现3。
[2]

 企业高管价值观对企业社会责任表现的影响在具体维度上也同样成立。

因此，本研究提出以下假设：

H1：企业高管的自我超越价值观对企业社会责任表现具有正向的影响；

H1a：企业高管的自我超越价值观对企业社会责任表现1具有正向的影响；

H1b：企业高管的自我超越价值观对企业社会责任表现2具有正向的影响；

H1c：企业高管的自我超越价值观对企业社会责任表现3具有正向的影响；

H2：企业高管的自我提高价值观和企业社会责任表现具有负向的影响；

H2a：企业高管的自我提高价值观和企业社会责任表现1具有负向的影响；

H2b：企业高管的自我提高价值观和企业社会责任表现2具有负向的影响；

H2c：企业高管的自我提高价值观和企业社会责任表现3具有负向的影响。

4.2.2　企业高管价值观—组织文化

由于组织文化存在多种维度，涉及内容较为广泛，因此在实证研究中往往根据研究的具体内容选择组织文化的某一方面或某些方面的特征。根据本研究选择的价值观内容，即自我提高和自我超越，以及企业社会责任的特点，本研究选择组织文化的人本主义和竞争导向两个维度进行研究，作为企业高管价值观影响企业社会责任行为的中介变量。这两个维度也是组织文化在管理研究中的常用维度，研究显示对管理实践有显著影响（Cooke ＆ Hartmann，1989；Cooke ＆ Rousseau，1988；Kilman ＆ Saxton，1983；Xenikou ＆ Furnharn，1996）。

竞争导向的组织文化强调的是在工作中的获胜和个人成功（Cooke ＆ Rousseau，1988；Kilman ＆ Saxton，1983）。一个以内部竞争导向为特征的企业往往鼓励员工取得更高的绩效，而忽视对他人的影响（Cooke ＆ Hartmann，1989）。

人本主义的组织文化是组织文化研究中一个重要内容，许多学者对组织文化的界定及分类和人本主义有关。Wallach的支持性文化指的是员工非常友好、公平，企业是一个开放、温暖、和谐的环境，就像是家庭的延伸。Goffee ＆ Jones（1998）对组织文化的社交性维度进行了界定，认为它是感情关系的衡量，而非工具性的，朋友之间共享观点、态度、兴趣、价值观，大家平等交往，在这样的环境中，没有事先设定的“交易”。在另外一些组织文化的研究中，员工导向成为组织文化的一个重要维度（Hofstede et al.，1990；Reynolds，1986；O’Reilly的OCP）或划分标准（Goffee ＆ Jones，1998）。

自我超越的价值观强调的是超越自身利益，促进他人（不管是亲近的或疏远的）和人类的利益。因此，拥有自我超越价值观的企业高管更加关注他人的利益，密切关注员工的需要，鼓励相互合作或相互支持的行为，维护与员工或员工之间的关系（Berson，2008），并在企业中会有意塑造这些行为，关注这些行为，鼓励这些行为，并通过ASA过程使得企业的员工具有同样的理念，通过企业的结构、过程、程序等进行不断地强化，最终在企业形成和维持人本主义的组织文化。同时，Berson（2008）的实证研究显示，作为自我超越价值观重要内容的慈善动机和支持性的文化存在正向关系。因此，企业高管的自我超越价值观对人本主义的组织文化具有正向的影响。同样的逻辑，企业高管自我提高的价值观强调的是自身利益的提高，通过企业高管价值观影响组织文化的途径有利于竞争导向组织文化的形成。因此，企业高管的自我提高价值观对竞争导向的组织文化具有正向的影响。企业高管价值观和组织文化的关系如图4.5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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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5　企业高管价值观—组织文化的研究假设



因此，本研究提出以下假设：

H3：企业高管的自我超越价值观对人本主义的组织文化具有正向的影响；

H4：企业高管的自我提高价值观对竞争导向的组织文化具有正向的影响。

4.2.3　组织文化—企业社会责任表现

人本主义的组织文化强调员工之间的合作、和谐的重要性，在此组织中，员工相互支持、相互帮助，对他人的意见和建议感兴趣，关心他人的需要，在涉及他人的决策中考虑别人（Cooke ＆ Hartmann，1989）。在人本主义的组织文化中，关爱和和谐的价值观和政策不仅适用于员工，也适用于其他利益相关者（Maigan，1999）。在人本主义较高的组织环境中，有利于管理者的企业社会责任决策，组织及其成员更愿意将精力、资源和时间投入公共事务或非经济利益的行为中去（Cooke ＆ Hartmann，1989）。另外，从人本主义的组织文化的内涵可以看出，人本主义的组织文化属于对企业社会责任是支持性的组织文化，有利于积极的企业社会创业者和服从者的形成，从而促进企业的社会责任行为。Maigan的实证研究显示，人本主义的组织文化导致主动的企业公民。Brickson（2005）在研究企业身份导向和利益相关者管理的关系时也表明，关系主义和集体主义身份导向（类似于人本主义的组织文化）的组织更加关心组织个体利益之外的社会福利和环境利益。因此，人本主义的组织文化不仅有利于提高企业在员工方面的绩效，而且对和谐关系的关注有利于改善企业和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关系，从而促进企业社会责任行为，提高企业社会责任表现。

竞争导向的组织文化强调的是在工作中的获胜和个人成功（Cooke ＆ Rousseau，1988；Kilman ＆ Saxton，1983）。一个以内部竞争导向为特征的企业往往鼓励员工取得更高的绩效，而忽视对他人的影响（Cooke ＆ Hartmann 1989）。由于竞争导向的组织文化优先考虑的是个人的成功，该组织文化将导致企业忽视其利益相关者的要求和利益，不利于管理者的企业社会责任决策，而且组织成员也更加关注自身的利益，降低他们在企业社会责任活动中的投入，不利于提高企业社会责任表现。同时，竞争导向的组织文化属于企业社会责任的非支持性组织文化，在该组织中的CSR员工类型属于困惑的企业社会创业者或无兴趣者，不利于促进企业社会责任行为。因此，竞争导向的组织文化对企业社会责任表现具有负向影响。

组织文化和企业社会责任表现的关系如图4.6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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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6　组织文化—企业社会责任表现的研究假设



因此，本研究提出以下假设：

H5：人本主义的组织文化对企业社会责任表现具有正向的影响；

H6：竞争导向的组织文化对企业社会责任表现具有负向的影响。

4.2.4　企业资源的调节作用

1.企业资源的调节作用

在现有高阶管理理论的实证研究中，主要以组织资源作为衡量高管管理自由度的变量，对企业高管的特征和战略及绩效之间的关系起到调节作用（Finkelstein ＆ Hambrick，1990；Crossland ＆ Hambrick，2005）。因此，本研究以企业资源作为情景因素，调节企业高管价值观和企业社会责任表现的关系，提出如下假设：

H7：企业资源对企业高管的自我超越价值观和企业社会责任表现之间的关系有调节的作用。在企业资源充裕的条件下，企业高管的自我超越价值观和企业社会责任表现的关系越显著。

H8：企业资源对企业高管的自我提高价值观和企业社会责任表现之间的关系有调节的作用。在企业资源充裕的条件下，企业高管的自我提高价值观和企业社会责任表现的关系越显著。

2.企业资源对企业社会责任表现的作用

企业资源对企业高管价值观和企业社会责任表现的关系具有调节作用，同时，根据企业财务绩效和企业社会责任关系的研究，企业资源对企业社会责任表现具有直接的影响。

Ullman（1985）指出，在企业社会绩效和企业财务绩效的关系研究中，企业财务绩效应作为自变量，而不是应变量。他认为，“财务绩效决定了企业社会利益要求的相对地位和受企业高管关注的程度。在低盈利和高债务时期，企业的经济利益要求优先于社会利益要求……企业的财务绩效影响企业履行社会要求的财务能力”。McGuire et al.（1988）通过实证研究认为，具有较高财务绩效和较低风险的企业更有能力承担企业社会责任行为，并且把企业财务绩效作为影响社会责任的因素来考虑更富有成效。Chen ＆ Metcalf（1980）在研究企业污染控制和财务绩效关系时持有相同观点：“一个高盈利的企业比一个低盈利的企业更有可能采取减排的行为。”Roberts（1992）指出，财务绩效导致更高的企业社会责任水平，而不是相反。Margolis ＆ Walsh（2003）在综述中发现，在企业财务绩效和企业社会绩效关系的研究中，把企业社会绩效作为被解释变量，企业财务绩效作为解释变量的研究共有22项，其中大多数研究（16项）显示企业财务绩效对企业社会绩效具有正向的影响。

但Buchholtz，et al.（1999）在解释企业财务绩效和企业社会责任表现关系研究结论不一致时指出，在此研究中运用财务指标存在不足，因为相同的财务绩效对于不同的企业来说意义是不同的，这取决于企业所处的行业和竞争环境。虽然企业的财务绩效能显示企业总体的利润水平，但无法显示企业是否用完这些利润，是否有利润用于其他地方。一个企业生存所需要的利润不仅和所处的行业有关，也和企业在特定时间的特定需要和行动有关。因此，他们认为，相对于企业所处的行业和直接需求的可获得资源，能更好地度量企业可用于企业社会责任的资源，他们把它界定为组织弹性（slack），组织弹性能影响管理者对环境的感知（Cheng ＆ Kesner，1997；Litschert ＆ Bonham，1978），从而影响企业的决策。因此，他们在研究中采用企业资源来替代财务指标。本研究采用Buchholtz的观点，运用企业资源的指标，企业的资源有利于提高企业社会责任表现，因此提出如下假设：

H9：企业资源对企业社会责任表现具有正向的影响。


注释


[1]由于本研究运用企业社会责任表现衡量企业社会责任行为的结果，因此在本节提出的研究假设中运用企业社会责任表现替代企业社会责任行为。

[2]本研究在对企业社会责任表现的量表进行效度检验时，发现企业社会责任表现的三个维度，并做了相应的解释，具体详见6.2.1部分。











4.3　本章小结






本章在前章机理分析的基础上提炼了本研究的三个概念模型，厘清研究变量的基本关系。三个概念模型分别是：①基于高阶管理理论，企业高管价值观对企业社会责任行为的影响，即企业高管价值观—企业社会责任行为；②基于组织文化理论，组织文化在企业高管价值观和企业社会责任行为之间的中介作用，即企业高管价值观—组织文化—企业社会责任行为；③基于高阶管理理论，企业资源对企业高管价值观和企业社会责任行为关系的调节作用。在概念模型的基础上，针对企业社会责任的研究内容，选择价值观和组织文化的具体维度，讨论具体的价值观、组织文化与企业社会责任行为的关系，并建立15个研究假设：

H1：企业高管的自我超越价值观对企业社会责任表现具有正向的影响；

H1a：企业高管的自我超越价值观对企业社会责任表现1具有正向的影响；

H1b：企业高管的自我超越价值观对企业社会绩效2具有正向的影响；

H1c：企业高管的自我超越价值观对企业社会责任表现3具有正向的影响；

H2：企业高管的自我提高价值观和企业社会责任表现具有负向的影响；

H2a：企业高管的自我提高价值观和企业社会责任表现1具有负向的影响；

H2b：企业高管的自我提高价值观和企业社会责任表现2具有负向的影响；

H2c：企业高管的自我提高价值观和企业社会责任表现3具有负向的影响；

H3：企业高管的自我超越价值观对人本主义的组织文化具有正向的影响；

H4：企业高管的自我提高价值观对竞争导向的组织文化具有正向的影响；

H5：人本主义的组织文化对企业社会责任表现具有正向的影响；

H6：竞争导向的组织文化对企业社会责任表现具有负向的影响。

H7：企业资源对企业高管的自我超越价值观和企业社会责任表现之间的关系有调节的作用。在企业资源充裕的条件下，企业高管的自我超越价值观和企业社会责任表现的关系越显著。

H8：企业资源对企业高管的自我提高价值观和企业社会责任表现之间的关系有调节的作用。在企业资源充裕的条件下，企业高管的自我提高价值观和企业社会责任表现的关系越显著。

H9：企业资源对企业社会责任表现具有正向的影响。

综上所述，企业高管价值观、组织文化和企业社会责任表现的关系可以总结为如图4.7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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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7　研究模型和假设











第5章　研究设计与研究方法




5.1　问卷的设计



在管理的实证研究中，既可以采取客观的数据，也可以采取主观的数据。由于本研究涉及的内容没有现成的客观数据，因此主要通过调查问卷采取主观评价的方法获取研究所需的数据。

1.问卷的主要内容

该研究的主要目的是考察企业高管价值观、组织文化和企业社会责任行为之间的关系，包括企业高管价值观和企业社会责任行为的直接关系，以及企业高管价值观通过组织文化对企业社会责任行为的影响，即组织文化在企业高管价值观和企业社会责任行为之间的中介作用。根据验证理论模型和研究假设的需要，本研究的调查问卷主要包括七个部分的内容。

第一部分：填写人的基本信息，包括填写人的职位、部门、在企业的年限、认识企业董事长的年限。填写人的基本信息主要用于判读填写人所填信息的真实性和可靠性，可根据填写人的基本信息对样本进行筛选。

第二部分：企业的基本信息，包括企业的性质、所属行业、现有员工人数、销售规模、资产规模、成立年限等，这些信息主要用于对控制变量的测量。

第三部分：企业董事长的基本信息，包括性别、年龄、任职时间、主要职业、教育程度、股权、薪酬等，这些人口统计信息作为企业董事长价值观的简单替代。

第四部分：企业董事长价值观的信息。具体内容来源于相应变量的测量。

第五部分：企业的组织文化信息。具体内容来源于相应变量的测量。

第六部分：企业社会责任表现和企业资源的信息。具体内容来源于相应变量的测量。

第七部分：企业社会责任动因的调查。本研究对企业最常见的企业社会责任行为的动因进行调查，这和本研究的出发点即企业社会责任的伦理动因有关。动因调查涉及的企业社会责任行为主要包括：慈善公益活动、环境保护、节约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的利用、在员工方面的投入。调查要求企业回答参与上述企业社会责任活动的原因，选择相应的测量题项（多项选择）。其中，企业社会责任原因的测量题项是根据现有相关文献的研究进行设计，主要分为经济动因、制度动因和伦理动因等三大类。

2.问卷设计的过程

问卷质量的好坏直接关系到研究数据的真实性和有效性，最终关系到研究结论的可靠性和科学性，因此在实证研究中至关重要。为了提高问卷的质量，本研究主要采取以下步骤和方法对问卷设计的过程进行控制。

（1）通过文献研究和实地访谈提高研究量表的内容效度。在问卷中最核心的部分主要是对研究变量的测度，包括企业高管的自我超越价值观、自我提高价值观、人本主义的组织文化、竞争导向的组织文化、企业社会责任表现等。本研究首先对上述变量在现有实证研究中的测量进行仔细研读，并进行借鉴，设计本研究的初步量表；然后利用学术团队的项目机会，对相关管理者进行访谈，加深对企业高管和企业社会责任关系的理解，对初步量表进行修正，主要是研究量表的有些内容和国内企业不符，或是和企业的现在实际情况不符。

（2）征求学者的意见。根据修正的量表设计初步的调查问卷，将调查问卷在学术团队中进行讨论，并与企业社会责任领域的研究学者进行讨论，征求他们的意见，对调查问卷进行修改和完善。

（3）调查问卷的试调研。问卷经过初步设计后，笔者选择了杭州两家不同类型的企业进行了深入的试调研。其中一家为中小型的软件开发企业，另一家为大型的制药企业，是一家上市公司。试调研的主要目的是想了解企业是否能明白问卷的内容，以及在填写过程中是否存在一些问题。笔者将调查问卷发给上述两家公司的相关副总经理，请他们仔细阅读并填写。然后笔者和对方约好时间亲自到企业去听取他们对问卷的意见。他们反馈的主要意见是：第四部分“企业董事长价值观的信息”中的前四个价值观的内容不太容易填写，因为这些价值观内容比较抽象，在平时的工作中不容易表现。因此，本研究对这些价值观内容进行了进一步细化，并增加了填写人和企业董事长认识年限的测量项目，以便对样本数据中相关信息的有效性进行判断，最终形成了向样本企业发放的调查问卷，如附录1所示。











5.2　变量设置与测量






根据前章所述的概念模型和研究假设，本研究的被解释变量为企业社会责任表现，解释变量为企业高管价值观，中介变量为组织文化，调节变量为企业资源。

5.2.1　被解释变量：企业社会责任表现

企业社会责任表现的测量涉及测量主体、测量标准和测量基础。最理想的测量方法是由独立的第三方在真实的企业社会责任信息基础上采取客观的标准进行测量。但这要求较为苛刻，就我国目前的情况来看：首先，并没有独立的第三方在做企业社会责任的测量工作；其次，如果采取客观的标准，涉及企业的数据和信息较多，在研究中很难获得；最后，一些企业提供的企业社会责任报告缺乏第三方的审计，其真实可靠性值得商榷。因此，在我国的学术研究中，最为常见的企业社会责任表现测量方法是调查问卷法，研究者根据企业社会责任涉及的内容设计测量项目，被调查者（企业）根据企业的实际情况进行回答，研究者再根据企业的回答判断企业社会责任表现的情况。在采用调查问卷的方法中，应尽量提高问卷的效度和信度来弥补此方法的不足。

本研究对企业社会责任表现的测量主要采取利益相关者的分析框架，测量企业满足利益相关者要求的程度。具体涉及的利益相关者及内容在现有的测量方法中都有所体现。例如，《财富》的声誉评级法中社会指标主要包括：创新、产品和服务质量、人才吸引、培养与使用、社区和环境责任；KLD指标涉及的内容：社区关系、员工关系、环境保护、产品特征、员工多样化、涉足军火、涉足原子能业务和在南非的业务；Clarkson（1995）RDAP量表针对企业的典型利益相关者是：员工、股东、客户、供应商、公众等；我国学者李立清的企业社会责任信度评估体系主要以员工责任为主，还包括商业道德（消费者、债权人、公众权益）和社会公众行为（主要是公益活动）；姜万军的企业社会绩效评价体系涉及的主要内容是：经济关系、社会关系和自然关系。其中，经济关系涉及的利益相关者主要是股东和社区（税收和就业），社会关系涉及的利益相关者主要是员工、顾客与商业伙伴；自然关系涉及的利益相关者主要是自然环境。

根据现有的研究和对企业的访谈，本研究围绕投资者、员工、客户、环境和资源、社会公众等主要的利益相关者，基于他们对企业的基本利益诉求来设计测量项目，测量注重结果导向，测量企业满足利益相关者要求的程度。其中，投资者对企业的要求主要是股东要求的投资回报、企业发展和债权人对企业偿还债务的要求；员工对企业的要求主要体现在薪酬、工作环境、工作时间、培训和发展等方面；客户对企业的要求主要是产品或服务的质量、售后服务和价格；企业在环境和资源方面的责任主要是环境保护的投入、生产原材料的环保程度、生产过程的环保程度、能耗水平、可再生能源或材料的使用等；社会公众对企业的要求主要是企业的慈善和公益活动。每个测量项目采取7级李克特评价方法。测量项目的具体内容如表5.1所示。

表5.1　企业社会责任表现的测量项目




	序号
	利益相关者
	代　码
	测量项目



	1
	投资者
	S1
	股东对投资回报的满意程度



	S2
	股东对企业发展的满意程度



	S3
	债权人对企业偿还债务的满意程度



	2
	员工
	S4
	员工对薪酬的满意程度



	S5
	员工对工作环境的满意程度



	S6
	员工对工作时间的满意程度



	S7
	员工对企业提供的培训和发展的满意程度



	3
	客户
	S8
	客户（消费者）对企业产品质量的满意程度



	S9
	客户（消费者）对企业产品售后服务的满意程度



	S10
	客户（消费者）对企业产品价格的满意程度



	4
	环境和资源
	S11
	和同行相比，企业投入环保的资金占净利润比例



	S12
	和同行相比，企业产品采用原材料的环保程度



	S13
	和同行相比，企业生产过程的环保程度



	S14
	和同行相比，企业单位产值的能耗水平



	S15
	和同行相比，可再生能源或可循环材料的利用程度



	5
	社会公众
	S16
	和同行相比，企业每年捐助的金额占净利润的比例



	S17
	和同行相比，企业参与公益活动的频率



	S18
	和同行相比，企业参与社区发展的程度






资料来源：作者整理

5.2.2　解释变量：企业高管价值观

价值观的测量主要涉及两个主要问题：测量的内容和测量的手段。从测量内容来说，主要有Rokeach的价值观调查表，包括工具性价值观和终极性价值观，和Schwartz的价值观量表。Schwartz价值观量表的主要内容是在Rokeach价值观内容基础上的扩展，而且经过在许多国家包括中国的验证，具有较好的价值观构建体系，在实证研究中被广泛采用。根据前文的研究假设，本研究涉及的价值观维度主要是Schwartz的自我超越和自我提高。从测量手段来说，主要是排序法和李克特评价法。排序法具有明显的弊端：①价值观的内容不能太多，否则很难做排序；②有些价值观之间很难做重要性的比较。因此，在实证中，李克特评价法用得最多，包括Kahle，Herche，Schwartz的测量方法。因此，考虑到测量的简洁性和我国的实际情况，本研究对价值观的测量主要采取Stern的测量方法。Stern（1998）的测量方法在Schwartz量表的基础上进行了简化，提出4个维度12个价值观，其中自我超越价值观包括世界和平、社会公正和公平；自我提高的价值观包括社会权力、权威和财富。评价尺度采用7级Likert量表。具体内容如表5.2所示。

本研究主要对企业董事长或总经理（董事长不参与企业的经营管理或企业没有设置董事长职位）的价值观进行测量，主要考虑以下两个因素：①根据现有的研究文献以及笔者的案例访谈，董事长在我国企业的战略决策中往往具有决定性的重要；②由于每个高管的价值观存在差异，高管团队的价值观不易测量。

表5.2　企业高管价值观的测量项目




	序号
	价值观
	代　码
	测量项目



	1
	自我超越
	V1
	社会公正，纠正不公正行为



	V2
	关爱弱势群体 
[1]





	V3
	社会给予每个人平等的机会



	V4
	世界和平相处，没有战争和冲突



	2
	自我提高
	V5
	权威，领导别人的权力



	V6
	影响力，能够影响别人或事件



	V7
	财富、物质拥有、金钱






资料来源：作者整理

5.2.3　中介变量：组织文化

根据前文的概念模型，组织文化在企业高管价值观和企业社会责任表现之间具有中介作用，而且针对价值观的内容和企业社会责任的特点，本研究组织文化的维度主要是人本主义的组织文化和竞争导向的组织文化。对于上述两类组织文化的测量，本研究主要参考了Cooke ＆ Rousseau（1998）和Maignan（2001）等学者的文献，具体内容如表5.3所示。

表5.3　组织文化的测量项目




	序号
	组织文化
	代　码
	测量项目



	1
	人本主义的组织文化
	C1
	企业关心、信任员工



	C2
	企业能发挥员工的潜力



	C3
	员工之间相处和谐、融洽



	C4
	企业决策时能为其他利益团体考虑



	2
	竞争导向的组织文化
	C5
	企业强调个人的成功



	C6
	企业往往鼓励员工取得更高的绩效



	C7
	企业期望对竞争对手保持优势






资料来源：作者整理

5.2.4　调节变量和控制变量

企业资源：根据高阶管理理论，企业高管的特征在企业战略及绩效的反映程度取决于高管的管理自由度，管理自由度对上述关系具有调节作用。管理自由度和环境因素、组织因素和个人因素有关（Finkelstein ＆ Hambrick，1990；Carpenter，2004）。在高阶管理理论的实证研究中，目前主要以企业资源作为管理自由度的衡量（Finkelstein ＆ Hambrick，1990；Crossland ＆ Hambrick，2005），因此，本研究也将企业资源作为衡量高管管理自由度的变量，并以企业最近三年财务资源和人力资源的充足程度进行测量。

企业年限：企业成立年限会影响企业对利益相关者的熟悉程度，影响企业对利益相关者履行责任的经验和技能，从而影响企业社会责任表现。因此，本研究将企业年限作为控制变量之一，根据企业成立年限设置7级Likert量表。

企业规模：企业规模是影响企业社会责任行为及绩效的因素之一（Baucus ＆ Near，1991）。因此，本研究将企业规模作为控制变量之一，并采用企业员工总人数来显示企业规模，根据企业规模级别设置7级Likert量表。


注释


[1]在Stern 的量表中，关爱弱势群体属于社会公正的测量项目，但由于考虑到关爱弱势群体是社会公正的一种具体行为，因此本研究把它作为单独的测量项目。











5.3　数据采集与有效性控制






5.3.1　样本选择

由于企业社会责任问题关系到每一个企业，不管这个企业是什么性质、所处什么行业、企业的规模有多大或成立年限有多长，同时又要考虑样本的可获得性，因此本研究在选择样本时主要考虑了以下原则：

其一，根据样本属性的多样性选择样本企业。为了尽可能地反映样本的全貌和代表性，样本的选择应考虑被调研企业的性质、所属行业、企业规模和成立年限等方面的多样性。

其二，根据数据的可获得性选择样本企业。由于考虑到国内实地调研的难度，以及研究条件的限制，本研究没有采取随机抽样的方法进行数据采集，主要通过笔者和学术团队的社会关系进行样本的选择。

5.3.2　问卷的发放和回收

问卷发放的基本途径：为了获得尽可能多的研究数据，本研究采取了多种途径进行数据收集，问卷主要由以下途径发放：①通过笔者在复旦大学EMBA管理中心的朋友向复旦大学EMBA班的同学发放问卷；②通过笔者在农业银行金华分行的朋友向农业银行金华分行的客户发放问卷；③由笔者在义乌市苏溪镇镇政府的亲戚帮忙联系，笔者亲自到义乌苏溪工业园区发放问卷；④由笔者的研究生同学帮忙联系，笔者亲自到浙江财经学院中层管理者培训班的上课地点发放问卷；⑤由笔者亲自向身边的同学和朋友发放问卷，让他们找自己所在的企业的相关人员进行填写。在问卷发放的过程中，原则上要求问卷填写人必须是企业高层管理人员，如果有困难，填写人至少是中层管理人员。

问卷的发放和回收：对于前两种途径被调查的企业，由于地理分布较广，不便于笔者直接去发问卷进行调查，因此主要通过笔者的朋友代为发放，具体发放的问卷数量不详，但最终回收的问卷数量分别为48份和60份。对于第三种问卷发放途径，由于被调查企业较为集中，主要在义乌市苏溪工业园，因此笔者在亲戚的联系下亲自到当地进行问卷的发放和回收。具体的操作是：第一天到企业去发放问卷，并约好回收的时间，一般两天后去企业收回问卷。第三种途径发放的问卷一共35份，回收30份，回收率85.7%。第四种途径的问卷发放主要由笔者亲自到培训地点利用课间的时间发放，并在课后收回问卷，其中一共发放120份问卷，回收112份，回收率93.3%。第五种途径发放的问卷数量共有43份，回收32份，回收率74.4%。问卷发放和回收的具体情况如表5.4所示。

表5.4　问卷发放的情况




	问卷发放的途径
	发放的数量
	回收的数量



	复旦大学 EMBA班的同学
	－
	48



	农业银行金华分行的客户企业
	－
	60



	义乌苏溪工业园区的企业
	35
	30



	浙江财经学院中层管理者培训班
	120
	112



	笔者同学和朋友的企业
	43
	32



	共计
	－
	282






在回收的282份问卷中，填写不全、缺乏关键信息（涉及主要研究变量）的问卷共有18份，有效问卷264份，占回收问卷的93.6%。同时，在问卷中设计相关题项对样本进行控制，剔除一些可靠性较低的样本。填写人如果是普通员工或在企业的年限是1年以下，对企业的情况了解不够深入，其问卷可靠性值得商榷，应予剔除，在本研究中此类问卷共有9份；如果填写人认识董事长年限在1年以下，对董事长的价值观不可能有深入了解，其填写的董事长价值观信息值得商榷，应予剔除，在本研究中此类问卷共有5份。剔除相应的问卷后，最终获得有效问卷250份。











5.4　数据分析方法






选择合适的数据分析方法是科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环节，它关系到实证研究的科学性。本研究主要采取描述性统计、探索性因子分析、信度分析、相关分析、层级回归分析以及结构方程模型分析等数据分析方法。

1.描述性统计分析

描述性统计统计分析主要用于对样本性质和研究变量的基本描述。样本的性质包括：企业性质、规模、成立年限、所在行业和样本填写人的情况。研究变量包括：企业高管的自我超越价值观、自我提高价值观、人本主义的组织文化、竞争导向的组织文化、企业社会责任表现（及分维度）、企业资源等。对样本性质的描述性统计有利于研究者对样本情况的基本了解，判断样本采集是否合理，以及可能对实证分析的影响。对研究变量的描述性统计有利于研究者了解研究变量的基本现状。本研究采用SPSS13.0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

2.探索性因子分析

探索性因子分析主要用于研究量表的构念效度检验。需要构念效度检验的量表包括：企业高管价值观、组织文化和企业社会责任表现。探索性因子分析的前提是变量之间存在较高的相关性，因此在因子分析前需要进行KMO计算和Bartlett球体检验。通常，如果KMO大于0.9，表明非常适合做因子分析；0.8～0.9表明很适合；0.7～0.8表明适合（马庆国，2002）。Bartlett球体检验主要看P
 值是否小于给定的显著性水平。如果探索性因子分析获得的公共因子和理论预设基本一致，可以判断研究量表具有较好的构念效度。本研究采用SPSS13.0进行探索因子分析。

3.信度分析

信度分析主要用于研究量表的信度检验。需要信度检验的量表包括：企业高管价值观、组织文化和企业社会责任表现。信度的检验一般采取Cronbach’s α 系数作为评判标准。在实际应用中，如果Cronbach’s α超过0.70，表明指标的一致性较好，信度较高，0.5～0.7之间，信度可以接受，而低于0.35则应予以放弃（李怀祖，2004）。另外，量表中的题项—总体的相关系数（item-to-total correlation）值应大于0.35。本研究采用SPSS13.0进行探索因子分析。

4.Pearson相关分析

Pearson相关分析主要用于确定企业高管的自我超越价值观、自我提高价值观、人本主义的组织文化、竞争导向的组织文化、企业社会责任表现（及分维度）、企业资源之间的相关关系，判断研究变量之间的基本关系。本研究采用SPSS13.0进行Pearson相关分析。

5.层级回归分析

层级回归分析主要用于验证企业资源在企业高管价值观和企业社会责任表现关系中之间的调节作用。在层级回归分析中，一般首先放入主效应变量，然后放入调节变量及交互项，观察它们回归系数的T值显著性和R
 2
 的变化。在本研究中，层级回归分析还用于检验企业高管价值观对企业社会责任表现的影响，这主要考虑到上述关系涉及的变量较少，没有采取结构方程模型的方法。本研究采用SPSS13.0进行层级回归分析。

6.结构方程模型分析方法

鉴于结构方程模型分析方法的诸多优点：能进行潜变量测度；能同时验证多组变量之间的关系；允许自变量之间存在相互关系；允许研究变量存在测量误差。本研究采用结构方程模型的分析方法对企业高管价值观—分维度企业社会责任表现、企业高管价值观—组织文化—企业社会责任表现、企业高管价值观—组织文化—分维度企业社会责任表现等较为复杂的理论模型进行实证分析。

目前结构方程模型分析的软件主要有LISREL、AMOS、EQS和Mplus等。其中，AMOS是一种功能较为齐全的统计分析工具，而且具有无须编程、易学易用、图形美观大方等诸多优点。AMOS是进行结构方程模型建模的首选软件。本研究采用AMOS 7.0软件进行结构方程模型的分析。

通常，结构方程模型分析对观测变量的分布和样本数有一定的要求。观测变量的偏度绝对值应小于3，若大于3被视为极端偏态；峰度绝对值应小于10，若大于10被视为有问题，大于20则被视为极端峰度。对于样本数，一般认为至少应在100～200之间，但也不能太大，如果样本数超过400～500，最大似然估计法会变得过得敏感，影响结构方程模型的拟合指数。观测变量的分布和样本数会影响结构方程采取的估计方法，观测变量分布正常，样本数合理，一般采取最大似然估计法；如果样本足够大，在峰度值非常大时，采用加权最小二乘的方法估计可以改善参数估计的理论拟合度。

在运用结构方程模型分析时需要对运行结果进行评价，判断模型的拟合性，从而判断模型的合理性。如果模型对样本数据拟合良好，模型的有效性得到验证，表明研究者的理论分析与实际情况基本相符；如果模型对样本数据拟合效果不好，模型的有效性得不到验证，表明研究者的理论分析与实际情况有一定差距，需要对原有模型进行调整与修正。

目前结构方程模型提供了多种评价模型拟合度的指标。模型拟合度指标可以区分为绝对指标、相对指标和调整指标。绝对指标主要评价在模型拟合后留下的参差或未解释的变异量是否显著。相对指标主要评价一特定模型与其他可能模型相比较的表现。调整指标主要评价模型拟合性和简效性的结合。绝对指标、相对指标和调整指标包含的具体内容如表5.5所示。

表5.5　结构方程模型的拟合度指标




	统计检验量
	拟合的标准或临界值



	绝对拟合度指标
	χ2
 值
	显著性概率值 P＞0．05，受估计参数和样本数影响很大



	χ2
 ／df
	＜3



	GFI
	＞0．90以上



	AGFI
	＞0．90以上



	RMR
	＜0．05



	RMSEA
	＜0．05



	NCP
	越小越好，90％的置信区间包含0



	ECVI
	理论模型的 ECVI小于独立模型的 ECVI，且小于饱和模型的 ECVI



	相对拟合度指标
	NFI
	＞0．90以上



	RFI
	＞0．90以上



	IFI
	＞0．90以上



	TLI
	＞0．90以上



	CFI
	＞0．90以上



	调整适度指标
	PGFI
	＞0．50以上



	PNFI
	＞0．50以上



	CN值
	＞0．200



	NC值
	1＜ NC＜3






资料来源：摘自吴明隆（2010）

由于评价模型拟合度的指标很多，而且指标之间评价的内容具有重叠性，因此本研究选取了三类指标中具有代表性的指标来判读模型的拟合性。其中，绝对拟合度指标包括：χ
 2
 /df
 、GFI、RMSEA；相对拟合度指标包括：NFI和CFI；调整拟合度指标包括：PGFI和PNFI。一般认为，基于拟合效果良好的模型来对理论假设进行验证，必须有至少一个以上的指标符合要求（Breckler，1990）。









第6章　数据分析、结果与讨论




6.1　描述性统计分析



通过问卷的发放、回收和筛选，本研究获得了有效问卷250份。为了从整体上了解有效样本的基本特征和研究变量的基本情况，本节对样本企业的性质、所属行业、规模、企业年限、填写人情况、研究变量的情况等进行描述性统计。

6.1.1　样本性质的描述性统计

1.企业性质

在250份有效样本中，民营企业有200家，占总样本的80%，在企业性质中所占比例最高，这主要是因为本研究调研的对象主要是浙江省内的企业，而浙江省主要以民营企业为主。另外，具有国有性质的企业（国有独资、国有控股、国有参股）和集体企业有24家，占总样本的9.6%；三资企业有16家，占总样本的6.4%。具体如表6.1所示。

表6.1　样本企业的性质分布




	企业性质
	频　数
	频数百分比
	有效百分比
	累积百分比



	国有独资
	4
	1.6
	1.6
	1.6



	国有控股
	8
	3.2
	3.2
	4.8



	国有参股
	8
	3.2
	3.2
	8.0



	集体企业
	4
	1.6
	1.6
	9.6



	民营企业
	200
	80.0
	80.0
	89.6



	三资企业
	16
	6.4
	6.4
	96.0



	其他
	10
	4.0
	4.0
	100.0






2.企业所属行业

本研究调研的企业以制造业居多，共有110家，占总样本的44%；其次是批发零售和金融行业，分别有24家和22家，占总样本的比例为9.6%和8.8%；样本企业涉及的其他行业有信息、房地产、交通仓储邮政、电力燃气供水、住宿餐饮、农业、采矿业和其他。具体如表6.2所示。样本企业的所属行业分布情况基本满足属性多样性的样本选择原则。

表6.2　样本企业的所属行业分布




	所属行业
	频　数
	频数百分比
	有效百分比
	累积百分比



	制造业
	110
	44.0
	44.0
	44.0



	信息
	16
	6.4
	6.4
	50.4



	房地产
	12
	4.8
	4.8
	55.2



	交通、仓储和邮政
	4
	1.6
	1.6
	56.8



	电力、燃气和供水
	4
	1.6
	1.6
	58.4



	住宿餐饮
	6
	2.4
	2.4
	60.8



	批发零售
	24
	9.6
	9.6
	70.4



	金融
	22
	8.8
	8.8
	79.2



	农业
	8
	3.2
	3.2
	82.4



	采矿业
	6
	2.4
	2.4
	84.8



	其他
	38
	15.2
	15.2
	100.0






3.企业规模

本研究主要从企业的员工数、销售额和资产总额三个方面对企业规模进行界定。在250份有效样本中，100人以下的企业有76家，占总样本的30.4%；100～300人的企业有68家，占总样本的27.2%；300～500人的企业有36家，占总样本的14.4%；500～1000人的企业有14家，占总样本的5.6%；1000～2000人的企业有34家，占总样本的13.6%；2000人以上的企业有22家，占总样本的8.8%。具体如表6.3所示。

表6.3　样本企业的人数分布




	企业人数
	频　数
	频数百分比
	有效百分比
	累积百分比



	＜100人
	76
	30.4
	30.4
	30.4



	100～300
	68
	27.2
	27.2
	57.6



	300～500
	36
	14.4
	14.4
	72.0



	500～1000
	14
	5.6
	5.6
	77.6



	1000～2000
	34
	13.6
	13.6
	91.2



	2000以上
	22
	8.8
	8.8
	100.0






在企业销售额方面，1000万元以下的企业有38家，占总样本的15.2%；1000万～3000万元的企业有36家，占总样本的14.4%；3000万～1亿元的企业有48家，占总样本的14.4%；1亿～3亿元的企业有50家，占总样本的20%；3亿元以上的企业有66家，占总样本的26.4%。具体如表6.4所示。

表6.4　样本企业的销售额分布




	企业销售额（元）
	频　数
	频数百分比
	有效百分比
	累积百分比



	1000万
	38
	15.2
	15.2
	15.2



	1000万～3000万
	36
	14.4
	14.4
	29.6



	3000万～1亿
	60
	24.0
	24.0
	53.6



	1亿～3亿
	50
	20.0
	20.0
	73.6



	3亿以上
	66
	26.4
	26.4
	100.0






在企业资产总额方面，2000万元以下的企业有56家，占总样本的22.4%；2000万～4000万元的企业有38家，占总样本的15.2%；4000万～1亿元的企业有56家，占总样本的22.4%；1亿～4亿元的企业有42家，占总样本的16.8%；4亿元以上的企业有58家，占总样本的23.2%。具体如表6.5所示。

表6.5　样本企业的资产总额分布




	企业资产总额（元）
	频　数
	频数百分比
	有效百分比
	累积百分比



	2000万
	56
	22.4
	22.4
	22.4



	2000万～4000万
	38
	15.2
	15.2
	37.6



	4000万～1亿
	56
	22.4
	22.4
	60.0



	1亿～4亿
	42
	16.8
	16.8
	76.8



	4亿以上
	58
	23.2
	23.2
	100.0






从样本企业的企业人数、销售额和资产总额的分布情况来看，样本企业基本满足属性多样性的选择原则。

4.企业年限

在250份有效样本中，企业成立5年以下的企业有42家，占总样本的16.8%；5～10年的企业有60家，占总样本的24%；10～15年的企业有92家，占总样本的36.8%；15～20年的企业有32家，占总样本的12.8%；20年以上的企业有24家，占总样本的9.6%。具体如表6.6所示。样本企业的成立年限分布情况基本满足属性多样性的样本选择原则。

表6.6　样本企业的成立年限分布




	成立年限
	频　数
	频数百分比
	有效百分比
	累积百分比



	5年以下
	42
	16.8
	16.8
	16.8



	5～10年
	60
	24.0
	24.0
	40.8



	10～15年
	92
	36.8
	36.8
	77.6



	15～20年
	32
	12.8
	12.8
	90.4



	20年以上
	24
	9.6
	9.6
	100.0






5.填写人信息

填写人对企业的了解程度是保证问卷可靠性的重要前提。本研究通过填写人的职位、在企业的年限、认识企业董事长的年限等测量项目评价其对企业及其董事长的了解程度，剔除普通员工填写的问卷，剔除填写人企业年限在1年以内的问卷，剔除填写人认识企业董事长年限在1年以内的问卷。在最终获得的250份问卷中，填写人大多是企业的高层员工，占了总样本的65.6%，填写人在企业的年限超过3年的占了总样本的72%，填写人认识董事长年限在3年以上的占总样本的72%，有效保证了问卷的可靠性。填写人的具体情况见表6.7、表6.8、表6.9所示。

表6.7　填写人的职位




	填写人职位
	频　数
	频数百分比
	有效百分比
	累积百分比



	董事长
	40
	16.0
	16.0
	16.0



	总经理
	58
	23.2
	23.2
	39.2



	其他企业高管
	66
	26.4
	26.4
	65.6



	部门经理
	86
	34.4
	34.4
	100.0






表6.8　填写人在企业的年限




	年　限
	频　数
	频数百分比
	有效百分比
	累积百分比



	1～3年
	70
	28.0
	28.0
	28.0



	3～5年
	60
	24.0
	24.0
	52.0



	5～10年
	78
	31.2
	31.2
	83.2



	10年以上
	42
	16.8
	16.8
	100.0






表6.9　填写人认识董事长的年限




	年　限
	频　数
	频数百分比
	有效百分比
	累积百分比



	1～3年
	70
	28.0
	28.0
	28.0



	3～5年
	64
	25.6
	25.6
	53.6



	5～10年
	58
	23.2
	23.2
	76.8



	10年以上
	58
	23.2
	23.2
	100.0






6.1.2　研究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本研究的基本变量包括企业高管价值观、组织文化和企业社会责任表现，其中企业高管价值观有两个维度：自我超越（VL1）和自我提高（VL2）；组织文化有两个维度：人本主义（CT1）和竞争导向（CT2）；企业社会责任表现有三个维度：商业关系（SP1）、环境资源（SP2）和慈善公益（SP3）。各研究变量的最小值、最大值、均值和标准差如表6.10所示。

表6.10　研究变量的基本情况




	研究变量
	
N

	最小值
	最大者
	均　值
	标准差



	VL1
	250
	1.33
	7.00
	5.1120
	1.32653



	VL2
	250
	1.50
	7.00
	5.8800
	0．96804



	CT1
	250
	1.25
	7.00
	5.1320
	1.09920



	CT2
	250
	1.00
	7.00
	4.5520
	1.21748



	SP
	250
	1.00
	7.00
	4.6804
	1.04588



	SP1
	250
	1.00
	7.00
	4.8491
	1.12373



	SP2
	250
	1.00
	7.00
	4.9120
	1.07775



	SP3
	250
	1.00
	7.00
	4.2800
	1.45260






从表6.10中可以看出，企业高管的自我提高价值观较为明显，其均值大于自我超越价值观；人本主义的组织文化较为明显，其均值大于竞争导向文化；企业社会责任表现总体偏低，其均值都小于5。











6.2　量表的信度和效度检验






6.2.1　量表的效度检验

量表的效度是指测量项目能够真正测度变量的程度。在研究中一般需要对量表效度进行检验，保证量表的有效性。效度检验包括内容效度（content validity）和构念效度（construct validity）两个方面。内容效度是指测量项目的代表性，正确衡量所欲测度对象的程度，一般以研究者的专业知识来主观判断。由于本研究涉及的变量是较为成熟的变量，其量表是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修正而来，而且经学术团队和相关研究人员的讨论，因此具有较好的内容效度。构念效度是指量表真正体现所欲测度的变量的程度，通常采用探索性因子分析进行检验，若能有效地提取共同因子，且共同因子与理论构建接近，则可判断此量表具有较好的构念效度（吴明隆，2003）。

探索性因子分析的前提是变量之间存在较高的相关性。通常，在因子分析前进行KMO计算和Bartlett球体检验进行判断。一般来说，如果KMO大于0.9，表明非常适合做因子分析；0.8～0.9表明很适合；0.7～0.8表明适合（马庆国，2002）。Bartlett球体检验主要看P值是否小于给定的显著性水平。为了保证测量题项的区分度，本研究在因子分析中删除题项的原则是：①删除在所有公共因子上的负荷均小于0.5的测量题项；②删除在两个或两个以上公共因子上负荷均大于0.5的测量题项；③删除在两个或两个以上公共因子的负荷差异过小的题项（Hatcher，1994）。

1.企业高管价值观的因子分析

首先对企业高管价值观的7个测量项目进行KMO计算和Bartlett球体检验，其KMO=0.685（略低），Bartlett球体检验的χ
 2
 统计值的显著性概率为0.000，小于0.001，表明数据适合做因子分析。因子分析采取主成分方法提取特征值大于1的公共因子，并且采取正交旋转，结果提取了两个公共因子，并且累计解释总体方差的61.22%。但V
 4
 测量项目在两个公共因子上的负荷均小于0.5。根据测量题项删除原则，删除V
 4
 的测量项目对剩下的6个测量项目进行KMO计算和Bartlett球体检验，其KMO=0.669，Bartlett球体检验的χ
 2
 统计值的显著性概率为0.000，小于0.001，表明数据适合做因子分析。采取同样的方法进行第二次因子分析，结果提取了两个公共因子，测量项目在各自公共因子上的负荷均大于0.5，因子分析的结构和理论构建相同，并且累计解释总体方差的68.43%，这表明企业高管价值观的量表具有较好的构念效度。两次因子分析各测量项目在公共因子的负荷如表6.11和表6.12所示。

表6.11　企业高管价值观的因子分析1




	测量项目
	公共因子



	1
	2



	
V
 1

	0．866
	0．000



	
V
 2

	0．853
	－0．056



	
V
 3

	0．843
	－0．023



	
V
 4

	0．452
	0．268



	
V
 5

	0．150
	0．843



	
V
 6

	0．104
	0．796



	
V
 7

	－0．350
	0．564






表6.12　企业高管价值观的因子分析2




	测量项目
	公共因子



	1
	2



	
V
 1

	0．884
	0．067



	
V
 2

	0．857
	0．038



	
V
 3

	0．841
	－0．032



	
V
 5

	0．120
	0．861



	
V
 6

	0．088
	0．824



	
V
 7

	－0．395
	0．527






2.组织文化的因子分析

首先对组织文化的7个测量项目进行KMO计算和Bartlett球体检验，其KMO=0.762，Bartlett球体检验的χ
 2
 统计值的显著性概率为0.000，小于0.001，表明数据适合做因子分析。因子分析采取主成分方法提取特征值大于1的公共因子，并且采取正交旋转，结果提取了两个公共因子，和理论构建相同，并且累计解释总体方差的67.10%。这表明组织文化的量表具有较好的构念效度。各测量项目在公共因子的负荷如表6.13所示。

表6.13　组织文化的因子分析




	测量项目
	公共因子



	1
	2



	
C
 2

	0．869
	　



	
C
 1

	0．837
	　



	
C
 3

	0．824
	　



	
C
 4

	0．572
	　



	
C
 7

	　
	0．876



	
C
 6

	　
	0．762



	
C
 5

	　
	0．752






3.企业社会责任表现的因子分析

首先对企业社会责任表现的14个测量项目进行KMO计算和Bartlett球体检验，其KMO=0.883，Bartlett球体检验的χ
 2
 统计值的显著性概率为0.000，小于0.001，表明数据很适合做因子分析。因子分析采取主成分方法提取特征值大于1的公共因子，并且采取正交旋转，结果提取了四个公共因子。其中第四个公共因子只有一个测量项目即S
 11
 ，应删除。删除测量项目S
 11
 后采取同样方法进行第二次因子分析，其KMO=0.892，Bartlett球体检验的χ
 2
 统计值的显著性概率为0.000（很适合做因子分析），同时提取了三个公共因子，但测量项目S
 1
 、S
 4
 、S
 7
 在两个公共因子上的负荷均大于0.5。根据删除原则，首先删除在公共因子上负荷最接近的测量项目S
 1
 ，然后采取同样方法进行第三次因子分析，结果得到了三个公共因子，如表6.14所示，累计解释方差73.96%。考虑到公共因子1的测量项目较多，测量项目S
 4
 、S
 7
 项在公共因子1和公共因子2上的负荷较为接近，而且它们和测量项目S
 5
 、S
 6
 测量的是同一个内容（员工责任），因此，删除S
 4
 和S
 7
 的测量项目，对剩下的测量项目采取同样方法再做因子分析，结果得到了三个公共因子，并且累计解释总体方差的76.75%。各测量项目在公共因子的负荷如表6.15所示。

表6.14　企业社会责任表现的因子分析1




	测量项目
	公共因子



	1
	2
	3



	
S
 10

	0．795
	　
	　



	
S
 9

	0．782
	　
	　



	
S
 8

	0．769
	　
	　



	
S
 7

	0．746
	　
	　



	
S
 5

	0．733
	　
	　



	
S
 3

	0．726
	　
	　



	
S
 2

	0．684
	　
	　



	
S
 4

	0．633
	0．493
	　



	
S
 7

	0．554
	0．437
	　



	
S
 12

	　
	0．802
	　



	
S
 13

	　
	0．797
	　



	
S
 15

	　
	0．738
	　



	
S
 14

	　
	0．695
	　



	
S
 17

	　
	　
	0．847



	
S
 16

	　
	　
	0．839



	
S
 18

	　
	　
	0．830






企业社会责任表现量表的因子分析最终所获得了三个公共因子，这和理论预设存在差异，但有意思的是投资者、员工和顾客方面的最终测量项目在公共因子1上的负荷都比较高，而公共因子2和公共因子3的负荷较小，而环境资源和慈善公益方面的测量项目的因子分析结果与理论预设相一致。笔者进一步分析认为，企业的投资者、员工和顾客等利益相关者确实存在“共性”的地方，即这些利益相关者和企业的经营直接相关。因此，笔者将企业在投资者、员工和顾客方面履行的社会责任归结为一类，称之为“商业关系”方面的社会责任，和环境资源、慈善公益并列为企业社会责任的三大方面。企业在商业关系、环境资源和慈善公益方面履行社会责任的结果分别称为企业社会责任表现1、企业社会责任表现2和企业社会责任表现3。

表6.15　企业社会责任表现的因子分析2




	测量项目
	公共因子



	1
	2
	3



	
S
 10

	0．822
	　
	　



	
S
 9

	0．812
	　
	　



	
S
 8

	0．798
	　
	　



	
S
 6

	0．754
	　
	　



	
S
 5

	0．706
	　
	　



	
S
 3

	0．705
	　
	　



	
S
 2

	0．693
	　
	　



	
S
 12

	　
	0．832
	　



	
S
 13

	　
	0．828
	　



	
S
 15

	　
	0．772
	　



	
S
 14

	　
	0．700
	　



	
S
 17

	　
	　
	0．851



	
S
 16

	　
	　
	0．844



	
S
 18

	　
	　
	0．822






6.2.2　量表的信度检验

信度是指测量项目的准确性或精确性，用于衡量数据的稳定性与一致性。信度的检验一般采取Cronbach’s α 系数作为评判标准。在实际应用中，如果Cronbach’s α超过0.70，表明指标的一致性较好，信度较高，0.5与0.7之间，信度可以接受，而低于0.35则应予以放弃（李怀祖，2004）。另外，量表中的题项—总体的相关系数（item-to-total correlation）值应大于0.35。本研究运用SPSS13.0对企业高管的自我提高价值观、自我超越价值观、人本主义的组织文化、竞争导向的组织文化、企业社会责任表现、商业关系类的企业社会责任表现、环境资源类的企业社会责任表现、慈善公益类的企业社会责任表现等量表进行信度分析。结果发现，企业高管的自我提高价值观量表中测量项目V
 7
 的Item-to-total值小于0.35，应予删除，其余量表的信度符合要求，具体情况如表6.16所示。

表6.16　研究变量的信度检验结果




	主要因素
	变　量
	α值
	α值构念整体
	item‐to‐total



	最小值
	最大值



	企业高管
	自我超越
	0．840
	　
	0．680
	0．743



	价值观
	自我提高
	0．691
	　
	0．528
	0．528



	组织文化
	人本主义
	0．819
	　
	0．475
	0．738



	竞争导向
	0．764
	　
	0．639
	0．718



	企业社会责任表现
	商业关系
	0．928
	0．94
	0．706
	0．826



	环境资源
	0．876
	0．651
	0．778



	慈善公益
	0．933
	0．852
	0．900






从表6.16可见，本研究除了企业高管自我提高价值观变量外其他变量的Cronbach α系数值都达到了0.7以上，自我提高变量的Cronbach α系数值为0.691，略低于0.7，基本符合要求。而且，在个各变量中，测量项目对所测变量整体的相关系数（item-total correlation）都大于0.35，因此可以认为，本研究最终的量表
[1]

 具有较高的信度，数据具有较好的内部一致性。


注释


[1]经过量表的信度和效度检验，在最终获得的量表中，企业高管的自我超越价值观由V
 1
 、V
 2
 和V
 3
 测量，企业高管的自我提高价值观由V
 5
 和V
 6
 测量；组织文化的量表不变；企业社会责任表现包含商业关系、环境资源和慈善公益等三个维度，其中商业关系由S
 2
 、S
 3
 、S
 5
 、S
 6
 、S
 8
 、S
 9
 和S
 10
 测量，环境资源由S
 12
 、S
 13
 、S
 14
 和S
 15
 测量，慈善公益由S
 16
 、S
 17
 和S
 18
 测量。











6.3　Pearson相关分析






Person相关分析主要是初步检查变量之间是否存在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可能性，这是研究变量之间相互关系的基础。通过相关分析，可以初步判断模型设置或研究假设的合理性。本研究在前文因子分析的基础上采用测量项目的数据浓缩法（侯泰杰等，2004），即过计算变量所含测量项目的平均值获得变量值，然后运用SPSS进行Pearson相关分析，结果见表6.17。从表6.17可以看出，本研究变量之间存在较好的关联性，相关性质和理论模型或研究假设基本一致，初步反映了它们的合理性。

表6.17　描述性相关系数矩阵




	变量名称
	平均值
	标准差
	
VL
 1

	
VL
 2

	
CT
 1

	
CT
 2

	
SP
 1

	
SP
 2

	
SP
 3

	
SP

	
CR




	自我超越 VL
 1

	5.11
	1.32
	1
	　
	　
	　
	　
	　
	　
	　
	　



	自我提高 VL
 2

	5.88
	0.96
	0.110
	1
	　
	　
	　
	　
	　
	　
	　



	人本主义 CT
 1

	5.13
	1.09
	0.566（**
 ）
	0.042
	1
	　
	　
	　
	　
	　
	　



	竞争导向 CT
 2

	4.55
	1.21
	0.537（**
 ）
	0.178（*
 ）
	－0.445（**
 ）
	1
	　
	　
	　
	　
	　



	商业关系 SP
 1

	4.84
	1.12
	0.587（**
 ）
	0.075
	0.568（**
 ）
	－0.672（**
 ）
	1
	　
	　
	　
	　



	环境资源 SP
 2

	4.91
	1.07
	0.456（**
 ）
	0.088
	0.508（**
 ）
	－0.510（**
 ）
	0.636（**
 ）
	1
	　
	　
	　



	慈善公益 SP
 3

	4.28
	1.45
	0.576（**
 ）
	－0.009
	0.544（**
 ）
	－0.379（**
 ）
	0.618（**
 ）
	0.560（**
 ）
	1
	　
	　



	社会绩效 SP

	4.68
	1.04
	0.633（**
 ）
	0.053
	0.630（**
 ）
	－0.591（**
 ）
	0.863（**
 ）
	0.830（**
 ）
	0.877（**
 ）
	1
	　



	企业资源 CR
	4.88
	1.26
	0.395（**
 ）
	0.135
	0.483（**
 ）
	0.439（**
 ）
	0.604（**
 ）
	0.516（**
 ）
	0.603（**
 ）
	0.672（**
 ）
	1






注：**
 P
 ＜0.01；*
 P
 ＜0.05；样本N
 =250











6.4　实证分析1：企业高管价值观—企业社会责任表现






6.4.1　企业高管价值观—企业社会责任表现

由于此实证分析涉及的变量较少，本研究采取层级回归分析的方法验证企业高管价值观对企业社会责任表现的影响。针对自我超越和自我提高的价值观，在实证中设置了4个回归模型验证不同价值观对企业社会责任表现的影响。

模型1和模型2主要验证企业高管的自我超越价值观对企业社会责任表现的影响，而模型3和模型4主要验证企业高管的自我提高价值观对企业社会责任表现的影响。模型1和模型3只有控制变量，包括企业成立年限和企业规模；模型3和模型4分别在模型1和模型2的基础上放入企业高管的自我超越价值观和自我提高价值观。其中，自我超越和自我提高的价值观是由各自测量题项计算平均而得到的。回归结果如表6.18和6.19所示。表中最后两列是回归模型中变量的方差膨胀因子（VIF），所有变量的VIF都在1～2之间，远小于10的临界标准，说明回归方程不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问题；而且DW检验值分别为1.789和1.562，接近于2，说明回归方程不存在自相关问题
[1]

 。

回归结果显示（表6.18），在回归模型2中加入企业高管的自我超越价值观后，回归方程的调整R
 2
 有显著性提高，提高了0.39，同时F检验值也提高了25.513，达到25.907，通过F检验（P
 =0.000＜0.05），而且回归系数为0.624，通过T检验（P
 =0.000＜0.05），显著异于零，这表明企业高管的自我超越价值观对企业社会责任表现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回归结果显示（表6.19），在回归模型4中加入企业高管的自我提高价值观后，回归方程的调整R
 2
 、F检验值都没有显著性提高，而且回归系数也没有通过T检验，这表明企业高管的自我提高价值观对企业社会责任表现没有显著的影响。

表6.18　企业高管的自我超越价值观对企业社会责任表现的回归




	变量
	模型1 CSP
	模型2 CSP
	VIF



	第一步：控制变量
	　
	　
	　



	成立年限
	－0．035
	－0．08
	1．497



	企业规模
	－0．055
	－0．034
	1．493



	第二步：加入自变量
	　
	　
	　



	自我超越
	　
	0．624***

	1．004



	调整 R2

	－0．01
	0．380
	Durbin‐Watson1．789



	F
	0．394
	25．907



	△ R2

	　
	0．39



	△ F
	　
	25．513






表6.19　企业高管的自我提高价值观对企业社会责任表现的回归




	变　量
	模型3 CSP
	模型4 CSP
	VIF



	第一步：控制变量
	　
	　
	　



	成立年限
	－0．035
	－0．026
	1．514



	企业规模
	－0．055
	－0．060
	1．499



	第二步：加入自变量
	　
	　
	　



	自我提高
	　
	0．059
	1．015



	调整 R2

	－0．01
	－0．015
	Durbin‐Watson1．562



	F
	0．394
	0．398






6.4.2　企业高管价值观—分维度企业社会责任表现

鉴于结构方程既能进行潜变量测度、又能同时验证多组变量之间的关系，而且允许自变量之间存在相互关系以及研究变量存在测量误差，本节采取结构方程模型的分析方法对企业高管价值观和分维度企业社会责任表现之间的关系进行验证。

在企业高管价值观和企业社会责任表现的关系中，对于企业社会责任表现的不同维度，一般认为，商业关系维度的企业社会责任和企业经营的紧密度最高，会影响企业的经济利益，因此企业一般比较重视，在此维度的企业社会责任可能还受到经济利益的驱动；而环境资源维度的企业社会责任和企业经营的紧密度次之，慈善公益维度的企业社会责任和企业经营的紧密度最低，企业履行此维度的社会责任可能更多地受伦理驱动，和企业高管价值观联系更紧密。

1.结构方程模型的变量和路径设定

通过前文变量效度和信度的分析，企业高管的自我超越价值观、自我提高价值观、商业关系的企业社会责任表现、环境资源的企业社会责任表现、慈善公益的企业社会责任表现等变量的信度和效度均达到了要求，可以用于结构方程模型的分析。

[image: ]
图6.1　企业高管价值观—分维度企业社会责任表现的结构方程模型



根据企业高管价值观和企业社会责任表现各维度之间的关系，本研究利用AMOS7.0软件刻画出企业它们的初始结构模型，如图6.1所示。潜变量用椭圆形来表示，显变量用矩形来表示，其中：VL
 1
 和VL
 2
 分别是企业高管的自我超越价值观和自我提高价值观，属于外生的潜变量，它们分别由V
 1
 、V
 2
 、V
 3
 和V
 5
 、V
 6
 来测量；SP
 1
 、SP
 2
 和SP
 3
 分别是商业关系、环境资源和慈善公益的社会责任表现，属于内生的潜变量，它们分别由S
 2
 、S
 3
 、S
 5
 、S
 6
 、S
 8
 、S
 9
 、S
 10
 和S
 12
 、S
 13
 、S
 14
 、S
 15
 和S
 16
 、S
 17
 、S
 18
 来测量。同时，系统自动设置了19个显变量的残余变量（e
 1
 ，e
 2
 ，…，e
 19
 ），3个潜变量的残余变量（e
 20
 ，e
 21
 ，e
 22
 ），它们的路径系数默认值均为1。在此基础上，根据企业高管价值观和企业社会责任表现各维度之间的关系共设置了6条因果路径（VL
 1
 —CSP
 1
 、VL
 1
 —CSP
 2
 、VL
 1
 —CSP
 3
 、VL
 2
 —CSP
 1
 、VL
 2
 —CSP
 2
 、VL
 2
 —CSP
 3
 ）和1条相关路径（VL
 1
 —VL
 2
 ）。

2.模型的初步估计和评价

首先，对上述模型涉及的显变量进行偏度和峰度分析，结果如表6.20所示。

表6.20　企业高管价值观—分维度企业社会责任表现的结构方程模型之显变量的偏度和峰度分析




	显变量
	最小值
	最大值
	偏　度
	C．R．
	峰　度
	C．R．



	
S
 18

	1.000
	7.000
	－0．678
	－3.092
	－0．231
	－0．528



	
S
 17

	1.000
	7.000
	－0．679
	－3.097
	－0．257
	－0．586



	
S
 16

	1.000
	7.000
	－0．794
	－3.624
	－0．019
	－0．044



	
S
 15

	1.000
	7.000
	－0．886
	－4.044
	1.671
	3.813



	
S
 14

	1.000
	7.000
	－0．878
	－4.009
	1.084
	2.474



	
S
 13

	1.000
	7.000
	－0．803
	－3.665
	1.275
	2.909



	
S
 12

	1.000
	7.000
	－1.057
	－4.823
	1.650
	3.766



	
S
 10

	1.000
	7.000
	－0．859
	－3.921
	1.717
	3.918



	
S
 9

	1.000
	7.000
	－0．930
	－4.243
	0．944
	2.155



	
S
 8

	1.000
	7.000
	－0．814
	－3.713
	1.552
	3.541



	
S
 7

	1.000
	7.000
	－0．636
	－2.903
	0．065
	0．148



	
S
 6

	1.000
	7.000
	－0．744
	－3.395
	0．128
	0．292



	
S
 5

	1.000
	7.000
	－0．575
	－2.625
	－0．175
	－0．399



	
S
 4

	1.000
	7.000
	－0．740
	－3.378
	0．312
	0．711



	
V
 5

	1.000
	7.000
	－1.161
	－5.300
	2.031
	4.635



	
V
 6

	2.000
	7.000
	－1.149
	－5.246
	1.540
	3.515



	
V
 1

	1.000
	7.000
	－0．730
	－3.333
	－0．144
	－0．329



	
V
 2

	1.000
	7.000
	－0．791
	－3.611
	0．191
	0．435



	
V
 3

	1.000
	7.000
	－0．676
	－3.084
	－0．048
	－0．110



	多变量
	　
	　
	　
	　
	190.540
	27.915






从表6.20可知，本模型所有显变量的偏度绝对值在0.575～1.161之间，远小于3的临界标准，峰度绝对值在0.019～2.031之间，远小于10的临界标准，符合结构方程分析的要求。根据显变量的偏度和峰度情况，以及样本数目，本次结构方程分析采用极大似然估计方法。运用AMOS
 软件进行运算估计，得到此结构方程模型估计的拟合指标，如表6.21所示。

表6.21　企业高管价值观—分维度企业社会责任表现的结构方程模型之初始SEM拟合检验结果




	拟合统计值
	测量模型
	参考值



	
χ
 2
 ／d f

	2.513
	≤3



	GFI
	0.773
	＞0.9



	RMSEA
	0.110
	＜0.08



	NFI
	0.810
	＞0.90



	CFI
	0.875
	＞0.90



	PGFI
	0.590
	＞0.5



	PNFI
	0.687
	＞0.5






其中，χ
 2
 /df
 的值为2.513，小于3，符合要求；GFI值为0.773，低于0.9的参考值；RMSEA值为0.110，高于0.08的参考值；NFI的值为0.810，低于0.90的参考值；CFI的值为0.875，低于0.900的参考值；PGFI和PNFI的值分别为0.590和0.687，符合大于0.5的要求。以上统计拟合指标综合表明，初始结构方程模型拟合效果不是特别理想，需要进一步修正。

3.模型的修正和评价

结构方程对模型的修正主要有两条基本路径：第一，利用AMOS运行结果中提供的修改指标MI（Modification Indices），增加残差间的相关关系。若MI值比较大，说明原有模型没有考虑到这些参差间的相关关系，使得路径分析的条件得不到满足，需要在模型中增加这些参差之间的相关关系。一般来说，若取α=0.05水平时，需要对MI＞3.84以上的参数路径进行修改（侯泰杰等，2004）。第二，根据初始模型路径系数的检验结果，可以增加或删除自变量间的路径关系对模型进行微调。

结构方程对模型的修正一般首先会选择第一路径，即根据AMOS提供的修改指标增加残差间关系对模型进行调整，同时考虑它们之间关系的实际意义。本研究首先采用此方法对模型进行修正，并再次运行AMOS，其模型的拟合指标如表6.22所示。

表6.22　企业高管价值观—分维度企业社会责任表现的结构方程模型之修正SEM拟合检验结果




	拟合统计值
	测量模型
	参考值



	
χ
 2
 ／d f

	1.866
	≤3



	GFI
	0.896
	＞0.9



	RM SEA
	0.048
	＜0.08



	NFI
	0.937
	＞0.90



	CFI
	0.974
	＞0.90



	PGFI
	0.691
	＞0.5



	PNFI
	0.799
	＞0.5






其中，χ
 2
 /df
 的值为1.866，小于3，符合要求；GFI值为0.896，低于0.9的参考值；RMSEA值为0.048，低于0.08的参考值；NFI的值为0.917，高于0.90的参考值；CFI的值为0.954，高于0.900的参考值；PGFI和PNFI的值分别为0.688和0.776，符合大于0.5的要求。虽然GFI指标略低，但其他指标都符合要求，可以认为修正的结构方程模型拟合效果较好。

同时，结构方程模型中的各路径系数如表6.23所示。其中有4条路径的路径系数相应的C.R.值均大于1.96的参考值，在0.05的水平上具有统计显著性。这4条路径分别是：企业高管的自我超越价值观—企业社会责任表现1、企业高管的自我超越价值观—企业社会责任表现2、企业高管的自我超越价值观—企业社会责任表现3、企业高管的自我提高价值观—企业社会责任表现3。

表6.23　企业高管价值观—分维度企业社会责任表现的结构方程模型之修正SEM中因果模型的路径参数估计




	路径名称
	路径
	标准化系数
	标准误差
	C．R．
	P



	企业社会责任表现1＜ ——自我超越
	λ11

	0.774
	0.115
	7.247
	
***




	企业社会责任表现2＜ ——自我超越
	λ12

	0.672
	0.102
	6.470
	
***




	企业社会责任表现3＜ ——自我超越
	λ13

	　0.760
	0.121
	7.444
	
***




	企业社会责任表现1＜ ——自我提高
	β11

	－0.079
	0.148
	－1.234
	0.217



	企业社会责任表现2＜ ——自我提高
	β12

	－0.003
	0.149
	－0.043
	0.966



	企业社会责任表现3＜ ——自我提高
	β13

	－0.149
	0.171
	－2.210
	0.027






注：*
 表示P
 ＜0.05；**
 表示P
 ＜0.01；***
 表示P
 ＜0.001

企业高管价值观—分维度企业社会责任表现整个结构方程模型的结果如图6.2所示。

[image: ]
图6.2　企业高管价值观—分维度企业社会责任表现的结构方程模型结果



4.影响效应分析

从实证结果来看，企业高管的自我超越价值观影响企业社会责任表现三个维度的标准路径系数分别为0.774、0.672、0.760，在0.001水平上具有显著统计性，这表明企业高管的自我超越价值观对企业社会责任表现的三个维度都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这也再次验证企业高管的自我超越价值观对企业社会责任表现的显著正向影响，而且企业高管自我超越的价值观对企业社会责任表现1（商业关系）和企业社会责任表现3（慈善公益）的影响比对企业社会责任表现2（环境资源）的影响大。同时，企业高管的自我提高价值观对企业社会责任表现1和企业社会责任表现2的影响都不显著，但对企业社会责任表现3有一定的负向影响，影响的路径系数为-0.149，在0.05水平上具有统计显著性。


注释


[1]DW=0，完全正相关；DW=4，完全负相关；DW=2完全没有自相关（马庆国，2002）。











6.5　实证分析2：企业高管价值观—组织文化—企业社会责任表现






6.5.1　企业高管价值观、组织文化和企业社会责任表现的全模型分析

1.结构方程模型的变量和路径设定

通过前文变量效度和信度的分析，企业高管的自我超越价值观、自我提高价值观、人本主义的组织文化、竞争导向的组织文化、企业社会责任表现等变量的信度和效度均达到了要求，可以用于结构方程模型的分析。

根据企业高管价值观、组织文化和企业社会责任表现之间的关系，本研究利用AMOS7.0软件刻画出它们的初始结构模型，如图6.3所示。潜变量用椭圆形来表示，显变量用矩形来表示，其中：VL
 1
 和VL
 2
 分别是企业高管的自我超越和自我提高价值观，属于外生的潜变量，它们分别由V
 1
 、V
 2
 、V
 3
 和V
 5
 、V
 6
 来测量；CT
 1
 和CT
 2
 分别是人本主义的组织文化和竞争导向的组织文化，属于内生的潜变量，它们分别由C
 1
 、C
 2
 、C
 3
 、C
 4
 和C
 5
 、C
 6
 、C
 7
 来测量；CSP是企业社会责任表现，属于内生的潜变量，由SP
 1
 、SP
 2
 和SP
 3
 来测量，其中SP
 1
 、SP
 2
 和SP
 3
 由其测量题项计算平均而获得。同时，系统自动设置了15个显变量的残余变量（e
 1
 ，e
 2
 ，…，e
 15
 ），3个潜变量的残余变量（e
 16
 ，e
 17
 ，e
 18
 ），它们的路径系数默认值均为1。在此基础上，根据企业高管价值观、组织文化和企业社会责任表现之间的关系共设置了6条因果路径（VL
 1
 —CT
 1
 、VL
 1
 —CSP、VL
 2
 —CT
 2
 、VL
 2
 —CSP、CT
 1
 —CSP、CT
 2
 —CSP）和1条相关路径（VL
 1
 —VL
 2
 ）。

[image: ]
图6.3　企业高管价值观—组织文化—企业社会责任表现的结构方程模型



2.模型的初步估计和评价

首先，对上述模型涉及的显变量进行偏度和峰度分析，结果如表6.24所示。

表6.24　企业高管价值观—组织文化—企业社会责任表现的结构方程模型之显变量的偏度和峰度分析结果




	变　量
	最小值
	最大值
	偏　度
	C．R．
	峰　度
	C．R．



	
S P
 3

	1.000
	7.000
	－0．804
	－3.671
	－0．045
	－0．103



	
S P
 2

	1.000
	7.000
	－0．926
	－4.226
	2.116
	4.829



	
S P
 1

	1.000
	7.000
	－0．783
	－3.576
	0．858
	1.958



	
C
 4

	1.000
	7.000
	－0．637
	－2.905
	0．298
	0．681



	
C
 3

	1.000
	7.000
	－1.135
	－5.181
	1.009
	2.303



	
C
 2

	1.000
	7.000
	－1.101
	－5.025
	1.401
	3.197






续表




	变　量
	最小值
	最大值
	偏　度
	C．R．
	峰　度
	C．R．



	
C
 1

	1.000
	7.000
	－0．999
	－4.558
	0．510
	1.164



	
V
 5

	1.000
	7.000
	－1.161
	－5.300
	2.031
	4.635



	
V
 6

	2.000
	7.000
	－1.149
	－5.246
	1.540
	3.515



	
C
 5

	1.000
	7.000
	－0．792
	－3.614
	0．197
	0．450



	
C
 6

	1.000
	7.000
	－0．217
	－0．990
	－0．344
	－0．784



	
C
 7

	1.000
	7.000
	－0．488
	－2.229
	－0．273
	－0．624



	
V
 1

	1.000
	7.000
	－0．730
	－3.333
	－0．144
	－0．329



	
V
 2

	1.000
	7.000
	－0．791
	－3.611
	0．191
	0．435



	
V
 3

	1.000
	7.000
	－0．676
	－3.084
	－0．048
	－0．110



	多变量
	　
	　
	　
	　
	74.608
	18.468






从表6.24可知，本研究所有显变量的偏度绝对值在0.217～1.161之间，远小于3的临界标准，峰度绝对值在0.045～2.116之间，远小于10的临界标准，符合结构方程分析的要求。根据显变量的偏度和峰度情况，以及样本数目，本次结构方程分析采用极大似然估计方法。运用AMOS软件进行运算估计，得到此结构方程模型估计的拟合指标，如表6.25所示。

表6.25　企业高管价值观—组织文化—企业社会责任表现的结构方程模型之初始SEM拟合检验结果




	拟合统计值
	测量模型
	参考值



	
χ
 2
 ／d f

	2.474
	≤3



	GFI
	0.839
	＞0.9



	RMSEA
	0.109
	＜0.08



	NFI
	0.793
	＞0.90



	CFI
	0.862
	＞0.90



	PGFI
	0.580
	＞0.5



	PNFI
	0.627
	＞0.5






其中，χ
 2
 /df
 的值为2.474，小于3，符合要求；GFI值为0.839，低于0.9的参考值；RMSEA 值为0.109，高于0.08的参考值；NFI的值为0.793，低于0.90的参考值；CFI的值为0.862，低于0.900的参考值；PGFI和PNFI的值分别为0.582和0.649，符合大于0.5的要求。以上统计拟合指标综合表明，初始结构方程模型拟合效果不是特别理想，需要进一步修正。

3.模型的修正和评价

根据AMOS运行结果提供的修改指标增加残差间的相互关系，同时考虑它们之间关系的实际意义，对模型进行调整。再次运行AMOS，得到模型的拟合指标如表6.26所示。

表6.26　企业高管价值观—组织文化—企业社会责任表现的结构方程模型之修正SEM拟合检验结果




	拟合统计值
	测量模型
	参考值



	
χ
 2
 ／d f

	1.627
	≤3



	GFI
	0.961
	＞0.9



	RMSEA
	0.042
	＜0.08



	NFI
	0.928
	＞0.90



	CFI
	0.963
	＞0.90



	PGFI
	0.665
	＞0.5



	PNFI
	0.734
	＞0.5






其中，χ
 2
 /df
 的值为1.627，小于3，符合要求；GFI值为0.961，高于0.9的参考值；RMSEA 值为0.042，低于0.08的参考值；NFI的值为0.928，高于0.90的参考值；CFI的值为0.963，高于0.900的参考值；PGFI和PNFI的值分别为0.665和0.734，符合大于0.5的要求。以上统计拟合指标综合表明，修正结构方程模型拟合效果较好。

同时，结构方程模型中的各路径系数如表6.27所示。其中有5条路径的路径系数相应的C.R.值均大于1.96的参考值，在P
 ≤0.05的水平上具有统计显著性。

表6.27　企业高管价值观—组织文化—企业社会责任表现的结构方程模型之修正SEM中因果模型的路径参数估计




	路径名称
	路径
	标准化系数
	标准误差
	C．R．
	
P




	企业社会责任表现＜ ——自我超越
	λ11

	　0.327
	0.086
	　2.820
	0.005



	人本主义＜ ——自我超越
	λ12

	0.662
	0.102
	5.928
	
***




	企业社会责任表现＜ ——自我提高
	β11

	－0.089
	0.107
	－0.926
	0.354



	竞争导向＜ ——自我提高
	β12

	0.295
	0.207
	2.175
	0.03



	企业社会责任表现＜ ——人本主义
	Λ21

	0.429
	0.094
	3.699
	
***




	企业社会责任表现＜ ——竞争导向
	Λ22

	－0.531
	0.074
	－5.227
	
***







注：*
 表示P
 ＜0.05；**
 表示P
 ＜0.01；***
 表示P
 ＜0.001

企业高管价值观—组织文化—企业社会责任表现整个结构方程模型的结果如图6.4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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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4　企业高管价值观—组织文化—企业社会责任表现的结构方程模型结果



4.影响效应分析

一般来说，变量之间的关系可以分为直接效应、间接效应和总效应。其中直接效应是指由原因变量（外源变量或内生变量）到结果变量（内生变量）的直接影响；间接效应是指原因变量通过一个或多个中介变量对结果变量的间接影响；总效应为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的总和。企业高管价值观对企业社会责任表现的直接效应、通过组织文化的间接效应，以及总效应，如表6.28所示。

表6.28　企业高管价值观—组织文化—企业社会责任表现的结构方程模型之SEM变量间影响效应分解




	影响潜变量
	影响效应
	被影响潜变量



	人本主义
	竞争导向
	企业社会责任表现



	自我超越
	直接效应
	0．662
	－
	0．327



	间接效应
	－
	－
	0．284



	总效应
	－
	－
	0．611



	自我提高
	直接效应
	　
	0．295
	－



	间接效应
	－
	－
	－0．157



	总效应
	－
	－
	－0．157






从表6.28可以看出，在企业高管的自我超越价值观影响企业社会责任表现的效应中，直接效应为0.327，这表明企业高管的自我超越价值观对企业社会责任表现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这和之前企业高管价值观—企业社会责任表现的实证分析结果相一致；间接效应为0.284，这表明企业高管的自我超越价值观对企业社会责任表现还有的间接影响，组织文化在其中起到了部分的中介作用。

在企业高管的自我提高价值观影响企业社会责任表现的效应中，直接效应不显著，但存在间接效应为-0.157，这表明企业高管的自我提高价值观对企业社会责任表现的影响是通过间接的、潜在的机制实现的，更多的是通过组织文化对企业社会责任表现的影响，组织文化在其中起到了完全的中介作用。

6.5.2　企业高管价值观、组织文化和分维度企业社会责任表现的全模型分析

本节对企业社会责任表现进行分维度验证和企业高管价值观、组织文化的关系。

1.结构方程模型的变量和路径设定

通过前文变量效度和信度的分析，企业高管的自我超越价值观、自我提高价值观、人本主义的组织文化、竞争导向的组织文化、商业关系的企业社会责任表现、环境资源的企业社会责任表现、慈善公益的企业社会责任表现等变量的信度和效度均达到了要求，可以用于结构模型的分析。

[image: ]
图6.5　企业高管价值观—组织文化—分维度企业社会责任表现的结构方程模型



根据企业高管价值观、组织文化和企业社会责任表现各维度之间的关系，本研究利用AMOS7.0软件刻画出企业它们的初始结构模型，如图6.5所示。潜变量用椭圆形来表示，显变量用矩形来表示，其中：VL
 1
 和VL
 2
 分别是企业高管的自我超越价值观和自我提高价值观，属于外生的潜变量，它们分别由V
 1
 、V
 2
 、V
 3
 和V
 5
 、V
 6
 来测量；CT
 1
 和CT
 2
 分别是人本主义和竞争导向的组织文化，属于内生的潜变量，它们分别由C
 1
 、C
 2
 、C
 3
 、C
 4
 和C
 5
 、C
 6
 、C
 7
 来测量；SP
 1
 、SP
 2
 和SP
 3
 分别是商业关系、环境资源和慈善公益的社会责任表现，属于内生的潜变量，它们分别由S
 2
 、S
 3
 、S
 5
 、S
 6
 、S
 8
 、S
 9
 、S
 10
 和S
 12
 、S
 13
 、S
 14
 、S
 15
 和S
 16
 、S
 17
 、S
 18
 来测量。同时，系统自动设置了26个显变量的残余变量（e
 1
 ，e
 2
 ，…，e
 26
 ），5个潜变量的残余变量（e
 27
 ，e
 28
 ，…，e
 31
 ），它们的路径系数默认值均为1。在此基础上，根据企业高管价值观、组织文化和企业社会责任表现各维度之间的关系共设置了14条因果路径（VL
 1
 —CT
 1
 、VL
 1
 —CSP
 1
 、VL
 1
 —CSP
 2
 、VL
 1
 —CSP
 3
 、VL
 2
 —CT
 2
 、VL
 2
 —CSP
 1
 、VL
 2
 —CSP
 2
 、VL
 2
 —CSP
 3
 、CT
 1
 —CSP
 1
 、CT
 1
 —CSP
 2
 、CT
 1
 —CSP
 3
 、CT
 2
 —CSP
 1
 、CT
 2
 —CSP
 2
 、CT
 2
 —CSP
 3
 ）和1条相关路径（VL
 1
 —VL
 2
 ）。

2.模型的初步估计和评价

首先，对上述模型涉及的显变量进行偏度和峰度分析，结果如表6.29所示。

表6.29　企业高管价值观—组织文化—分维度企业社会责任表现的结构方程模型之显变量的偏度和峰度分析结果




	变　量
	最小值
	最大者
	偏　度
	C．R．
	峰　度
	C．R．



	
S
 18

	1.000
	7.000
	－0．678
	－3.092
	－0．231
	－0．528



	
S
 17

	1.000
	7.000
	－0．679
	－3.097
	－0．257
	－0．586



	
S
 16

	1.000
	7.000
	－0．794
	－3.624
	－0．019
	－0．044



	
S
 15

	1.000
	7.000
	－0．886
	－4.044
	1.671
	3.813



	
S
 14

	1.000
	7.000
	－0．878
	－4.009
	1.084
	2.474



	
S
 13

	1.000
	7.000
	－0．803
	－3.665
	1.275
	2.909



	
S
 12

	1.000
	7.000
	－1.057
	－4.823
	1.650
	3.766



	
S
 10

	1.000
	7.000
	－0．859
	－3.921
	1.717
	3.918



	
S
 9

	1.000
	7.000
	－0．930
	－4.243
	0．944
	2.155



	
S
 8

	1.000
	7.000
	－0．814
	－3.713
	1.552
	3.541



	
S
 7

	1.000
	7.000
	－0．636
	－2.903
	0．065
	0．148



	
S
 6

	1.000
	7.000
	－0．744
	－3.395
	0．128
	0．292



	
S
 5

	1.000
	7.000
	－0．575
	－2.625
	－0．175
	－0．399



	
S
 4

	1.000
	7.000
	－0．740
	－3.378
	0．312
	0．711



	
V
 5

	1.000
	7.000
	－1.161
	－5.300
	2.031
	4.635



	
V
 6

	2.000
	7.000
	－1.149
	－5.246
	1.540
	3.515






续表




	变　量
	最小值
	最大者
	偏　度
	C．R．
	峰　度
	C．R．



	
C
 5

	1.000
	7.000
	－0．792
	－3.614
	0．197
	0．450



	
C
 6

	1.000
	7.000
	－0．217
	－0．990
	－0．344
	－0．784



	
C
 7

	1.000
	7.000
	－0．488
	－2.229
	－0．273
	－0．624



	
C
 4

	1.000
	7.000
	－0．637
	－2.905
	0．298
	0．681



	
C
 3

	1.000
	7.000
	－1.135
	－5.181
	1.009
	2.303



	
C
 2

	1.000
	7.000
	－1.101
	－5.025
	1.401
	3.197



	
C
 1

	1.000
	7.000
	－0．999
	－4.558
	0．510
	1.164



	
V
 1

	1.000
	7.000
	－0．730
	－3.333
	－0．144
	－0．329



	
V
 2

	1.000
	7.000
	－0．791
	－3.611
	0．191
	0．435



	
V
 3

	1.000
	7.000
	－0．676
	－3.084
	－0．048
	－0．110



	多变量
	　
	　
	　
	　
	190.540
	27.915






从表6.29可知，本研究所有显变量的偏度绝对值在0.217～1.161之间，远小于3的临界标准，峰度绝对值在0.019～2.031之间，远小于10的临界标准，符合结构方程分析的要求。根据显变量的偏度和峰度情况，以及样本数目，本次结构方程分析采用极大似然估计方法。运用AMOS软件进行运算估计，得到此结构方程模型估计的拟合指标，如表6.30所示。

表6.30　企业高管价值观—组织文化—分维度企业社会责任表现的结构方程模型之初始SEM拟合检验结果




	拟合统计值
	测量模型
	参考值



	
χ
 2
 ／d f

	2.164
	≤3



	GFI
	0.743
	＞0.9



	RMSEA
	0.097
	＜0.08



	NFI
	0.763
	＞0.90



	CFI
	0.854
	＞0.90



	PGFI
	0.601
	＞0.5



	PNFI
	0.667
	＞0.5






其中，χ
 2
 /df
 的值为2.164，小于3，符合要求；GFI值为0.743，低于0.9的参考值；RMSEA 值为0.097，高于0.08的参考值；NFI的值为0.763，低于0.90的参考值；CFI的值为0.854，低于0.900的参考值；PGFI和PNFI的值分别为0.601和0.667，符合大于0.5的要求。以上统计拟合指标综合表明，初始结构方程模型拟合效果不是特别理想，需要进一步修正。

3.模型的修正和评价

根据AMOS运行结果提供的修改指标增加残差间协方差关系，同时考虑它们之间关系的实际意义，对模型进行调整。再次运行AMOS，其模型的拟合指标如表6.31所示。

表6.31　企业高管价值观—组织文化—分维度企业社会责任表现的结构方程模型之修正SEM拟合检验结果




	拟合统计值
	测量模型
	参考值



	
χ
 2
 ／d f

	1.437
	≤3



	GFI
	0.892
	＞0.9



	RMSEA
	0.034
	＜0.08



	NFI
	0.921
	＞0.90



	CFI
	0.955
	＞0.90



	PGFI
	0.730
	＞0.5



	PNFI
	0.805
	＞0.5






其中，χ
 2
 /df
 的值为1.437，小于3，符合要求；GFI值为0.892，低于0.9的参考值；RMSEA值为0.034，低于0.08的参考值；NFI的值为0.921，高于0.90的参考值；CFI的值为0.955，高于0.900的参考值；PGFI和PNFI的值分别为0.730和0.805，符合大于0.5的要求。虽然GFI指标略低，但其他指标都符合要求，可以认为修正的结构方程模型拟合效果较好。

同时，结构方程模型中的各路径系数如表6.32所示。其中有11条路径的路径系数相应的C.R.值均大于1.96的参考值，在P
 ≤0.05 的水平上具有统计显著性。

表6.32　企业高管价值观—组织文化—分维度企业社会责任表现的结构方程模型之修正SEM中因果模型的路径参数估计




	路径名称
	路径
	标准化系数
	标准误差
	C．R．
	
P




	企业社会责任表现1＜ ——自我超越
	λ11

	　0.207
	0.102
	　2.355
	0.021



	企业社会责任表现2＜ ——自我超越
	λ12

	0.312
	0.114
	2.330
	0.027



	企业社会责任表现3＜ ——自我超越
	λ13

	0.461
	0.136
	3.824
	
***




	人本主义＜ ——自我超越
	λ14

	0.653
	0.106
	5.762
	
***




	企业社会责任表现1＜ ——自我提高
	β11

	－0.179
	0.146
	－1.809
	0.071



	企业社会责任表现2＜ ——自我提高
	β12

	－0.074
	0.151
	－0.691
	0.490



	企业社会责任表现3＜ ——自我提高
	β13

	－0.206
	0.176
	－2.017
	0.044



	竞争导向＜ ——自我提高
	β14

	0.339
	0.209
	2.486
	0.013



	企业社会责任表现1＜ ——人本主义
	Λ11

	0.352
	0.111
	3.270
	0.001



	企业社会责任表现2＜ ——人本主义
	Λ12

	0.390
	0.124
	3.081
	0.002



	企业社会责任表现3＜ ——人本主义
	Λ13

	0.326
	0.137
	2.865
	0.004



	企业社会责任表现1＜ ——竞争导向
	Λ21

	－0.702
	0.112
	－6.050
	
***




	企业社会责任表现2＜ ——竞争导向
	Λ22

	－0.518
	0.099
	－4.762
	
***




	企业社会责任表现3＜ ——竞争导向
	Λ23

	－0.187
	0.098
	－2.142
	0.032






注：*
 表示P
 ＜0.05；**
 表示P
 ＜0.01；***
 表示P
 ＜0.001

企业高管价值观—组织文化—分维度企业社会责任表现整个结构方程模型的结果如图6.6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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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6　企业高管价值观—组织文化—分维度企业社会责任表现的结构方程模型结果



4.影响效应分析

企业高管价值观对分维度企业社会责任表现的直接效应、通过组织文化的间接效应，以及总效应，如表6.33所示。

从表6.33可以看出，企业高管的自我超越价值观对企业社会责任表现1、2、3都具有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这表明企业高管的自我超越价值观对企业社会责任表现不仅具有直接的正向影响，而且还有通过组织文化作用的间接影响，组织文化在此过程中起到了部分的中介作用。

企业高管的自我提高价值观对企业社会责任表现3（慈善公益）的直接效应为-0.206，间接效应为-0.063，总效应为-0.269，这表明企业高管的自我超越价值观对企业社会责任表现3不仅具有直接的负向影响，而且还有通过组织文化作用的间接影响，组织文化在此过程中起到了部分的中介作用。企业高管的自我提高价值观对企业社会责任表现1（商业关系）和企业社会责任表现2（环境资源）没有显著的直接效应，只有间接效应，分别为-0.238和-0.176，这表明企业高管的自我提高价值观对企业社会责任表现1和2的影响是通过组织文化的间接作用实现的，组织文化在其中起到了完全的中介作用。

表6.33　企业高管价值观—组织文化—分维度企业社会责任表现的结构方程模型之SEM变量间影响效应分解




	影响潜变量
	影响效应
	被影响潜变量



	人本主义
	竞争导向
	
CS P
 1

	
CS P
 2

	
CS P
 3




	自我超越
	直接效应
	0．653
	　
	0．207
	0．312
	0．461



	间接效应
	－
	－
	0．230
	0．255
	0．213



	总效应
	－
	－
	0．437
	0．567
	0．674



	自我提高
	直接效应
	　
	0．339
	－
	－
	－0．206



	间接效应
	－
	－
	－0．238
	－0．176
	－0．063



	总效应
	－
	－
	－0．238
	－0．176
	－0．269
















6.6　企业资源的调节作用






调节作用主要是讨论某变量对其他变量之间相互关系的影响。根据前文的理论模型和研究假设，本研究认为，企业资源对企业高管价值观和企业社会责任表现关系之间的关系具有调节作用，企业资源越充裕，企业高管价值观和企业社会责任表现之间的关系越明显，企业高管价值观越容易在企业社会责任表现中体现。

为检验企业资源的调节作用，本研究主要采取层级回归分析的方法。首先在回归分析中放入控制变量，包括企业成立年限和企业规模；然后放入企业高管价值观（自变量）和企业资源（调节变量）两个主变量，测量主效应；最后放入调节变量与自变量的交互项。其中企业高管价值观分为自我超越和自我提高两个方面，它们分别由各自测量题项计算平均值；企业资源由评价财务资源和人力资源充足题项计算平均值。另外，由于交互项可能存在多重共线性的问题，为了克服该问题，本研究对构成交互项的基础变量进行“中心化转换”（centering transformation），即先将组成交互项的变量各自减去其变量的均值，将变量围绕均值的分布转换成围绕零的分布，然后用转换后的变量计算交互项。

企业资源对企业高管价值观和企业社会责任表现关系的调节作用的层级回归分析的结果如表6.34所示。表6.34显示，模型中变量的方差膨胀因子（VIF）都在1～2之间，小于10的临界标准，说明不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问题；而且D-W检验值分别为2.034和1.768，接近于2，说明不存在严重的自相关问题。

模型1—模型3是检验企业资源对企业高管的自我超越价值观和企业社会责任表现关系的调节作用。模型1中只有两个控制变量，包括企业成立年限和企业规模，结果发现它们在回归分析中的作用没有达到显著性水平，这说明两个控制变量对企业社会责任表现没有显著影响。模型2在模型1的基础上引入了自我超越价值观与企业资源两个主变量，结果发现两个主变量的进入使得回归方程的调整R
 2
 有显著性提高，提高了0.631，同时F检验值也提高了50.589，达到50.983，通过F检验（P
 =0.000＜0.05），而且回归系数分别为0.420和0.538，均通过T检验（P
 =0.000＜0.05），显著异于零，这表明企业高管的自我超越价值观和企业资源对企业社会责任表现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模型3在模型2的基础上引入了自我超越价值观与企业资源的交互项，结果发现交互项的回归系数为0.161，通过T检验（P
 =0.032＜0.05），显著异于零，而且回归方程调整R
 2
 有显著性提高，这说明企业高管的自我超越价值观与企业社会责任表现之间的正向关系受到企业资源的调节影响，在企业资源充足的条件下，两者之间的关系越明显，如图6.7所示。

[image: ]
图6.7　企业资源对企业高管的自我超越价值观和企业社会责任表现关系的调节作用



模型4—模型6是检验企业资源对企业高管的自我提高价值观和企业社会责任表现关系的调节作用。模型4和模型1一样，只有控制变量。模型5在模型4的基础上引入了自我提高价值观与企业资源两个主变量，结果发现两个主变量的进入使得回归方程的调整R
 2
 有显著性提高，提高了0.491，同时F检验值也提高了27.433，达到27.827，通过F检验（P
 =0.000＜0.05），但只有企业资源的回归系数通过T检验（P
 =0.000＜0.05），显著异于零，而企业高管的自我提高价值观的回归系数未通过T检验，这表明企业资源对企业社会责任表现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模型6在模型5的基础上引入了企业高管的自我提高价值观与企业资源的交互项，回归方程的调整R
 2
 有显著性提高，同时交互项的回归系数为-0.152，通过T检验（P
 =0.047＜0.05），显著异于零，但自我提高价值观的回归系数仍未通过T检验，这说明企业资源对企业高管的自我提高价值观与企业社会责任表现之间的关系不具有调节作用。

表6.34　企业资源的调节作用




	变　量
	模型1 CSP
	模型2 CSP
	模型3 CSP
	VIF检验
	变　量
	模型4 CSP
	模型5 CSP
	模型6 CSP
	VIF检验



	第一步：控制变量
	　
	　
	　
	　
	第一步：控制变量
	　
	　
	　
	　



	成立年限
	－0．035
	－0．064
	－0．053
	1．540
	成立年限
	－0．035
	－0．039
	－0．035
	1．514



	企业规模
	－0．055
	－0．141*

	－0．150*

	1．574
	企业规模
	－0．055
	－0．183*

	－0．159
	1．564



	第二步：主效应
	　
	　
	　
	　
	第二步：主效应
	　
	　
	　
	　



	自我超越
	　
	0．420***

	0．427***

	1．199
	自我提高
	　
	－0．041
	－0．112
	1．334



	企业资源
	　
	0．538***

	0．568***

	1．571
	企业资源
	　
	0．709***

	0．701***

	1．060



	第三步：交互效应
	　
	　
	　
	　
	第三步：交互效应
	　
	　
	　
	　



	自我超越*
 企业资源
	　
	　
	0．161*

	1．462
	自我提高*
 企业资源
	　
	　
	－0．152*

	1．348



	调整 R2

	－0．01
	0．621
	0．632
	Durbin‐Watson
	R2

	－0．01
	0．468
	0．481
	Durbin‐Watson



	△ R2

	　
	0．631
	0．011
	2．034
	△ R2

	　
	0．491
	0．013
	1．768
















6.7　假设检验与解释






根据前文部分的结构方程模型和层级回归分析的结果，本节对研究的假设检验情况进行汇总，并进行解释。

1.企业高管价值观对企业社会责任表现的影响

根据表6.18，企业高管的自我超越价值观对企业社会责任表现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标准路径系数为0.624，P
 =0.000）企业高管的自我超越价值观越强，企业社会责任表现越好。在企业高管价值观—组织文化—企业社会责任表现的全模型实证分析中，也得到同样的结论。因此，假设H1成立。在企业社会责任表现的分维度上，企业高管的自我超越价值观对企业社会责任表现1、2、3都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标准路径系数分别为：0.774、0.672、0.764；p值都为0.000）。在企业高管价值观—组织文化—分维度企业社会责任表现的全模型实证分析中，也得到同样的结论。因此，假设H1a、H1b、H1c成立。

根据表6.19和表6.27可知，企业高管的自我提高价值观对企业社会责任表现的影响并不显著，这与理论假设的负向影响存在出入。因此，假设H2不成立。笔者认为，企业高管的自我提高价值观对企业社会责任表现没有产生显著的负向影响，可能和一些企业高管持有企业社会责任的“工具性”观点有关，即他们把企业社会责任行为作为提高企业经济利益、个人自身利益的一种手段和工具（Jones，1995）。自我提高价值观强的企业高管在实现个人目标、强调自身利益的同时，并没有减少企业的社会责任行为，有时反而会利用企业社会责任行为，可能还提高企业社会责任表现。这一点可以从企业社会责任表现具体维度和企业高管的自我提高价值观的关系中得到进一步的佐证。从表6.23中可知，企业高管的自我提高价值观只对企业社会责任表现3（慈善公益）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标准路径系数为-0.149，P
 =0.027），而对企业社会责任表现1（商业关系）和企业社会责任表现2（资源环境）并没有显著的负向影响。企业社会责任表现1和企业社会责任表现2涉及的企业社会责任行为和企业经营更为紧密，容易被企业高管用以实现企业经济目标的工具和手段，因此该企业社会责任行为容易受经济因素的驱动，企业高管价值观不易在其中显现；而企业社会责任表现3涉及的企业社会责任行为基本上属于“锦上添花”，对企业经济利益没有直接有效的影响，因此该企业社会责任行为容易受伦理因素的驱动，容易显现企业高管价值观。同时，企业社会责任表现1和2涉及的企业社会责任行为往往受法律法规的制度性因素约束，例如与员工利益者相关的劳动法、与顾客利益者相关的消费者权益法、与环境保护相关的环境保护法等，因此企业在此方面的行为还受到制度因素的规制，降低了企业高管自我提高价值观的负向影响。企业社会责任表现3属于自行裁量责任（Carroll，1979），该社会责任的履行取决于管理者的选择和判断，因此受企业管理价值观的影响更明显。由上可知，假设H2a、H2b不成立，H2c成立。

2.企业高管价值观对组织文化的影响

根据表6.27可知，企业高管的自我超越价值观对人本主义的组织文化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路径系数为0.662，P
 =0.000），企业高管的自我超越价值观越强，人本主义的组织文化越明显；同时企业高管的自我提高价值观对竞争导向的组织文化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标准路径系数为0.295，P
 =0.03），企业高管的自我提高价值观越强，竞争导向的组织文化越明显。在企业高管价值观—组织文化—分维度企业社会责任表现的全模型实证分析中，也得到同样的结论。因此，假设H3和H4成立。

3.组织文化对企业社会责任表现的影响

根据表6.27可知，人本主义的组织文化对企业社会责任表现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人本主义的组织文化越明显（标准路径系数为0.429，P
 =0.000），企业社会责任表现越好，这与Maignan（1999）的研究结论相吻合；竞争导向的组织文化对企业社会责任表现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路径系数为-0.531，P
 =0.000），竞争导向的组织文化越明显，企业社会责任表现越差。在企业高管价值观—组织文化—分维度企业社会责任表现的全模型实证分析中，也得到同样的结论。因此，假设H5和H6成立。

4.组织文化的中介作用

基于企业高管价值观对组织文化的显著影响，以及组织文化对企业社会责任表现的显著影响，可以判断组织文化在企业高管价值观对企业社会责任表现的影响中存在中介作用。具体来说，由于企业高管的自我超越价值观对企业社会责任表现具有直接的显著影响，因此组织文化在其中具有部分的中介作用；而企业高管的自我提高价值观对企业社会责任表现没有直接的显著影响，因此组织文化在其中具有完全的中介作用。对于企业高管的自我超越价值观对企业社会责任表现的影响，不管企业社会责任行为是否受到制度因素和经济因素的驱动，其直接的正向作用都可以存在，而且可以通过组织文化进一步影响企业社会责任表现；但对于企业高管的自我提高价值观会有所不同，理论预期上的对企业社会责任表现的负向影响可能受到制度因素和经济因素的干扰，在企业社会责任决策中不能显现，其直接作用不明显，但对组织文化的影响是明确的，促进竞争导向组织文化的形成，而竞争导向的组织文化会影响管理者的企业社会责任决策，降低员工的CSR投入以及产生困惑的企业社会创业者和缺乏兴趣者，从而降低企业社会责任表现。因此，企业高管的自我提高价值观更多的是从通过组织文化实现对企业社会责任表现的影响。

在企业社会责任表现的具体维度上，由于企业高管的自我超越价值观对企业社会责任表现1、2、3都有直接的显著影响，因此组织文化在其中只是部分的中介作用；对于企业高管的自我提高价值观，由于对企业社会责任表现1和2没有直接的显著影响，因此组织文化具有完全的中介作用；对企业社会责任表现3具有直接的显著影响，因此组织文化具有部分的中介作用。

组织文化在企业高管价值观和企业社会责任表现之间的中介作用如表6.35所示。

表6.35　组织文化的中介作用




	组织文化\自变量\应变量　　　　　　　　　　　
	
V L
 1
 （自我超越）
	
V L
 2
 （自我提高）



	
CS P

	部分中介作用
	完全中介作用



	
CS P
 1
 （商业关系）
	部分中介作用
	完全中介作用



	
CS P
 2
 （环境资源）
	部分中介作用
	完全中介作用



	
CS P
 3
 （慈善公益）
	部分中介作用
	部分中介作用






5.企业资源的调节作用

根据表6.34可知，企业资源在企业高管的自我超越价值观与企业社会责任表现的关系上具有调节作用，企业资源越充足，企业高管的自我超越价值观对企业社会责任表现的影响越明显，但企业资源在企业高管的自我提高价值观与企业社会责任表现的关系上不具有调节作用，这也再次佐证了企业高管的自我提高价值观和企业社会责任表现关系的复杂性，此关系会更多地受到制度因素和经济因素的影响。因此，假设7成立，假设H8不成立。同时，企业资源对企业社会责任表现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因此，假设H9成立。











6.8　本章小结






本章主要是对第三章和第四章的理论模型和研究假设进行实证检验。在实证检验之前本章做了三项基础的工作：第一，对样本情况和研究变量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对样本和研究变量有个基本了解；第二，是对量表进行效度和信度的检验，确认量表的有效性和可靠性；第三，对研究变量进行Pearson相关分析，初步观测变量之间的关系。

本章运用结构方程对企业高管价值观、组织文化和企业社会责任表现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检验，验证企业高管价值观和企业社会责任表现之间的直接关系，以及企业高管价值观通过组织文化对企业社会责任表现的作用，即组织文化的中介作用。本章还运用层级回归分析方法检验企业资源对企业高管价值观和企业社会责任表现之间关系的调节作用。通过上述的实证检验可知，本研究提出的理论假设大部分获得了实证结果的支持，具体情况如表6.36所示。

表6.36　研究假设验证情况汇总




	研究假设
	验证结果



	H1：企业高管的自我超越价值观对企业社会责任表现具有正向的影响。
	支持



	H1a：企业高管的自我超越价值观对企业社会责任表现1具有正向的影响。
	支持



	H1b：企业高管的自我超越价值观对企业社会责任表现2具有正向的影响。
	支持



	H1c：企业高管的自我超越价值观对企业社会责任表现3具有正向的影响。
	支持



	H2：企业高管的自我提高价值观对企业社会责任表现具有负向的影响。
	不支持



	H2a：企业高管的自我提高价值观对企业社会责任表现1具有负向的影响。
	不支持



	H2b：企业高管的自我提高价值观对企业社会责任表现2具有负向的影响。
	不支持






续表




	研究假设
	验证结果



	H2c：企业高管的自我提高价值观对企业社会责任表现3具有负向的影响。
	支持



	H3：企业高管的自我超越价值观对人本主义的组织文化具有正向的影响。
	支持



	H4：企业高管的自我提高价值观对竞争导向的组织文化具有正向的影响。
	支持



	H5：人本主义的组织文化对企业社会责任表现具有正向的影响。
	支持



	H6：竞争导向的组织文化对企业社会责任表现具有负向的影响。
	支持



	H7：企业资源对企业高管的自我超越价值观和企业社会责任表现之间的关系有调节的作用。在企业资源充裕的条件下，企业高管的超越价值观对企业社会责任表现的影响越明显。
	支持



	H8：企业资源对企业高管的自我提高价值观和企业社会责任表现之间的关系有调节的作用。在企业资源充裕的条件下，企业高管的提高价值观对企业社会责任表现的影响越明显。
	不支持



	H9：企业资源对企业社会责任表现具有正向的影响。
	支持














第7章　研究结论、局限性与展望




本章将对本研究进行系统总结，包括研究得到的主要结论、理论贡献、实际意义、研究存在的不足和局限性以及对未来相关研究的展望。

7.1　研究结论



本研究突破之前基于经济动因或制度动因的企业社会责任行为研究，从伦理驱动出发，讨论企业高管价值观和企业社会责任行为的关系。对于企业高管价值观对企业社会责任行为的影响，本研究首先运用高阶管理理论分析企业高管价值观对企业高管感知企业社会责任环境的影响，以及最后对企业社会责任选择的影响，建立企业高管价值观—企业社会责任表现的关系；然后运用组织文化相关理论分析组织文化在企业高管价值观和企业社会责任行为之间的中介作用，建立企业高管价值观—组织文化—企业社会责任表现的关系。其中，组织文化对企业社会责任表现的影响主要通过企业的社会责任决策、员工的CSR投入和CSR的员工类型等三条途径实现的。在建立上述基本关系的基础上，针对企业社会责任的特点，选择企业高管价值观和组织文化的具体维度，即价值观的维度包括自我提高和自我超越，组织文化的维度包括人本主义和竞争导向，构建具体的理论模型和研究假设。本研究运用250个有效样本对本研究的理论模型和研究假设进行验证，最终有11个研究假设获得通过，研究主题得到基本的验证。本研究的研究结论主要包括四个方面：

（1）企业高管的自我超越价值观对企业社会责任表现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但企业高管的自我提高价值观对企业社会责任表现的作用不显著。前者符合理论预期，后者和研究假设不一致。笔者认为，企业高管的自我提高价值观对企业社会责任表现的作用不显著的原因可能是：①企业高管对企业社会责任行为持有“工具性”观点，把企业社会责任作为实现企业经济利益的一种工具和手段；②企业的社会责任行为受到制度因素的驱动，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是对法律法规的遵守或出于对利益相关者或机构的压力反应。在这两因素的影响下，企业会增加企业社会责任行为，提升企业社会责任表现，因此理论预期的企业高管的自我提高价值观对企业社会责任表现的负向影响不明显。这一点在企业高管价值观—分维度企业社会责任表现的关系中得到进一步的佐证。企业高管价值观—分维度企业社会责任表现的结构方程模型结果显示，企业高管的自我提高价值观对企业社会责任表现1（商业关系）和企业社会责任表现2（环境资源）影响不显著，但对企业社会责任表现3（慈善公益）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其原因就在于企业社会责任表现3和企业社会责任表现1及企业社会责任表现2相比，企业高管的自由度较大，受上述两个因素的影响较小，企业高管价值观容易在其中显现。值得注意的是，企业社会责任的“工具”性观点和制度动因对企业社会责任表现的正向作用不会影响企业高管的自我超越价值观对企业社会责任表现的正向作用，因为两者的作用方向是一致的。

（2）组织文化对企业社会责任表现具有显著影响。在企业高管价值观—组织文化—企业社会责任表现和企业高管价值观—组织文化—分维度企业社会责任表现的结构方程模型结果都显示，组织文化对企业社会责任表现具有显著影响。其中，人本主义的组织文化对企业社会责任表现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这一结论和Maignan（1999）的研究发现基本一致，而竞争导向的组织文化对企业社会责任表现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

（3）组织文化在企业高管价值观和企业社会责任表现的关系中具有中介作用，但在具体的企业高管价值观和企业社会责任表现的关系上，组织文化承担着不同性质的中介作用。在实证分析2中，企业高管价值观—组织文化—企业社会责任表现和企业高管价值观—组织文化—分维度企业社会责任表现的结构方程模型结果都显示，企业高管价值观影响组织文化，而组织文化又影响企业社会责任表现，因此组织文化在企业高管价值观和企业社会责任表现之间具有中介作用。具体来说，对于企业高管的自我超越价值观，所有的实证结果都显示，其对企业社会责任表现具有直接的显著影响，同时又通过组织文化对企业社会责任表现产生影响，因此组织文化在其中起到部分的中介作用；对于企业高管的自我提高价值观，企业高管价值观—分维度企业社会责任表现和企业高管价值观—组织文化—分维度企业社会责任表现的结构方程模型结果显示，其对企业社会责任表现1（商业关系）和2（环境资源）没有直接的显著影响，但通过组织文化对企业社会责任表现产生影响，因此组织文化在其中起到完全的中介作用，同时企业高管的自我价值观对企业社会责任表现3（慈善公益）具有直接的显著影响，同时又通过组织文化对企业社会责任表现产生影响，因此组织文化在其中起到部分的中介作用。

（4）企业资源对企业高管的自我超越价值观和企业社会责任表现的关系具有正向的调节作用。在检验企业资源调节作用的层级回归分析中，本研究发现企业资源对企业社会责任表现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企业资源越充足，企业社会责任表现越好，这和大部分的研究结论相一致。同时，层级回归分析也显示，企业资源对企业高管的自我超越价值观和企业社会责任表现的关系具有正向的调节作用，企业资源越充足，企业高管的自我超越价值观对企业社会责任表现的正向影响越显著。但企业资源在企业高管的自我提高价值观和企业社会责任表现关系中的调节作用并没有获得通过。笔者认为，该假设未获通过的原因在于：①企业高管的自我提高价值观对企业社会责任表现的直接影响本身不显著；②企业高管的自我提高价值观和企业社会责任表现的关系较为复杂，可能受到前文分析的经济因素和制度因素的影响，企业资源不是影响它们关系的重要因素。











7.2　研究意义






7.2.1　理论贡献

本研究的理论贡献在于：

（1）突破了之前经济视角和制度视角对企业社会责任行为的讨论，从伦理视角切入，认为企业对社会责任的伦理认知是影响企业社会责任行为的重要因素，并强调企业高管价值观在其中的重要作用，运用高阶管理理论分析对企业社会责任行为的影响。

（2）对高阶管理理论的丰富和拓展。本研究将高阶管理理论的应用领域进行拓展，用于企业社会责任领域，呼应了学者的倡导，同时在实证分析中直接测量高管的心理特征—价值观，而不是运用其简单的基本特征，更能反映企业高管对企业的战略及绩效的影响。

（3）本研究根据将企业高管对组织文化的影响以及组织文化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在作为个体层面的企业高管和企业的战略及绩效的关系中尝试引入组织层面因素—组织文化，建立起决策理论之外的中间纽带，更好地解释企业高管对战略及绩效的影响。

7.2.2　实践意义

本研究从伦理视角出发分析并实证研究企业高管价值观对企业社会责任行为的影响，并取得了上述研究结论。这些研究结论对如何促进企业社会责任行为具有一定的实践意义，为政府部门以及企业进一步提高企业社会责任表现提供决策参考。具体来说，包括以下一些实践意义：

（1）政府相关部门在建立和完善企业社会责任相关制度、强调制度因素的同时，要重视伦理驱动对企业社会责任行为的影响，不能忽视企业对社会责任伦理认知的重要性，这也是影响企业社会责任行为的重要方面。

（2）根据本文的研究，企业高管价值观是影响企业社会责任伦理认知的重要因素，它对企业社会责任行为及绩效具有显著影响，尤其是对企业社会责任表现有正向作用的自我超越价值观。但理论预期的企业高管自我提高价值观对企业社会责任表现的负向影响由于其他因素的介入并不显著。因此，政府在推动企业社会责任建设的过程中，要求媒体加强正面价值观的宣传，要求教育机构提供相关的教育和培训，增强企业高管的自我超越价值观，促进企业的社会责任行为，从而提升企业社会责任表现。

（3）根据本文的研究，人本主义组织文化对企业社会责任行为具有正向影响，而且在企业高管的自我超越价值观影响企业社会责任行为的过程中具有中介作用。因此，企业在推进社会责任的过程中，不仅应重视企业高管价值观的作用，还应建立并维持人本主义的组织文化氛围，发挥组织文化对企业社会责任行为的影响。

（4）根据本文的研究，企业资源对企业社会责任行为具有正向影响，而且在企业高管的自我超越价值观影响企业社会责任行为的过程中具有调节作用。因此，政府和外界在推动企业社会责任时应考虑企业资源的实际情况，它是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必要条件。企业资源越充足，不仅对企业社会责任行为具有直接的促进作用，而且会强化企业高管自我超越价值观对企业社会责任行为的正向作用。











7.3　研究局限性






虽然本研究得到了最终的研究结论，而且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但由于研究问题的复杂性和研究条件的限制，本研究还存在一些局限性，主要体现在：

1.在研究模型中没有考虑外部制度因素的影响

本研究的出发点是企业社会责任的伦理视角，因此研究的重点放在高管的价值观和企业社会责任行为及绩效的关系上，而且理论基础是高阶管理理论和组织文化理论，涉及的因素也主要是企业内部的因素。但由于企业社会责任的动因除了伦理动因外，还有经济动因和制度动因，尤其是制度动因被广泛关注，因此影响企业社会责任行为及绩效的因素较为复杂，制度因素可能对企业高管价值观和企业社会责任行为及绩效的关系产生影响，这在实证中已有一些体现，但在研究模型中没有进行综合考虑。

2.样本和数据的局限性

由于考虑到国内实证数据的可获得性以及现有研究条件的限制，本研究没有对国内企业采用随机抽样的方法进行样本和数据的采集，而是利用了笔者自身的一些条件和途径进行抽样调查，因此样本企业主要以浙江地区的企业为主，而且大部分是民营企业，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样本的代表性和研究结果的普适性。











7.4　研究展望






基于上述的研究结论和研究局限性，展望未来的研究，笔者认为，可以在以下几个方面进行进一步探索：

（1）在研究企业高管价值观影响企业社会责任行为及绩效的过程中考虑经济因素和制度因素的影响，以及这些因素和企业高管价值观的交互效应，使得企业高管价值观和企业社会责任行为及绩效之间的关系更加清楚和明确。

（2）把伦理驱动和经济驱动、制度驱动放在同等重要的位置，研究企业不同的社会责任行为其主要驱动因素是什么，或者针对不同的国家或地区进行比较研究企业社会责任行为的驱动因素。

（3）把伦理驱动的企业社会责任研究放在不同国家或地区的背景下进行研究，不同国家或地区可能意味着不同的价值观，不同的价值观影响企业的社会责任行为及绩效。

（4）由于样本的限制，本研究只以企业的董事长或总经理为研究对象，今后的研究可以拓宽研究的对象，以高管团队为研究对象，研究他们的特质对企业社会责任行为及绩效的影响，而且可以进一步探讨团队之间的互动对上述关系的影响。

（5）对企业高管价值观影响企业社会责任选择的过程进行进一步的实证研究，探究企业高管价值观影响高管感知企业社会责任环境的“黑匣子”过程，以便于更好地理解企业高管价值观对企业社会责任行为及绩效的影响。其中的“黑匣子”主要是企业高管社会责任决策的有限理性过程，即企业高管价值观如何影响高管的视野、对进入视野的内容如何进行有选择性的感知、对感知的内容如何做出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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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1　《关于中央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指导意见》






国资发研究〔2008〕1号

关于印发《关于中央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指导意见》的通知

各中央企业：

为了全面贯彻党的十七大精神，深入落实科学发展观，推动中央企业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认真履行好社会责任，实现企业与社会、环境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我们研究制定了《关于中央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指导意见》，现印发你们。请结合本企业实际参照执行，并将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工作中的经验、做法和问题及时反馈我委。

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二〇〇七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关于中央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指导意见

为了全面贯彻党的十七大精神，深入落实科学发展观，推动中央企业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认真履行好社会责任，实现企业与社会、环境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提出以下指导意见。

一、充分认识中央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重要意义

（一）履行社会责任是中央企业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实际行动。履行社会责任要求中央企业必须坚持以人为本、科学发展，在追求经济效益的同时，对利益相关者和环境负责，实现企业发展与社会、环境的协调统一。这既是促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重要举措，也是中央企业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实际行动。

（二）履行社会责任是全社会对中央企业的广泛要求。中央企业是国有经济的骨干力量，大多集中在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其生产经营活动涉及整个社会经济活动和人民生活的各个方面。积极履行社会责任，不仅是中央企业的使命和责任，也是全社会对中央企业的殷切期望和广泛要求。

（三）履行社会责任是实现中央企业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积极履行社会责任，把社会责任理念和要求全面融入企业发展战略、企业生产经营和企业文化，有利于创新发展理念、转变发展方式，有利于激发创造活力、提升品牌形象，有利于提高职工素质、增强企业凝聚力，是中央企业发展质量和水平的重大提升。

（四）履行社会责任是中央企业参与国际经济交流合作的客观需要。在经济全球化日益深入的新形势下，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企业社会责任，履行社会责任已成为国际社会对企业评价的重要内容。中央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有利于树立负责任的企业形象，提升中国企业的国际影响，也对树立我国负责任的发展中大国形象具有重要作用。

二、中央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指导思想、总体要求和基本原则

（五）指导思想。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以人为本，坚持可持续发展，牢记责任，强化意识，统筹兼顾，积极实践，发挥中央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表率作用，促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为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宏伟目标做出更大贡献。

（六）总体要求。中央企业要增强社会责任意识，积极履行社会责任，成为依法经营、诚实守信的表率，节约资源、保护环境的表率，以人为本、构建和谐企业的表率，努力成为国家经济的栋梁和全社会企业的榜样。

（七）基本原则。坚持履行社会责任与促进企业改革发展相结合，把履行社会责任作为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和提高综合竞争力的重要内容，深化企业改革，优化布局结构，转变发展方式，实现又好又快发展。坚持履行社会责任与企业实际相适应，立足基本国情，立足企业实际，突出重点，分步推进，切实取得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成效。坚持履行社会责任与创建和谐企业相统一，把保障企业安全生产，维护职工合法权益，帮助职工解决实际问题放在重要位置，营造和谐劳动关系，促进职工全面发展，实现企业与职工、企业与社会的和谐发展。

三、中央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主要内容

（八）坚持依法经营诚实守信。模范遵守法律法规和社会公德、商业道德以及行业规则，及时足额纳税，维护投资者和债权人权益，保护知识产权，忠实履行合同，恪守商业信用，反对不正当竞争，杜绝商业活动中的腐败行为。

（九）不断提高持续盈利能力。完善公司治理，科学民主决策。优化发展战略，突出做强主业，缩短管理链条，合理配置资源。强化企业管理，提高管控能力，降低经营成本，加强风险防范，提高投入产出水平，增强市场竞争能力。

（十）切实提高产品质量和服务水平。保证产品和服务的安全性，改善产品性能，完善服务体系，努力为社会提供优质安全健康的产品和服务，最大限度地满足消费者的需求。保护消费者权益，妥善处理消费者提出的投诉和建议，努力为消费者创造更大的价值，取得广大消费者的信赖与认同。

（十一）加强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认真落实节能减排责任，带头完成节能减排任务。发展节能产业，开发节能产品，发展循环经济，提高资源综合利用效率。增加环保投入，改进工艺流程，降低污染物排放，实施清洁生产，坚持走低投入、低消耗、低排放和高效率的发展道路。

（十二）推进自主创新和技术进步。建立和完善技术创新机制，加大研究开发投入，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加快高新技术开发和传统产业改造，着力突破产业和行业关键技术，增加技术创新储备。强化知识产权意识，实施知识产权战略，实现技术创新与知识产权的良性互动，形成一批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和知名品牌，发挥对产业升级、结构优化的带动作用。

（十三）保障生产安全。严格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加大安全生产投入，严防重、特大安全事故发生。建立健全应急管理体系，不断提高应急管理水平和应对突发事件能力。为职工提供安全、健康、卫生的工作条件和生活环境，保障职工职业健康，预防和减少职业病和其他疾病对职工的危害。

（十四）维护职工合法权益。依法与职工签订并履行劳动合同，坚持按劳分配、同工同酬，建立工资正常增长机制，按时足额缴纳社会保险。尊重职工人格，公平对待职工，杜绝性别、民族、宗教、年龄等各种歧视。加强职业教育培训，创造平等发展机会。加强职代会制度建设，深化厂务公开，推进民主管理。关心职工生活，切实为职工排忧解难。

（十五）参与社会公益事业。积极参与社区建设，鼓励职工志愿服务社会。热心参与慈善、捐助等社会公益事业，关心支持教育、文化、卫生等公共福利事业。在发生重大自然灾害和突发事件的情况下，积极提供财力、物力和人力等方面的支持和援助。

四、中央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主要措施

（十六）树立和深化社会责任意识。深刻理解履行社会责任的重要意义，牢固树立社会责任意识，高度重视社会责任工作，把履行社会责任提上企业重要议事日程，经常研究和部署社会责任工作，加强社会责任全员培训和普及教育，不断创新管理理念和工作方式，努力形成履行社会责任的企业价值观和企业文化。

（十七）建立和完善履行社会责任的体制机制。把履行社会责任纳入公司治理，融入企业发展战略，落实到生产经营各个环节。明确归口管理部门，建立健全工作体系，逐步建立和完善企业社会责任指标统计和考核体系，有条件的企业要建立履行社会责任的评价机制。

（十八）建立社会责任报告制度。有条件的企业要定期发布社会责任报告或可持续发展报告，公布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现状、规划和措施，完善社会责任沟通方式和对话机制，及时了解和回应利益相关者的意见建议，主动接受利益相关者和社会的监督。

（十九）加强企业间交流与国际合作。研究学习国内外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先进理念和成功经验，开展与履行社会责任先进企业的对标，总结经验，找出差距，改进工作。加强与有关国际组织的对话与交流，积极参与社会责任国际标准的制定。

（二十）加强党组织对企业社会责任工作的领导。充分发挥企业党组织的政治核心作用，广泛动员和引导广大党员带头履行社会责任，支持工会、共青团、妇女组织在履行社会责任中发挥积极作用，努力营造有利于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良好氛围。











附录2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社会责任指引》






各上市公司：

为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推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倡导上市公司积极承担社会责任，根据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并借鉴国际市场经验，本所制定了《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社会责任指引》，现予以发布，请遵照执行。

特此通知。

附件：《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社会责任指引》

深圳证券交易所

2006年9月25日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社会责任指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推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倡导上市公司积极承担社会责任，根据《公司法》、《证券法》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制定本指引。

第二条　本指引所称的上市公司社会责任是指上市公司对国家和社会的全面发展、自然环境和资源，以及股东、债权人、职工、客户、消费者、供应商、社区等利益相关方所应承担的责任。

第三条　上市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应在追求经济效益、保护股东利益的同时，积极保护债权人和职工的合法权益，诚信对待供应商、客户和消费者，积极从事环境保护、社区建设等公益事业，从而促进公司本身与全社会的协调、和谐发展。

第四条　公司在经营活动中，应遵循自愿、公平、等价有偿、诚实信用的原则，遵守社会公德、商业道德，接受政府和社会公众的监督。不得通过贿赂、走私等非法活动谋取不正当利益，不得侵犯他人的商标、专利和著作权等知识产权，不得从事不正当竞争行为。

第五条　公司应按照本指引要求，积极履行社会责任，定期评估公司社会责任的履行情况，自愿披露公司社会责任报告。

第六条　本指引适用于其股票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本所”）上市的公司。


第二章　股东和债权人权益保护


第七条　公司应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公平对待所有股东，确保股东充分享有法律、法规、规章所规定的各项合法权益。

第八条　公司应选择合适的时间、地点召开股东大会，并尽可能采取网络投票方式，促使更多的股东参加会议，行使其权利。

第九条　公司应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本所业务规则的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对可能影响股东和其他投资者投资决策的信息应积极进行自愿性披露，并公平对待所有投资者，不得进行选择性信息披露。

第十条　公司应制定长期和相对稳定的利润分配政策和办法，制定切实合理的分红方案，积极回报股东。

第十一条　公司应确保公司财务稳健，保障公司资产、资金安全，在追求股东利益最大化的同时兼顾债权人的利益，不得为了股东的利益损害债权人的利益。

第十二条　公司在经营决策过程中，应充分考虑债权人的合法权益，及时向债权人通报与其债权权益相关的重大信息；当债权人为维护自身利益需要了解公司有关财务、经营和管理等情况时，公司应予以配合和支持。


第三章　职工权益保护


第十三条　公司应严格遵守《劳动法》，依法保护职工的合法权益，建立和完善包括薪酬体系、激励机制等在内的用人制度，保障职工依法享有劳动权利和履行劳动义务。

第十四条　公司应尊重职工人格和保障职工合法权益，关爱职工，促进劳资关系的和谐稳定，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对女职工实行特殊劳动保护。不得非法强迫职工进行劳动，不得对职工进行体罚、精神或肉体胁迫、言语侮辱及其他任何形式的虐待。

第十五条　公司应建立、健全劳动安全卫生制度，严格执行国家劳动安全卫生规程和标准，对职工进行劳动安全卫生教育，为职工提供健康、安全的工作环境和生活环境，最大限度地防止劳动过程中的事故，减少职业危害。

第十六条　公司应遵循按劳分配、同工同酬的原则，不得克扣或者无故拖欠劳动者的工资，不得采取纯劳务性质的合约安排或变相试用等形式降低对职工的工资支付和社会保障。

第十七条　公司不得干涉职工信仰自由，不得因民族、种族、国籍、宗教信仰、性别、年龄等对职工在聘用、报酬、培训机会、升迁、解职或退休等方面采取歧视行为。

第十八条　公司应建立职业培训制度，按照国家规定提取和使用职业培训经费，积极开展职工培训，并鼓励和支持职工参加业余进修培训，为职工发展提供更多的机会。

第十九条　公司应依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建立起职工董事、职工监事选任制度，确保职工在公司治理中享有充分的权利；支持工会依法开展工作，对工资、福利、劳动安全卫生、社会保险等涉及职工切身利益的事项，通过职工代表大会、工会会议的形式听取职工的意见，关心和重视职工的合理需求。


第四章　供应商、客户和消费者权益保护


第二十条　公司应对供应商、客户和消费者诚实守信，不得依靠虚假宣传和广告牟利，不得侵犯供应商、客户的著作权、商标权、专利权等知识产权。

第二十一条　公司应保证其提供的商品或者服务的安全性。对可能危及人身、财产安全的商品和服务，应向消费者做出真实说明和明确的警示，并标明正确使用方法。

第二十二条　公司如发现其提供的商品或者服务存在严重缺陷的，即使使用方法正确仍可能对人身、财产安全造成危害的，应立即向有关主管部门报告并告知消费者，同时采取防止危害发生的措施。

第二十三条　公司应敦促客户和供应商遵守商业道德和社会公德，对拒不改进的客户或供应商应拒绝向其出售产品或使用其产品。

第二十四条　公司应建立相应程序，严格监控和防范公司或职工与客户和供应商进行的各类商业贿赂活动。

第二十五条　公司应妥善保管供应商、客户和消费者的个人信息，未经授权许可，不得使用或转售上述个人信息牟利。

第二十六条　公司应提供良好的售后服务，妥善处理供应商、客户和消费者等提出的投诉和建议。


第五章　环境保护与可持续发展


第二十七条　公司应根据其对环境的影响程度制定整体环境保护政策，指派具体人员负责公司环境保护体系的建立、实施、保持和改进，并为环保工作提供必要的人力、物力以及技术和财力支持。

第二十八条　公司的环境保护政策通常应包括以下内容：

（一）符合所有相关环境保护的法律、法规、规章的要求；

（二）减少包括原料、燃料在内的各种资源的消耗；

（三）减少废料的产生，并尽可能对废料进行回收和循环利用；

（四）尽量避免产生污染环境的废料；

（五）采用环保的材料和可以节约能源、减少废料的设计、技术和原料；

（六）尽量减少由于公司的发展对环境造成的负面影响；

（七）为职工提供有关保护环境的培训；

（八）创造一个可持续发展的环境。

第二十九条　公司应尽量采用资源利用率高、污染物排放量少的设备和工艺，应用经济合理的废弃物综合利用技术和污染物处理技术。

第三十条　排放污染物的公司，应依照国家环保部门的规定申报登记。排放污染物超过国家或者地方规定的公司应依照国家规定缴纳超标准排污费，并负责治理。

第三十一条　公司应定期指派专人检查环保政策的实施情况，对不符合公司环境保护政策的行为应予以纠正，并采取相应补救措施。


第六章　公共关系和社会公益事业


第三十二条　公司在经营活动中应充分考虑社区的利益，鼓励设立专门机构或指定专人协调公司与社区的关系。

第三十三条　公司应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积极参加所在地区的环境保护、教育、文化、科学、卫生、社区建设、扶贫济困等社会公益活动，促进公司所在地区的发展。

第三十四条　公司应主动接受政府部门和监管机关的监督和检查，关注社会公众及新闻媒体对公司的评论。


第七章　制度建设与信息披露


第三十五条　本所鼓励公司根据本指引的要求建立社会责任制度，定期检查和评价公司社会责任制度的执行情况和存在问题，形成社会责任报告。

第三十六条　公司可将社会责任报告与年度报告同时对外披露。社会责任报告的内容至少应包括：

（一）关于职工保护、环境污染、商品质量、社区关系等方面的社会责任制度的建设和执行情况；

（二）社会责任履行状况是否与本指引存在差距及原因说明；

（三）改进措施和具体时间安排。


第八章　附则


第三十七条　本指引由本所负责解释。

第三十八条　本指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附录3　调查问卷






“高管的价值观、组织文化与企业社会责任”调查问卷

No：　　

尊敬的先生/女士：

您好！非常感谢您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参加本问卷的调查。本问卷主要为“高管价值观、组织文化与企业社会责任”的研究提供基础数据，因此你提供的信息仅为学术研究之用，不作其他任何用途，对您及您的企业没有任何影响。谢谢配合！

请在相应的信息前打√。如果企业董事长不参与企业的经营管理或企业没有设立董事长职位，问卷中涉及企业董事长的，请填写总经理的信息。


一、填写人的基本信息


填写人在企业的职位：□董事长□总经理（总裁、CEO）□其他企业高管□部门经理□普通员工

填写人在企业的部门：□技术或研发□生产□市场、销售□财务□人力资源□行政□其他__________

填写人在企业的年限：□1年以内□1～3年□3～5年□5～10年□10年以上

填写人认识企业董事长的年限：□1年以内□1～3年□3～5年□5～10年□10年以上


二、企业的基本信息


1. 贵企业的性质：□国有独资□国有控股□国有参股□集体企业□民营企业□三资企业□其他__________

2. 贵企业所属行业：

□制造业□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房地产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电力、燃气及水供应业□住宿和餐饮业□批发和零售□金融保险业□农、林、牧、渔业□建筑业□采矿业□其他__________

3. 贵企业现有职工人数：□低于100人□100～300人

□300～500人□500～1000人□1000～2000人□2000人以上

4. 贵企业去年的销售额：□低于1000万□1000万～3000万□3000万～1亿□1亿～3亿□3亿以上

5. 贵企业现有的资产总额：□低于2000万□2000万～4000万□4000万～1亿□1亿～4亿□4亿以上

6. 贵企业成立年限：□5年以下□5～10年□10～15年

□15～20年□20年以上


三、企业董事长的基本信息（如果企业董事长不参与企业的经营管理或企业没有设立董事长职位，请填写总经理的信息。）


1. 贵企业董事长的性别：□男□女

2. 贵企业董事长的年龄：□20～30岁□31～40岁□41～50岁□51～60岁□61岁以上

3.贵企业董事长任职的时间：□1年以内□1～3年□3～5年□5～10年□10年以上

4.贵企业董事长任职之前从事的主要职业：□技术或研发□生产□市场、销售□财务□人力资源□行政

5.贵企业董事长的教育程度：初中及以下□高中或中专□大专□本科□研究生及以上

6.贵企业董事长持有企业股份的比例：□没有□10％以下□11％～30%□31％～50%□51％～99%□100％

7. 贵企业董事长的薪酬构成：□年薪□奖金（占薪酬总额50%以下）□奖金（占薪酬总额50%以上）□期权


四、企业董事长的价值观（如果企业董事长不参与企业的经营管理或企业没有设立董事长职位，请填写总经理的信息。）


在平时生活和工作的接触中，你认为，以下内容在企业董事长心目中的重要性：




	NO
	内　容
	非常不重要　非常重要



	V1
	社会公正，纠正不公正行为
	1　2　3　4　5　6　7



	V2
	关爱弱势群体
	1　2　3　4　5　6　7



	V3
	社会给予每个人平等的机会
	1　2　3　4　5　6　7



	V4
	世界和平相处，没有战争和冲突
	1　2　3　4　5　6　7



	V5
	权威，领导别人的权力
	1　2　3　4　5　6　7



	V6
	影响力，能够影响别人或事件
	1　2　3　4　5　6　7



	V7
	财富、物质拥有、金钱
	1　2　3　4　5　6　7







五、组织文化的情况


下列内容和企业实际情况的符合程度：




	NO
	内　容
	非常不符合　非常符合



	C1
	企业关心、信任员工
	1　2　3　4　5　6　7



	C2
	企业能发挥员工的潜力
	1　2　3　4　5　6　7



	C3
	员工之间相处和谐、融洽
	1　2　3　4　5　6　7



	C4
	企业决策时能为其他利益团体考虑
	1　2　3　4　5　6　7



	C5
	企业强调个人的成功
	1　2　3　4　5　6　7



	C6
	企业往往鼓励员工取得更高的绩效
	1　2　3　4　5　6　7



	C7
	企业期望对竞争对手保持优势
	1　2　3　4　5　6　7







六、企业社会责任表现和企业资源的情况





	NO
	内　容
	非常不满意　非常满意



	S1
	股东对投资回报的满意程度
	1　2　3　4　5　6　7



	S2
	股东对企业发展的满意程度
	1　2　3　4　5　6　7



	S3
	债权人对企业偿还债务的满意程度
	1　2　3　4　5　6　7



	S4
	员工对薪酬的满意程度
	1　2　3　4　5　6　7



	S5
	员工对工作环境的满意程度
	1　2　3　4　5　6　7



	S6
	员工对工作时间的满意程度
	1　2　3　4　5　6　7



	S7
	员工对企业在员工的培训和发展上的投入的满意程度
	1　2　3　4　5　6　7



	S8
	消费者（客户）对企业产品质量的满意程度消费者（客户）对企业产品售后服务的满意程度消费者（客户）对企业产品价格的满意程度
	1　2　3　4　5　6　7



	S9
	　
	1　2　3　4　5　6　7



	S10
	　
	1　2　3　4　5　6　7



	NO
	指　标
	非常低　　　非常高



	S11
	和同行相比，企业投入环保的资金占净利润比例
	1　2　3　4　5　6　7



	S12
	和同行相比，企业产品采用原材料的环保程度
	1　2　3　4　5　6　7



	S13
	和同行相比，企业生产过程的环保程度
	1　2　3　4　5　6　7



	S14
	和同行相比，企业单位产值的能耗水平
	1　2　3　4　5　6　7



	S15
	和同行相比，可再生能源或可循环材料的利用程度
	1　2　3　4　5　6　7



	S16
	和同行相比，企业每年捐助的金额占净利润的比例
	1　2　3　4　5　6　7



	S17
	和同行相比，企业参与公益活动的频率
	1　2　3　4　5　6　7



	S18
	和同行相比，企业参与社区发展的程度
	1　2　3　4　5　6　7



	R1
	企业最近三年财务资源的充足程度
	1　2　3　4　5　6　7



	R2
	企业最近三年人力资源的充足程度
	1　2　3　4　5　6　7







七、企业社会责任行为的动因调查（以下问题可以多选）：


1. 贵企业参与慈善、公益活动的原因：

□提高企业品牌的知名度和美誉度，有利于企业的长期发展□其他企业在做慈善、公益活动，自己企业不参与不合适□企业应该做的，企业应该回馈社会□政府相关部门给予企业压力□获得政府相关部门的好感，以便争取政府其他资源□其他__________

2. 贵企业进行环境保护的原因：

□获得经济效益□法律、法规的规定□企业应该做的□其他__________

3. 贵企业节约能源、可再生能源利用的原因：

□获得经济效益□法律、法规的规定□企业应该做的□其他__________

4. 贵企业在员工方面投入的原因：

□提高企业的竞争力，有利于企业长期发展□避免员工被竞争对手挖走□法律、法规的规定□企业应该做的□其他__________

再次感谢您的参与和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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